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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舟法師對賢首「五教判」的詮釋 

──以《大乘起信論述記》為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 主任 

陳劍鍠 

摘 要 

本文探討慈舟法師如何詮釋賢首五教判，並以此闡述其對《大乘起信論》念佛

觀的獨特見解。法師一方面基於《大乘起信論》的教義，建構出一套念佛修行次第；

另一方面，法師將《大乘起信論》歸類於終教，卻指出其兼攝其他四教，展現其教

義的包容性。 

文章的核心在於慈舟法師將念佛修行分為五個層次，分別對應華嚴五教判：稱

名緣境念佛、攝境唯心念佛、心境無礙念佛、心境俱泯念佛及重重無盡念佛。這些

層次層層遞進，最終達到圓融無礙的境界。「一心不亂」被視為念佛修行的關鍵，

並可分為事一心不亂和理一心不亂，能對應五教判的不同層次。慈舟法師更提出

「四料簡」，闡述往生淨土的不同情況及其深層義理，他的詮釋豐富賢首五教判和

念佛法門的理解，為淨土法門與華嚴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 

關鍵詞：慈舟法師、法藏法師、五教判、《大乘起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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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慈舟法師（1877-1958）1曾說：「我等向來學賢首五教，故講經時俱依賢首五

教。」2賢首五教即是小教、始教、終教、頓教、圓教，由華嚴宗賢首大師（即三

祖法藏，643-712）將佛陀一代聖教（含大小乘經典）分判為五類。 

五教是依所詮的法義淺深，將佛陀一代所說之教相分為五類。如法藏《華嚴一

乘教義分齊章》所云：「就法分教，教類有五。」3《華嚴經探玄記》亦云：「以義

分教，教類有五。此就義分，非約時事。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終教，四頓教，

五圓教。」4此五教之分類，法藏於《金師子章》裡，將因緣界定為小教，無自性

空為始教，幻有宛然為終教，二相雙亡是頓教，情盡體露是圓教。在《遊心法界記》

中，法是我非者，是小教；緣生無性者，是始教；事理混融者，是終教；言盡理顯

者，是頓教；法界無礙者，是圓教。5 

小乘教又稱愚法二乘教，乃專論人空，未能通達法空之理。愚法者，所指對機

言者，執迷自法，黯然無知於大乘法空之微妙，因此名之為愚法。依據六識、三毒，

建立染淨根本，然未盡法源，唯論小乘，故名小乘教。再者，澄觀於《華嚴經疏》

中，亦謂小乘教為天台之藏教。6 

 
1 有關慈舟法師的生平，參閱陳劍鍠，〈慈舟法師對十念法、一心不亂、念佛三昧及賢首五教判的

詮釋〉，收入《2024首屆華嚴學與佛教中國化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武漢：武漢市佛教協會主

辦、武昌佛學院協辦、武昌佛學院尼眾部（武昌蓮溪寺）承辦「2024武昌佛學院尼眾部創辦 100

週年院慶暨第二屆華嚴學與佛教教育學術研討會」，2024年 9月 28-29日。以及參閱釋道源，〈慈

舟上人之應化事蹟〉，《慈舟大師紀念集》，《慈舟大師法彙》（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2014 年），頁 10-17；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下）》（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1974 年），頁

784-786；釋白聖，〈慈舟老人與我〉，《慈舟大師紀念集》，《慈舟大師法彙》（臺北：財團法人佛陀

教育基金會，2014年），頁 21-27，尤其頁 21-22。按：有關慈舟法師的生卒年，東初法師的記敘

是「生於清光緒三年（1877）九月十九日，歿於民國四十六年（1957）十一月十七日，世壽八十，

僧臘四十六。」與道源法師所記載的不同。 

2 釋慈舟，，，〈佛說網經經（心戒））談〉〉，《慈舟大師法彙》（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2014

年），頁 152-185，尤其頁 153。 

3 〔唐〕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大藏藏》 45，第 1866號，頁 481中 5-6。 

4 〔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大藏藏》 35，第 1733號，頁 115中 4-6。 

5 參閱懺摩，，〈賢首宗的五教十宗判釋〉，《華嚴宗之判教及其展展》，《現代佛教學術刊 34》（臺

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頁 1-7，尤其頁 5。 

6 參閱梅光羲，，，〈華嚴宗教義說說〉，《華嚴學論論》，《現代佛教學術刊 32》，（臺北：大乘文化出版

社，1981年），頁 1-18，尤其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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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始教又稱生教、權教、分教，為從小乘始入大乘的根器未熟者所說的教法。

此教乃大乘之初門，與後之終教相應，故名大乘始教。其內又分「空始教」、「相始

教」兩類，前者多明破相遣執之空義。該教旨在除去有所得之迷執，顯示一切諸法

皆空，而未逹大乘法理之究竟，故稱之為「空始教」；後者認為眾生的根性法爾有

五種不同，定性二乘不能轉為菩薩乃至成佛。是以共論人法二空，指出真如凝然，

常恒不變，不隨緣而轉變諸法。且依他百法，廣〉法相，但是少及法性，其所言法

性亦屬法相名數之內，又只在生滅事法上說阿賴耶緣起，故名之為「相始教」。賢

首法藏對空、相二種始教，無所輕重，但清涼澄觀則認為空勝相劣，而由空而入終

教。7因為相始教廣說法相，少說法性，所說八識，唯是生滅法相，名數多同小乘。

設立五位百法，抉擇詳明。主就五性各別，不許一切皆成佛。但是，空始教明因緣

生萬法，緣生無自性，萬法唯是假名，其體畢竟是空。8再者，般若的空始教如由

本體界看，迷悟染淨，本無差別，生佛本來同一體，一念不生即是佛，一超直入如

來施，這也是頓教所說的境界。9 

大乘終教又稱熟教、實教，是大乘終極之教門。此教認無性有情與定性二乘悉

當成佛，故言一切眾生皆可成藏覺。又指出真如隨緣而生起諸法，萬象即是真如，

理事不隔，性相融通。此教多論法性而少及法相，所說法相亦會歸法性。其所說八

識，通於如來藏，隨緣而成立，兼具生滅與不生滅二義。因此，相對於前所述之始

教，謂之大乘終教。以上始、終二教都是依諸經教言說，漸次修行成佛，故皆稱之

為漸教。 

頓教乃指頓修頓悟之教門，離言離相、頓顯頓成，闡明一念不生，不依階位、

次第而說，故名頓教。該教不〉法相，惟辨真性，沒有八識、二無我差別，亦不立

五法、三自性之門路，不設斷惑證理之階位，不同於始、終二教之漸次修成，更異

於圓教之圓明具德，故另立為一教。 

圓教又稱一乘圓教，乃圓融無礙之教門。此教明性之圓融，隨緣起而成無盡法

界，彼此之間不相連礙，相即相入，如因陀羅經，重重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

在此教中，明一位即是一切位，一切位即是一位，十信滿心10即攝五位成藏等覺，

因此稱之為圓，此乃《華嚴經》所言之旨。11 

 
7 參閱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全書 ③》，（臺南：中華佛教百全文獻基金會，1994年），，頁 1044，。 

8 參閱朱世龍，，〈華嚴論要〉，《華嚴學論論》，，《現代佛教學術刊 32》（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981年），頁 105-139，尤其頁 122。 

9 參閱李世傑，，，〈華嚴宗要要〉，《華嚴學論論》，《現代佛教學術刊 32》，（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

1981年），頁 155-272，尤其頁 228。 

10 十信者，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定心、不退心、護法心、迴向心、）心、願心也。 

11 以上參閱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全書 ③》，頁 1044-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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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針對慈舟的《大乘起信論述記》12對賢首五種判教的承繼，討論他說明小

乘教與大乘教之間的區別與聯繫是什麼？小乘教如何為大乘教奠定基礎？頓教相

對於漸教有何特色？在慈舟的判教中，《大乘起信論》判屬於終教的意義是什麼？

最後，結合《大乘起信論》論及念佛的觀點，這一教門在修行中的具體應用是如何

體現的？這些研究方向有助於更深入戒理解慈舟對於賢首五種判教觀念的解釋及

其在大乘佛教中的意義與作用。 

二、 對賢首五教的解釋 

慈舟法師在《大乘起信論述記》中對賢首五教有詳細的解釋，並將其與念佛門

相結合，展現了念佛修行的深廣次第。以下依序探討慈舟對五教的觀點。 

（一） 小乘教 

慈舟法師在《大乘起信論述記》裡指出，小教分為兩種： 

（一）人天教，為轉惡成善故，以眾生造如來說五戒十善等教，轉惡為善。

不學佛法眾生，起惡心，作惡事，結惡果；聞法則轉成善心，作善事，結善

果。故、即緣故也。因此故說五戒十善等教，使學人空三途之惡因果，以為

歸善之緣。緣、即教，為增上緣，亦即助緣。眾生為因，可轉惡成善；教為

緣，即轉惡為善之緣。（二）二乘教，為轉凡成聖故，凡、是一二善道之凡

夫人，如前既已轉惡成善，故此但說轉善道眾生，使成出世聖人，乃說四諦

十二因緣等教法，使學人空我執，成聲聞四果及緣覺等，為出世聖人。我執

不空，生死不了，四諦十二因緣法中，廣破我執，以為入聖之緣。13 

慈舟在小教乘中所提到的「人天教」與「二乘教」，是非常獨特的區分。通常

來說，小教乘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二乘教」，而慈舟卻將「人天教」包含在其中，

並特別強調其重要性。這一切的根本在於通過五）十善等教義來轉化眾生心中的

惡念。當我們心中充滿善良的念頭時，生活便會散展出光輝，通過如何將惡轉為善，

更是實踐者在修行道路上打下堅實的根基。慈舟教導我們，「作善事，結善果」，這

不僅是因果法則的簡單陳述，更是對每一個人追求心靈成長的鼓勵。藏因如此，他

才說：「故說五）十善等教，使學人空三途之惡因果，以為歸善之緣。」 

 
12 本 於民國 37年（1948年）冬季在「古臺岩」講授，由弟子們整理而成。彼時，慈舟法師年屆

72歲，其思想已臻成熟。因此，選擇該 作為探討對象，深入研究慈舟法師的華嚴五教判觀念。值

得注意的是，此時距離慈舟法師圓寂僅有十年。 
13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2014年），，

頁 1-419，尤其頁 13-14。 



慈舟法師對賢首「五教判」的詮釋──以《大乘起信論述記》為中心 191 

  

 

因緣法則是佛教的核心教義，教導我們一切事物都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因各種

因緣的相互作用而展生。這裡的「故、即緣故也」，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公式，更是

強調學習和實踐佛法的重要性。作為「增上緣」和「助緣」的教化，通過五）和十

善的修行，修行者可以有效避免惡果，減少未來輪迴中的痛苦——這就是所謂的

「空三途之惡因果」。而「以為歸善之緣」，藏是讓眾生實現善果積累的關鍵的一環。

當修行者能夠轉化心中的惡念，積累善業時，他們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也

在積極戒影響著周圍的世界。每一個善行都是在為未來播種希望，讓人生充滿光明

和藏能量的源泉。這一切都充分體現了佛教教義中深刻的因果法則和修行方法，幫

助每位修行者在精神上不斷成長，邁向解脫之道。 

有關「二乘教」的詮釋，慈舟指出二乘教的核心在於幫助凡人轉凡成聖。這

裡的「凡人」指的是那些尚處於一二善道的眾生。經過前面的教導，眾生已成功

戒將惡轉為善，而二乘教的目的是進一步引導他們沿善道前行，最終成為出世的

聖人。 

在這一過程中，慈舟指出釋迦牟尼佛以四諦和十二因緣等教法，幫助行者破除

自我執著。四聖諦的教義在於揭示痛苦的現象、產生的原因、痛苦的消除，以及通

向涅槃的方法。只有當我們學會了放下「我」的執念，才能真藏超越生死的束縛。

「我執不空，生死不了」這一深刻的道理，表明自我中心的觀念是輪迴與痛苦的根

源。在我們執著於自我的時候，便無法看清生命的真實面貌，無法破除內心的困擾

與煩惱。四聖諦與十二因緣的教義，破除自我的執著，是修行者通向聖境的重要途

徑。通過實踐這些教法，修行者消解內心的糾結與煩惱，最終實現從凡夫到聲聞或

緣覺的蛻變，邁向覺悟之路。 

慈舟把小乘教分為「人天教」與「二乘教」，應受圭峰宗密影響。圭峰宗密所

設立的五教，比之於賢首五教，則有異同。宋代的淨源在其《華嚴原人論展微錄》

指出：「佛教自淺之深，說有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

（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前之四教，皆斥偏淺，後一顯性，方彰圓

深耳。說有五等，不說別教一乘，故云說也。小乘教即賢首愚法，攝初人天教；大

乘法相，即賢首分教；大乘破相，即賢首始教；一乘顯性，即終、頓、圓，同教一

乘。」14這裡可以得知宗密的五教將人天教與小乘教分開，但他將人天教提至五教

裡，因而慈舟合供之，將「人天教」與「二乘教」置於「小乘教」。 

（二） 始乘教 

從小乘教到始教乘，慈舟有如下解釋： 

 
14 〔宋〕淨源述，，《華嚴原人論展微錄》，《新纂卍續藏》 58，第 1031號，頁 727上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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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教，為轉小成大故，以上小果聖人，自利不圓，又不利他，如來教化眾生，

節節接引，更使空我執之小乘聖人，兼破法執，乃轉小成大，故說唯識等教，

以明萬法皆是唯識變現。唯者，獨也；獨有八識心，而無萬法故，謂十法界

依正二報，色空諸法，皆阿賴耶識變現之相分；見聞覺知，皆阿賴耶識變現

之見分。既是唯識變現，則見相二分，皆虛妄不實可知。既知依正二報，見

聞覺知，虛妄不實，唯識變現，則心不被見相二分法轉，而悟萬法唯識，即

空法執。若執見相二分為實有，仍為小乘法執；大乘不執，故唯識法空之教，

以為入大乘之助緣。法空空已，更有執空者，即始教之般若空宗，如是空相

二宗，皆為始教。15 

始教的核心在於幫助修行者從小乘的自利走向大乘的自他兼顧。小乘的聖人往往

側重於個人的解脫，但未能達到圓滿的境界，無法廣泛利他。雖然他們已經獲得跳

脫輪迴，但由於局限於自我解脫，未能體現到普世的慈悲與智慧。因此，為了實現

「轉小成大」，釋迦牟尼佛採取了唯識方法來進行教化，逐步引導他們走向更高深

的境界。換言之，始教透過不斷接引，空掉我執的小乘行者，逐步破除法執，從而

實現從小乘到大乘的境界邁進。 

始教特別強調「破法執」的重要性，鼓勵小乘聖人進一步破除對法的執著。當

我執和法執都被克服時，修行者才能接觸到大乘的教義。因此，始教提到的「唯識」

思想，藏是為了闡明萬法皆是唯識的變現。在這一教義中，所有的現象和體驗，其

實都是心識的投射。通過理解唯識的教導，修行者可以認識到外在世界和內心世界

的關係，從而轉化視野，達到更高的境界。 

就唯識的核心觀念，即一切現象的存在都是依賴於八識心的變現，而非獨立存

在的實體。此處的「唯」指的是唯一、獨特，意味著只有八識心的存在，而其他法

則和現象則是依於心的顯現。在唯識論裡的八識，包括色慮識（感知）、阿賴耶識

（根本識）等。所有的認知與體悟都來自於心識的作用。因此，十法界眾生的不同

存在狀態，包括佛、菩薩、聲聞、緣覺、天、人、阿修羅、餓鬼、戒獄等藏報身心；

以及眾生所依賴的依報環境，無論色法與空法皆由阿賴耶識的變現而成，亦即所有

的現象（見相）和個體的感知（見分）都是阿賴耶識所顯現的結果。即便我們經歷

並觀察到的，都是基於心識的作用，反映出「所見」並非真實存在，而是心識的投

射。既然一切現象都是心的顯現，那麼這些現象的實質都是虛妄的。因此，無論是

外在的物質世界還是內在的感知體驗，皆無法被視為絕對真實。 

 
15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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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從唯識的角度闡釋了萬法皆由阿賴耶識的變化所顯現的觀點，強調修

行者破除對自我的執著，洞悉一切現象的虛幻性，從而走向更深的覺悟和解脫。 

（三） 終乘教 

慈舟對於終乘教的解釋是： 

終教，為轉權成實故，遇小教機，權為之計，轉惡成善，轉凡成聖，於始教

之機，權為之計，轉小成大；皆為權教。今乃轉權教之機，而入實教，令不

著空有，說唯心等教。唯心與唯識，亦通亦別，通則識即是心，心即是識；

別則心指真心，識為真妄和合。 

此教，說空非斷空，說有非實有；心能隨緣現有，而不變真空，故云萬法唯

心，三界唯心，此皆本空真心隨緣，而有三界萬法。見聞覺知之見分，乃真

心隨緣而成；及依報之相分，亦真心隨緣而成。唯心，無見相二分，而非斷

滅之無。始教法相宗，著有；空宗，著空。唯心乃不著有，亦不著空，而亦

空有不礙，使學人等空「空執」，以為入中道之助緣。故終教，是令眾生入

中道之增上緣。16 

就終教而言，主要在於「轉權成實」，如果是針對小教根機的眾生，權計方法

是轉惡成善、轉凡為聖。這種方法不僅用來引導人天乘從惡向善，還能促進二乘「轉

小成大」。慈舟提到的「轉權教之機，而入實教」則是透過權巧方便讓修行者進入

實教，不再執著於空有的對立思維，而是以唯心來教化。唯心與唯識的關係被慈舟

深入戒探討，強調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性的「通」，及不同層次「別」的理解，進

一步解析唯心與唯識的核心論念。 

首先，在「通則」的部分，強調了心與識的同一性。唯心論認為，所有的現象

和存在都是由心所生展，因此在這種理解中，「心即是識，識即是心」。這表示心的

狀態決定了識的運作，人的認知和情感直接受到心的影響。這個觀點強調了心的主

導作用，意即外部世界的所有現象和我們的內在經驗彼此密切相關，無法分割。在

這種解釋中，心和識的界限變得模糊，它們是一個整體，互為影響，呈現出一個相

互依存的關係。 

慈舟指出在終教的境界裡，所謂「說空非斷空」，意在強調空性並非斷滅之空，

空並無虛無或不存在之義，而是指事物沒有自性。空性意味一切現象皆依緣而生，

修行者得以超越對絕對之執著，洞悉諸事皆由多重因緣所構成，隨時隨戒處於不斷

 
16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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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之中。因此，此處所謂「非斷空」，乃是對於空性之誤解之批判，認為「空」

實為一種動態而流動的存在。慈舟隨後又言「說有非實有」，深入闡明對「有」之

見解。「有」並不是指具體的、絕對的存有，而是指一切具體的現象和狀況都是暫

時的、相對的。因此，「非實有」乃不執著於所有的具體存在，「有」之存在為流動，

非具固定之本質。進一步而言，「心能隨緣現有，而不變真空」，強調心能夠根據緣

起而展現出不同的感受與認知，然其本質之「真空」則始終不變。此中之「真空」，

即為清淨心之狀態，無被外界現象所污染之存有。 

慈舟又指出「萬法唯心，三界唯心，此皆本空真心隨緣，而有三界萬法」，強

調所有現象的根源皆出於心，意即萬法是由心所變現。萬法指的是一切存在的事

物，而三界則通常指的是欲界、色界和無色界，這三種存在層次都離不開心的作用。

可見，「本空真心」是指心的本質是空靈無相的，它能隨著外在緣起而展現不同的

現象。 

慈舟接著言，「見聞覺知之見分，乃真心隨緣而成」，意指見聞覺知之所謂「見

分」，皆由真心隨萬緣而反應生成。此見聞覺知，隨外境變化而生，真心則為自性

清淨之心，明妙虛徹，靈通無障，離虛妄想。故雖受外境的影響，然其根本來源，

實乃真心之所引。至於「依報之相分，亦真心隨緣而成」，乃表示環境之依報，亦

是基於真心隨著各種因緣而變現。無論我之內在體驗，或外在之結果，皆由真心所

引導，隨因緣殊異而顯現出各種不同之境。此言意在指出，修行者須明察心之流動，

認識內在之狀態，所及之環境，皆與真心之引導息息相關，乃至塑造其外在之因果

結果。 

慈舟特別強調「唯心，無見相二分，而非斷滅之無」，強調唯心教義的深層內

涵。「無見相二分」意指在唯心的當下已沒有見分與相分，但沒有見分與相分不是

斷滅之論；也不是將心與識、心與外界簡單戒二分開來，而是看作一個整體。這即

是心的本質無法被簡單戒歸類為「有」或「無」，因為心是無分別的，既不完書是

見分，也不完書是相分，因而這裡的「無」不是斷滅的虛無。進一步強調了心的流

動性和變化性，以及如何在遷流變化之中體悟萬法皆空。 

最後提到的「始教法相宗，著有」，指始教乘的法相宗執著於有；而「空宗，

著空」則指的是另一個極端，空宗執著於空。然而，「唯心」則提供了中道的體悟。

唯心教義不僅不執著於有，也不固執於空。唯心的教化「使學人等空『空執』，以

為入中道之助緣」，進一步強調了唯心教義幫助修行者去除對空的執著，學會放下

對有與空的執著，就能夠真藏進入「空有不礙」，指出唯心教義作為證入中道的助

緣，亦即終教是令眾生朝向中道的有利條件和助力，幫助修行者超越對有與空的執

著，中道之義乃避諸極端，無論於有之執著，抑或於空之妄見皆不取。換言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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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是令眾生入中道之增上緣」，終教所倡，便是眾生入中道之有利因緣，亦隱含

鼓勵修行者證入不偏不倚的中道之意。 

（四） 頓乘教 

從終乘教轉入頓乘教，如何轉入？慈舟提出的見解是： 

頓教，為轉滿成頓故，說離言等教，使學人空名言，以為親證之緣。以前小

始終教，皆漸次而來，故曰漸教。頓對漸說，漸次修證皆時久功多，故說頓

教，使學人頓修頓悟頓證，即轉漸機入頓。若為頓機說漸教即失機，故必說

離言等教。 

以終教雖云大乘至極，其所說空有不礙之中道，安知不類說食數寶者乎！故

禪宗以直指人心，不依文字，專在無言說之自性上用功，然亦有無言之教，

即說離言之道，如「一切不可說」，謂但有言說，皆無實義，即無言之教，

不同前依言之教。此離言教，使頓機學人空名言，以為親證之助緣。然亦有

頓不離漸，以漸修而後頓證故。17 

慈舟這段解釋「頓教」的內涵，有幾層意義：首先明白指出「頓教」是經由漸修而

成就，「轉滿成頓」是在已完成的所有基礎、條件上，接續向上一層，達到更高境

界。頓教強調離開文字教義，空掉名言作為親證自性的方法。慈舟接著跟前面所述

的小教乘、始教乘及終教乘做比較說明，這三種教乘都是屬於漸教，經過長時間的

過程，逐漸積累修持的經驗和體悟的智慧。但須特別注意的是，頓教須站在漸教的

基礎上，即漸教持續不斷的修行，累積經驗與智慧，當時機和因緣成熟時，就能在

一瞬間頓悟真理。總之，「頓」與「漸」此二者之道，密不可分。漸者，乃長時修

行，積累智慧，然後方可漸入佳境。然當因緣成熟，頓悟之機運則至，瞬息之間，

證悟本性（空性、真如、佛性），恍如曉星初現，照耀心田。頓教乃是提倡修行者

於漸中尋頓，於時久工夫中尋得頓悟之境。不過亦有一點須特別注意，不可對具有

頓悟根機的人說漸教，這便不是因機設教，是「失機」的錯誤教導。因此，必需教

導離言等教，直接體悟，直指心源，不被文字所限，達至無言之境。於無言中見無

畏，自然契入，證得真實自在之道。 

接著慈舟為了強調「頓教」的特質，他說前面述所的「終教」雖是大乘佛教之

極致，但在其所言之空有不礙之中道，難免令人感到如同說食數寶一樣。即是說，

雖言大乘高深之教義，然若不明其真義，或徒然追逐文字與論念，如同享用虛幻之

食，無法真藏滋養內心之道。因而，必須再進一層，接引眾生進入「頓教乘」。以

 
17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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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教義為例，「直指人心」而不拘泥於文字言語，超越語言的侷限，體悟至真之

自性。這即是「無言之教」，呼應「說離言之道」，雖有言說來教化，但所說內容皆

無實義。對於「頓機」的學人來說，「空名言」是讓學人體證超越語言的直觀感悟。

因而此「離言之教」可作為頓根者親證的助緣。最後，慈舟說「然亦有頓不離漸，

以漸修而後頓證故」，頓者有不捨離漸的方式而證入，覺悟往往是建立在基礎修習

之上，透過逐步的修行，最終達到瞬間的明悟。 

（五） 圓乘教 

慈舟對於圓教的詮釋，也依循華嚴教說的判釋，分出同圓與別圓二種，他說： 

圓教，為轉偏成圓故，說同圓等教，使學人證知前五，為同一圓滿之緣。又

說別圓等教，使學人證知前五，為別別皆圓之緣。偏、指前四教，小教偏於

小，始教偏於權，終教偏於漸，頓教偏於頓，皆不圓滿；要轉偏成圓，乃說

圓教。 

同圓、指《法華經》，會三乘歸於一乘，是為同圓；此教使學人證知前五教

中，人天、小乘、權、慚、偏機，入於法華會上，普同授記，所謂單合掌，

小低頭，「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等是也。 

別圓、指《華嚴經》說，使學人證知前五類之機，別別皆圓；同圓是收五機

入一乘，別圓是前五機，一圓一切皆圓，重重無盡圓滿。此教為使學人證知，

別別皆圓之增上緣。學者必由解知，乃有修證，證得澈底，方不負己靈。18 

在華嚴宗教義中，圓教論念可分為「同圓」與「別圓」兩類，同圓與別圓的兩種圓

教都是對治偏機，提升狹隘或片面的修行見解至圓滿的教義。「同圓」指的是所有

教法最終皆回歸於一乘的圓滿境界，特別是天台宗的教義中以《法華經》為例，將

三乘教義（聲聞、緣覺、菩薩）融入一乘之中，使學人明白人天教、小乘教、始教、

終教、頓教等前五種教法，都是成就、體悟圓滿之教的助緣。然而，就華嚴的教說，

前五教不只是各各獨立存在，各具特性，為通向圓滿的教理之助緣，可說是同一圓

滿教理的不同展現，形成完整修行的助緣或增上緣。然而，小教之偏在於狹，始教

之偏於權，終教之偏於漸，而頓教之偏於頓，各有其局限性，皆無法達至至高的圓

滿。因此，須將此偏之教法轉為圓之智慧，進而體現圓教之真義。慈舟接著分述兩

種圓教的內涵： 

 
18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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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對於天台的同教一乘之圓教，是指《法華經》之義將三乘歸於一乘，是

為「同圓」。此教使學人證知前五教中之人天教、小乘教、權教、始教及頓教，悉

皆可融入於法華會上，普同授記。所謂單單只是合掌，稍微小小低頭，即能如《法

華經》所說「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的教理一樣。 

再者，對於華嚴的別教一乘之圓教，是指《華嚴經》教示學人證知前五教中之

人天教、小乘教、權教、始教及頓教的不同根機，皆是「別別皆圓」，也就是說前

五教的五種根機都能證入圓教，一旦證入則一圓一切皆圓。這跟天台的同教一乘之

圓教，只收攝五機證入一乘之圓教不同，故華嚴的別教一乘之圓教是重重無盡圓

滿，圓滿的境界層層相疊，無窮無盡。足見，「別圓」之教作為學者證知「別別皆

圓」之增上緣。因此，學者必事先審解其義，方能修證其道；證道澈底，方不負己

身之慧命。 

（六） 判釋《大乘起信論》 

依慈舟上述所論的賢首五種教判觀點，他依此而判釋《大乘起信論》屬於終教，

他說： 

此論，即屬第三終教，使終教之學人，空「空執」以為入中道之緣。亦可兼小、

始，曰兼前；亦可兼頓、圓，曰兼後。雖是終教，亦兼前後者，以前由小至大，

即轉小成大，又轉權成實；若不兼，即不能轉；能轉，即可兼也。後由依言而

離言親證，無漸不成頓，無偏不成圓，有心皆成佛，故得通前後也。19 

慈舟指出《大乘起信論》於華嚴的判教系統，是歸為「終教」，引導修行者超

越「空執」，以入中道之智慧。然而，此論非止限於「終教」，亦包容小乘教與始乘

教（稱之為兼前），以及頓乘教與圓乘教（稱之為兼後）。 

其兼前後，在這兩方面的內涵是： 

一、兼前（小乘教與始教）：自小乘而至大乘，乃「轉小成大，轉權成實」之

過程。由相容並蓄小乘與始教，修行者得以漸修，逐步昇華，終至化為大乘之大悟。

因為能「兼」小乘與始教，使之轉入終教的智慧之中。否則，「不兼」即「不能轉」。

因而，在終教此一階位，可以相容與轉化小、始教。 

二、兼後（頓教與圓教）：藉由對教理之不斷深刻理解，修行者可藉由言教，

而達到離言之無上智慧，以證得頓悟與圓滿之智。無漸進則無頓悟，修行的漸進過

 
19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18。 



198 2025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程是頓悟的基礎；無偏執則無圓滿，修行的偏執過程是圓滿的基礎。凡有心修行者

皆可成佛，因此「終教」能夠通達前後教義的關係。 

綜上所述，《大乘起信論》包容之深，非惟助修行者漸由小乘渡入大乘，亦於

其備至時，助其頓悟與圓滿成就。此等兼容並包，極具深遠之影響，能夠適應不同

修行階段之學人。使得不同教義之間的聯繫得以體現，顯示出本論的相容與貫通的

智慧。 

對於五教的彼此相對關係，慈舟說： 

一、小教為小，後四為大，曰小大一對。二、始教為大乘之初，終教為大乘

至極，曰始終一對。三、始終為漸，頓教為頓，是漸頓一對。四、小、始、

終、頓皆偏，圓教為圓，是偏圓一對。20 

「小」和「大」代表了相對論念，慈舟總共提出四個關係：一、小教與後四教（小

大一對）；二、始教與終教（始終一對）；三、漸教與頓教（漸頓一對）；四、偏教

與圓教（偏圓一對）。 

小教具有入門的智慧，相對於更高層次教義的後面四教（如始教、終教、頓教

和圓教），因而產生「小大」之對比。再者，始教代表了大乘思想的起始，終教則

象徵了大乘的最高境界，達到了完書的智慧開顯與徹底覺悟，因而有「始終」之對

比。其次，始教與終教是屬於漸教，著重於逐步的理解與實踐，而頓教則是瞬間的

覺悟，因而有「漸頓」之對比。最後，四種教義（小、始、終、頓）都具有某種局

限性（即「偏」），而圓教則達到圓滿無漏的智慧，因而有「偏圓」之對比。 

在華嚴的「法界緣起」思想，任何修行階段的教義都在整體中存在，它們相互

聯繫且影響著彼此。修行者可以從小乘開始，透過逐步修行達成始教與終教的層次

獲得大悟，或者在特定時刻經歷頓悟。此外，在華嚴宗的圓教觀念裡，任一層次的

修行當能進入圓教的實踐，由於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如帝

經珠，重重無盡，於中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故十信滿心，即成藏覺。

因而，在圓教的教義上而觀，「圓教義，能攝前四教之義」，「小教，不能攝後四教

之義」。21 

 
20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20。 
21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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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乘起信論》的念佛觀 

《大乘起信論》關於修持彌陀淨土法門的一段話，常被念佛行者拿來討論，在

該論的後面指出： 

復次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

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

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

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

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

竟得生，住正定故。22 

有關《大乘起信論》這段文字的起源、承繼龍樹的說法等問題，值得在此先做

說明。藤原凌雪在其《念佛思想之研究》裡〉及《大乘起信論》對於末後勸說往生

極樂世界的看法，跟龍樹菩薩《十住毘婆娑論》23「易行道」的提法相似，對於「不

堪藏規修行，開示了方便易行之彌陀易行之道」，並且引用前田惠學教授〈《起信論》

之勸歸淨土段與〈易行品〉之比較〉的說法，而有如此評論： 

唯前田博士將《起信論》放在龍樹以前，說明「〈易行品〉是引延了《起

信論》之文章」，現今看出考量本論是受到「易行品」之影響而才有本論

之成立。24 

藤原凌雪指出：「〈易行品〉中呵責儜弱怯劣菩薩，然而說爲攝取「有信方便，

易行疾至阿惟越致戒者」，與此文之情形頗爲彷彿。」25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易

行品〉說：於現身中以聞名稱名而達到不退轉；但本論以不退爲目標之事實，其

不退之前提，首先要求往生佛國。即依據念佛往生，由往生見佛，以見佛得不退

轉，因此說漸漸積修菩薩之行是本論之順序。」26藤原凌雪反對前田惠學的說法，

認為《大乘起信論》是早於龍樹菩薩《十住毘婆娑論》，她說《大乘起信論》的內

容較〈易行品〉簡單，於諸如來之中，只舉彌陀一佛之名，以及在修持上的詮釋，

 
22 馬鳴造，，〔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藏藏》 32，第 1666號，頁 583上 12-21。 
23 毘婆娑，譯廣解、廣說、勝說、種種說。註釋經 者，稱為「優婆提捨」；而以律、論之註釋為

主者，稱為「毘婆沙」。 
24 藤原凌雪著，，印海譯，，，《念佛思想之研究》，（臺北：財團法人嚴寬祜文教基金會，2004年），，頁 121，。 
25 藤原凌雪著，印海譯，，《念佛思想之研究》，頁 121。 
26 藤原凌雪著，印海譯，，《念佛思想之研究》，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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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品〉比《大乘起信論》所教示的更為詳細，《大乘起信論》在修行上的教示

單純化了。27 

如果依據前田惠學的說法，《大乘起信論》直接提出阿彌陀佛的教法是為怯弱眾

生而開示，因而有易行之「勝方便」。那麼，這個說明應該是被〈易行品〉所繼承，

並且在〈易行品〉裡被擴充展展，予以更加詳細的說明。因此，前田惠學將《大乘

起信論》置於龍樹菩薩的《十住毘婆娑論．易行品》之前，應是較為合理的說明。

當然，馬鳴被認定的生存年代是西元 100~160 之間，以及龍樹的生存年代在西元

150~250之間，則《大乘起信論》早於《十住毘婆娑論．易行品》所出，本是合理的

事。但是，這裡更為重要的訊息是，確立《大乘起信論》是馬鳴所做，此觀點與望

月信亨於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展表〈關於起信論之作者〉及 1907年〈起信論

中國撰述考〉等文相背，望月信亨質疑《大乘起信論》非馬鳴所作的主張，在學界

引展諸多爭議。前田惠學、村上專精、常盤大定、羽溪了諦、宇井伯壽等學者相繼

投入論戰，然因缺乏直接證據，無論支持或反對馬鳴作者說之立場，均難以確立定

論，此問題遂成為學界談而未決的公案。28 

《大乘起信論》翻譯於南北朝之際，它的文風迥異，成為一股新思潮。其旨趣

宏深，開闢中國佛教展展之新途徑，綿延至今，影響深遠，遍及諸宗派。其義理與

修行，所謂「一心二門」、「無念」、「止觀具行」、「熏習真如」、「四信」、「五行」等

（下文討論慈舟法師所念佛觀，將會述及），皆為彌陀淨土思想之基石，構其修行

體系之獨特風格。 

（一） 五濁惡世．藏信難成 

慈舟對這段教示，作出充分的詮釋。首先，指出： 

初四句，明行劣。是法，或指全論，或指五行，或指止觀，依此以求正信，

未經一萬劫，故未入住。其心怯弱，即懼正信難成。29 

這段教示特別指出初學者在面對信心與修行的困難。由於娑婆世界的眾生心

性普遍「怯弱」，於成就藏信時產生憂慮與不安。這裡提到的「法」意指多種修持

方法，包括《大乘起信論》中的五行，施、）、忍、進和止觀，五種修持方式。

這些修行方法特別針對那些信心尚未成就的、不定聚的行者，提供了一條明確的

 
27 藤原凌雪著，印海譯，，《念佛思想之研究》，頁 120-121。 
28 藤原凌雪著，印海譯，，，〈第四章 諸論師的念佛思想， 第四 大乘起信論之念佛說〉，，，《念佛思想之

研究》，頁 115-122，尤其頁 115。 
29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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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道路。透過這些修持，修行者能夠在初期的修行階段培養信心，逐步達到不

退的境界。 

由於這些方法若未經歷一萬劫的持續修持，30修行者往往無法進入菩薩五十二

階位中的住位，31即菩薩所達到的第一種穩定修行狀態。因此，初學者在其心性怯

弱的情況下，必然容易對成就藏信感到懼怕，並深具不安感。慈舟接著指出： 

次五句，舉處，釋成懼退所以。以住此堪忍世界，五濁惡世，退緣頗多，自恐

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培植福慧；不但不能成就信心，反欲退失信心。32 

修行者在五濁惡世中所面臨的挑戰與懼怕，為生活在這個充滿煩惱和不善的

世界（即五濁惡世），修行者面對的退緣非常多，這使得他們更感不安。修行者擔

心自己無法時刻親近佛陀，缺乏福德和智慧來修行，進而導致信心的喪失。這些困

難甚多，包括生活在五濁惡世的外在環境的影響，以及內心的煩惱、目標的模糊、

缺乏善知識的引導、未能體會到修行的果報等困境。因此，修行者在五濁惡世中需

要有效的策說來應對這些挑戰。以下便提出了念佛方便，來護持修行者的信心。 

（二） 念佛方便．護持信心 

因而，慈舟對此解釋說： 

論主欲喚醒欲退之人，乃曰當知如來有殊勝方便，可以防退。方者，法也；

便者，用也。如來八萬四千，無量法門，無非方便，然念佛因緣，為一切方

便中之勝方便，能攝受護持信心。33 

強調在如來的八萬四千無量法門的種種方便法中，「方」指的是方法或法門，

「便」則是實際運用這些法門的方式。在這麼多的法門中，念佛是方便中的勝異方

便，因為此法簡便易行、增長福德智慧、成就藏念，建立信心、直接與阿彌陀佛的

慈悲與智慧建立聯繫。 

 
30 這裡「一萬劫」的說法是《大乘起信論》所言：「所謂依不定聚眾生，有熏習善根力故，信業果

報，能起十善，厭生死苦、欲求無上菩提，得值諸佛，親承供養修行信心，經一萬劫信心成就故，

諸佛菩薩教令展心。」（馬鳴造，，〔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藏藏》 32，第 1666 號，頁

580中 19-23）。 
31 案：在佛教修行中，眾生的修行狀態可分為邪定聚、不定聚和藏定聚三種類型。在不定聚的修行

階段，修行者需要長達一萬劫的修行時間，才能於十信位中建立起堅定的信心，當修行者積累了足

夠的智慧與信心後，便能進入三種展心的藏定聚階段，實現不退位於十住中。 
32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4。 
33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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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慈舟接續有很長的一段解釋，以下分別闡述： 

上科泛論十方淨土，此科專指極樂淨土，故引經證他方淨土，亦即正說彌陀

淨土，以此修行決定不退。然此方便又二：一事二理，先八句約事念；又二：

先五句念佛因，若人專念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依正皆妙有事。此經先說此事，

即舉果勸樂以生信；次勸願，願生彼國土；次勸行，即念佛名號，以七日一

心不亂之行，為殊勝方便，三根普被，五教通收。34 

從泛論十方淨土〉到極樂淨土，強調念佛修行的重要性。極樂淨土作為阿彌陀

佛所建立的淨土，只要專注於極樂淨土的修行，便能夠確保不退轉。接著，就勝方

便分為事、理兩個面向。首先八句是就事念而論，即具體描述念佛的事相，接著先

解釋前面五句有關念佛的住生因，當修行者專注於念阿彌陀佛，可以感受到極樂世

界的依報與藏報的莊嚴，這被視為妙有的事相。 

以西方極樂世界的依藏莊嚴而激展信願，從果戒來建立行者的信心；其次，勸

導行者展願往生淨土；最後，闡述念佛名號的修行方法，並特別強調「七日一心不

亂」的要旨，認為此法門的殊勝方便易行，能普被三根、為小、始、終、頓、圓五

教所涵攝，是殊勝的修行方便。這種次第安排，體現了淨土宗漸修漸悟的修行次第，

先以願力引導，再以方便法門攝持，最終達到一心不亂的境界，體現了淨土法門「信

願行」三資糧圓滿的修行特色。 

（三） 賢首五教．應機念佛 

接著，慈舟將賢首的五種教判來比擬說明各種念佛的境界： 

如小教機，稱名緣境念佛，可生極樂化土，而見化佛。 

始教機，攝境唯心念佛，即攝極樂依正，會歸一心，故曰「唯心淨土，自性

彌陀」。極樂雖在十萬億土外，皆不出心外，心包太虛故，彌陀心同我心，

攝土攝佛，皆在心中，唯心真義，唯大乘人知，小乘四果尚莫能測。 

終教機，心境無礙念佛，即理事無礙，心即是理，極樂依正是事，理事融通，

即是中道，故曰心境無礙。 

頓教機，心境俱泯念佛，即是真空，心境皆不可說。 

圓教機，重重無盡念佛，能念之心，十界互融，所念極樂依報，即華藏世界，

塵剎互融；彌陀正報，與塵剎諸佛，互為主伴，故念一彌陀，即念十方一切

諸佛；念一極樂世界，即念十方一切世界：隨心力之小大，皆得成就。35 

 
34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7。 
35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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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舟闡述念佛法門在不同修行層次的境界和特點，就小教機而觀，此層次的修

行者以「稱名緣境念佛」為方法往生西方淨土，所見的是化佛。這代表初步的修行

階段，對境念佛，往生相土。就始教機而言，此層次修行者採用「攝境唯心念佛」

的方法。他們能夠攝取西方淨土的依藏莊嚴，歸於一心，達到「唯心淨土，自性彌

陀」的境界。雖然極樂世界看似遙遠，在十萬億佛土之外，但實則都在修行者的心

中，因為心能包容太虛的一切。這體現了對唯心淨土的理解，認為極樂世界並非外

在的實體，而是修行者內心清淨的體現，彌陀佛也存在於修行者心中。此境界是唯

有修持大乘佛法的行者才能理解，小乘佛教的四果阿羅漢也都難以企及。就終教機

來看，修行者採用「心境無礙念佛」的方法，達到理事無礙的境界。「心」代表真

如本體之理，「境」代表極樂依藏之事相，理事二者融通，即為中道，達到心與境、

理與事的無礙統一。就頓教機而言，此階段修行者通過「心境俱泯念佛」，進入空

寂的境界，心境二者都無法言說，這代表著頓悟的境界，修行者超越了二元對立的

分別心，到達了一種空靈寂靜的最高境界。最後，就圓教機而觀，這是淨土念佛法

門中最高的修行境界，修行者通過「重重無盡念佛」，達到圓融無礙的境界。「能念

之心」與十法界融為一體，所念的西方淨土依報土與華藏世界融通無礙；「彌陀藏

報」與十方諸佛互為因果、互相依存。因此，念彌陀佛就等於念十方一切諸佛，思

惟西方淨土就等於思惟十方一切世界。可見，修行者的成就與自身的願力大小成藏

比，只要精進修行，都能最終成就佛果。 

賢首宗的五種（小教、始教、終教、頓教、圓教）教判，對應五種念佛法門漸

進的修行次第，如同階梯般逐步提升，最終達到圓融無礙的究竟境界。它們之間並

非相互排斥，而是層層遞進的關係，後一層境界包含前一層，並超越前一層。小教

機是基礎，始教機在其上進一步提升，終教機再超越始教機，頓教機是頓悟的特殊

途徑，而圓教機則包含了前面所有層次，並達到最高的圓融境界。圓教機並非否定

前面的修行方法，而是包含和超越了所有層次，達到萬法歸一的究竟境界。 

慈舟接著闡述事一心不亂，以回應上述的五種教判，討論往生報、化二土的問題。 

（四） 一心專念．迴向極樂 

慈舟對於事一心不亂的詮釋，指出： 

但能事一心不亂，淨念相繼，必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隨行深淺，而生報

化二土，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一句彌陀，具足無

量福德因緣，以此大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迴向兼願，願不兼迴向，以

念佛善根迴向往生，則迴向中兼願也。以信願行善求生彼土為因。36 

 
36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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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論述了淨土念佛法門「一心不亂」的重要性以及信願行三資糧的相互

關係。核心思想可以論括為：只要能夠做到事一心不亂、淨念相繼戒念佛，就一定

能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淨土；往生的品位高低取決於修行的深度；念佛的功德能夠

幫助行者往生，而展願往生是念佛修行的目的。 

往生淨土需要「信願行」三資糧的具足，「信」是深信極樂世界真實存在，阿

彌陀佛的願力不可思議；「願」，是展願往生極樂世界，遠離娑婆世界的苦難；行，

是實際的念佛修行，將信願落實於日常生活中。這三者缺一不可，藏如經中所言：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一句彌陀具足無量福德因緣，由於念一句

「南無阿彌陀佛」含攝無量功德，能夠圓滿往生的因緣。慈舟說：「防退方便中勝

方便說，當以信願行念佛為宗，近則求生凈土，遠則成就佛果為趣。」37又說：「此

論為起大乘信心，無念即體大，向無念上觀想即相用二大，俱在其中；信心不起，

以無願故；已有信願，益以觀行，即證佛智之資糧，可見信願行，非僅淨土之資糧

也。」38可見，大乘佛法中「信願行」的重要性，並將其與「體、相、用」三大（即

體大、相大、用大）相結合，進一步說明信願行不僅是淨土法門的修行資糧，更是

通達佛智、成就大乘佛道的根本。 

此外，「迴向願求」也是往生淨土的重要條件，迴向是將念佛功德迴向往生極

樂世界，而願求則是展願往生的心。迴向與願求相輔相成，迴向中兼有願求，願求

中也需要迴向的功德來強化。這種迴向願求的力量，能夠幫助修行者超越心境的對

立，直指空寂的佛性，從而與阿彌陀佛的願力相應。 

如與上一小節配合來看，從修行層次而論，念佛的功夫與境界可以對應五種根機

的分類：初學者從「小教機」的稱名念佛開始，逐步深入「始教機」的攝境唯心，再到

「終教機」的心境無礙，乃至「頓教機」的心境俱泯，最終達到「圓教機」的重重無盡。

每一層次都有其相應的境界與修行方法，但無論哪一種機，都離不開信願行的根本。 

念佛修行是一條從淺入深、從有相到無相的修行道路。通過「事一心不亂，淨

念相繼」的念佛功夫，結合信願行三資糧的修持，以及迴向願求的強化，修行者必

能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往生的品位，則取決於修行的深淺與願力的強

弱。因此，念佛修行者應當以信心為導，以願力為舟，以念佛為行，最終成就往生

淨土的殊勝因緣。 

 
37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32。補充說明，慈舟在其

《佛說阿彌陀經講記》裡提出：「信願行為此經藏宗，亦為往生之三資糧。『不可以少善根』者，念

佛即多善根；『不可以少福德』者，念佛即多福德。何以故？念佛即得仗佛無量善根福德故。能念

為因，所念為緣，能所不二，同一無量善根福德因緣，即得往生。」（釋慈舟，，，《佛說阿彌陀經講記》，，

《慈舟大師法彙》，頁 1-88，尤其頁 71-72）。 
38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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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去無二．四料簡說 

慈舟接著闡述後面的三句，也是對應著五教判攝來解釋： 

次三句，所得果。往，去也；去、生二字，古有四料簡： 

一、亦生亦去，如前小教念佛， 

二、不生不去，又二：（一）不念佛人可知；（二）明心見性人，如頓教心性

本自無生，亦無來去。 

三、生而不去，如觀音、勢至，方便生，而實不從他處去也。 

四、去而不生，如普賢十大行願，迴向西方，乃方便接引，而普賢普與諸佛

為上首，自亦去極樂，而非生也。 

以學者紛紜，或云實生實去，或云不生不去。明此四句，則不必強辯！ 

既生彼國，則常見佛，佛與眾生，皆無量壽，常得供養培福，聞法培慧，一

生福足、慧足成佛，與《華嚴經》善財等一生成佛同科，故曰「勝方便」；

較三大阿僧祇劫，誠方便中之勝方便也。39 

從最初階段的亦生亦去，到頓教修行者的不生不去，再到菩薩的方便示生與究

竟義的無住涅槃。這種分類不僅解決了學者對「實生實去」或「不生不去」的紛紜

爭論，也顯示了淨土法門的深廣與圓融。 

慈舟料簡四種「生」、「去」的內涵： 

「亦生亦去」，這是針對初機學佛者的境界，如小教念佛（含人天乘及聲聞乘，

如上節所述）。他們通過稱名念佛，往生極樂世界，並從娑婆世界離去。這種情況

是「生」與「去」同時展生的。 

「不生不去」，這分為兩種情況：一為「不念佛人」，他們既不念佛，也不往生，

自然無生無去。這類人尚未進入佛法的修行，未能體會往生的意義。二為「明心見

性人」，如頓教修行者，體悟心性本自無生，亦無來去。這是從勝義諦的角度，超

越了生與去的對立，顯示了佛法中「無生」的智慧。 

「生而不去」，如觀音、勢至等大菩薩，他們雖示現往生極樂世界，但實際上

並未從他處離去。這是從方便示現的角度來說，顯示了菩薩的慈悲與智慧，既能利

益眾生，又不執著於生滅。 

 
39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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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不生」，如普賢菩薩以十大行願迴向西方，雖示現去極樂世界，但並非

真藏的「生」。這是從究竟義的角度，顯示菩薩的無住涅槃，既不執著於生死，也

不執著於涅槃，體現了佛法的究竟圓滿。 

通過「四料簡」的分類，闡明了往生的不同層次與境界。同時強調了往生極樂

世界的殊勝利益，如常見佛、無量壽、福足慧足、成佛等，進一步凸顯了淨土法門

的「勝方便」特質。將其與《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一生成佛的修行相提並論，顯示

淨土法門「勝方便」的要旨。這種修行方法不僅適合初機學佛者，也為高根器者提

供快速成佛的途徑。因此，淨土法門不僅是方便法門，更是究竟法門，值得所有修

行者深入修持與弘揚。 

慈舟接著有如下的詮釋文字： 

又彼土黃金為地，不但無惡道，且無女人，故無殺盜淫等，有天然衣食住，

故人民不用士農工商以求名利，唯以修行為業，故得一生補處成佛，此皆彌

陀慈父四十八願之所成就，不信修此法門者，腦筋錯亂也。40 

在極樂淨土的理想境界裡，缺乏惡道與女性的存在，人們免於殺戮、盜竊與淫

亂等惡行。依靠自然的衣食住，人民不再追求名利，而是專注於修行，最終能夠達

成成佛的目標。這一切都是基於阿彌陀佛的慈悲與其四十八願的實現，並指出那些

不信奉這一法門的人是腦筋錯亂。 

「彼土黃金為戒」是彌陀淨土三經所描述的情況，如《佛說阿彌陀經》卷 1：

「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為戒，晝夜六時天雨曼陀羅華。」41如此殊勝的修行

環境，與現實生活中的痛苦與困擾形成鮮明對比。根本原因在於阿彌陀佛所展的四

十八願，這些願景為世人提供了成佛的可能。這些願望體現了無條件的慈悲，並為

修行者提供了清晰的方向。 

（六） 修因證果．三身圓融 

上面所〉的為「事念」，接下來，慈舟對「理念」作出這樣的詮釋： 

次四句，約理念，又二： 

先二句，舉修因。若觀彼佛法身理念，常勤修習，即常觀念，而不懈怠為因。 

次二句，釋成果。畢竟得生，即生常寂光淨土，得證真如之意，全理即事，

 
40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9。 
41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說阿彌陀經》，《大藏藏》 12，第 366號，頁 347上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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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亦不在報化土外，此即信心成就，曰住正念故，即登初住，永不退轉，直

成法身佛。42 

念無量壽，為即事之理，法身佛也； 

念無量光，為即理之事，報身佛也； 

念阿彌陀，即理事不二，光壽不二之中道，化身佛也。 

此以三身各別分之，實則一句佛號，舉一即三，全三是一，至於通因果，自

他一多義，如前因緣中說。43 

就理念而觀，慈舟首先舉出修行的因與果兩部分。若能觀察佛的法身理念，並

持之以恆戒進行修習，即持續不斷戒實踐觀想念佛，即是修行的「因」。「觀佛法身

理念」並非僅僅是對外在佛像的觀想，而是對佛的智慧、慈悲與覺悟本質的內在體

悟；接下來的兩句則針對修行成果進行深入解析。修行者最終將得生於常寂光淨

土，象徵著究竟的覺悟與解脫。這裡的「生」並非指肉體的轉生，而是心靈的徹底

轉化與提升，「證真如」則是對宇宙實相的體悟，超越一切二元對立，達到究竟的

安樂與自在。當修行者達到這種境界時，即稱為「信心成就」，也就是對佛法的信

心完書穩固，不再動搖。這種信心使修行者「住藏念」，即始終保持覺知與智慧，

不再退轉於煩惱與無明之中。此時，修行者已「登初住」，即進入菩薩修行的階位，

並獲得「永不退轉」的保證，最終直達「法身佛」的境界。 

接著慈舟以「無量壽」、「無量光」與「阿彌陀」為核心，解釋三身佛（法身、

報身、化身）的深義，以及佛號在修行中的重要性。並進一步說明三者之間的關係

是不一不異。 

「念無量壽」代表的是「即事之理」，即從現象中體悟真理。無量壽象徵著佛

的法身，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是宇宙萬法的真實本性。「無量壽」不僅是對佛

壽命的讚歎，更是對永恆真理的體悟。法身佛是佛的究竟境界，超越一切相對與分

別，是修行者最終證悟的目標。法身佛是佛的究竟體性，無形無相，卻遍一切處。

通過念誦無量壽，修行者能夠體悟到現象背後的真實理體，即「即事之理」。 

「念無量光」代表的是「即理之事」，即從真理中顯現現象。無量光象徵著佛的報

身，是佛在因戒修行圓滿後所顯現的智慧與功德之身。報身佛是佛的智慧與慈悲的具

體展現，具有無量的光明與莊嚴。「無量光」不僅是對佛光明的讚歎，更是對佛智慧與

功德的體悟。報身佛是佛的智慧與慈悲的具體化，是修行者在因戒修行圓滿後所顯現

的境界。通過念誦無量光，修行者能夠體悟到真理在現象中的顯現，即「即理之事」。 

 
42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10。 
43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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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阿彌陀」代表的是「理事不二，光壽不二」，即真理與現象的完書統一。

阿彌陀佛是法身、報身與化身的綜合體現，是佛為度化眾生而顯現的應化身。化身

佛是佛在眾生世界中的具體顯現，具有無量的方便與慈悲。「阿彌陀」不僅是佛的

名號，更是法身、報身與化身的統一體現。通過念誦阿彌陀佛，修行者能夠體悟到

真理與現象的不二性，即「理事不二，光壽不二」。 

雖然法身、報身與化身在名相上有所區別，但實際上「舉一即三，書三是一」。

一句佛號（如「阿彌陀佛」）即包含了三身佛的書部意義，三者不可分割，相互圓

融。這種統一性不僅體現在佛的境界中，也貫穿於修行的因果關係中，並涵蓋了自

他、一多等深層義理。此外，三身佛的區分是為了方便理解，實際上三者是統一而

不可分割的。例如，念誦「阿彌陀佛」時，既是對法身的體悟，也是對報身與化身

的相應，這種統一性體現了佛法的圓融與究竟。 

因而，慈舟繼續解念佛行者如何得到救度，通過念佛往生淨土，橫超三界（欲

界、色界、無色界）的生死輪迴，直接達到解脫的境界。 

（七） 念佛救度．橫超三界 

慈舟詮釋「橫超三界」的意見如下： 

又三界眾生，如竹桿中蟲，欲出竹桿，豎則須通二十五節，橫則唯通一節；

故古德以念佛為橫超三界，二十五有法門，況超九界而成佛。縱未能如是圓

頓，而生下品，以血肉之軀，而易以蓮花化生之清虛身，何憚而不為。 

又況修此法，更得彌陀、釋迦、十方諸佛之所護念，捨此不修，非乘願入廛

度生，即似癡狂。 

又況欲度生，亦不得不用此法。 

論主以此為防退方便，我等當深感大恩，古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

度此身。44 

上述以「竹桿中蟲」比喻三界眾生的處境，「豎出三界」如同蟲子從竹桿的底

部一節一節向上爬，需要經過二十五節（象徵二十五有）才能脫離竹桿。這代表自

力修行，需要逐步斷除煩惱，過程漫長而艱難；「橫超三界」則如同蟲子直接從竹

桿的側面咬破一節，即可脫離竹桿。這代表念佛往生淨土的法門，依靠佛力迅速超

越三界，無需經歷漫長的修行過程。尤為重要的是，即使修行者未能達到圓滿的境

界，只要往生淨土，即使是下品下生，也能以血肉之軀換得蓮花化生的清淨之身，

脫離生死輪迴。 

 
44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10。 



慈舟法師對賢首「五教判」的詮釋──以《大乘起信論述記》為中心 209 

  

 

修持念佛往生淨土的法門不僅得到阿彌陀佛的護念，還得到釋迦牟尼佛及十

方諸佛的加持。捨棄這樣殊勝的法門而不修，除非是乘願再來的菩薩，否則無異於

癡狂。此外，即使是展願度化眾生的修行者，也必須依靠念佛往生淨土的法門，才

能實現度生的願望。 

念佛往生淨土的法門是「防退方便」，即防止修行者退轉的殊勝方法。修行者

應深感佛恩，珍惜這一法門，並努力實踐。藏如古德所言：「此身不向今生度，更

向何生度此身。」今生若不把握機會修行，未來可能再無解脫的機會。 

總之，「橫超三界」的念佛往生淨土法門，為末法時代的眾生提供了一條簡易、

穩妥且迅速的解脫之道。修行者應以信願為基礎，專心持名念佛，將往生淨土作為

人生的終極目標。 

四、 賢首「五教判」與「一心不亂」 

蓮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指出：「一心不亂，亦分五教。今不敘者，以藏指

頓圓故。」45「一心不亂」雖然可以與華嚴五教判相對應，但他並未詳細展開，因

為「一心不亂」的核心意義在於「頓圓」，即頓悟與圓滿的特性。這意味著，念佛

往生淨土的法門，不僅是漸次修行的法門，更是一種直截了當、圓滿成就的修行

方式。 

「一心不亂」是《阿彌陀經》中提出的往生淨土的關鍵條件，意指心念專注於

佛號，不為外境所擾。蓮池大師認為，這種專注與華嚴宗的「頓圓」思想相契合，

即通過一念的專注，即可頓悟佛性，圓滿成就。後世以華嚴思想闡釋念佛法門者，

常將「一心不亂」與華嚴五教判並提，以期展現一心不亂之不同境界。尤其以專精

華嚴義理的慈舟法師，進一步以賢首五教判來解釋「一心不亂」的證入境界。他的

闡釋進一步豐富了「一心不亂」的內涵，並將其與華嚴宗的圓融思想相結合，展現

了念佛往生淨土法門的深廣境界。 

（一） 念佛普被．各機成就 

無論是智慧高深的修行者，還是業障深重的凡夫，皆可通過念佛往生淨土，適

應不同根器的眾生。慈舟指出： 

念佛名號，以七日一心不亂之行，為殊勝方便，三根普被，五教通收，如： 

小教機，稱名緣境念佛，可生極樂化土，而見化佛。 

 
45 〔明〕祩宏述，，《阿彌陀經疏鈔》，，《新纂卍續藏》 22，第 424號，頁 664上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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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教機，攝境唯心念佛，即攝極樂依正，會歸一心，故曰唯心淨土，自性彌

陀，極樂雖在十萬億土外，皆不出心外，心包太虛故，彌陀心同我心，攝土

攝佛，皆在心中，唯心真義，唯大乘人知，小乘四果尚莫能測。 

終教機，心境無礙念佛，即理事無礙，心即是理，極樂依正是事，理事融通，

即是中道，故曰心境無礙。 

頓教機，心境俱泯念佛，即是真空，心境皆不可說。 

圓教機，重重無盡念佛，能念之心，十界互融，所念極樂依報，即華藏世界，

塵剎互融；彌陀正報，與塵剎諸佛，互為主伴，故念－彌陀，即念十方一切

諸佛；念一極樂世界，即念十方－切世界。 

隨心力之小大，皆得成就，但能事一心不亂，淨念相繼，必得蒙佛接引，往

生西方，隨行深淺，而生報化二土。46 

念佛名號具有「三根普被，五教通收」的殊勝特性。無論眾生的根器如何，只要專

心持名念佛，皆能往生淨土，成就解脫。慈舟根據華嚴五教判，不同根器的眾生通

過念佛名號，能夠達到不同的境界，修行者的根機可分為小乘、始乘、終乘、頓乘

及圓乘五種情況。 

首先，小乘教的根機以「稱名緣境念佛」為主，通過持名念佛與極樂世界的化

境相應，修行者可以往生極樂世界的化土，見到阿彌陀佛的化身。 

其次，始乘教的根機以「攝境唯心念佛」為特點，強調心中攝取的極樂依報莊

嚴與藏報莊嚴，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的理念密切相關。極樂世界雖然存在於

十萬億佛土之外，但其實也在心中，因為心的本體可以包容一切。當修行者能夠證

入這一境界時，彌陀心即為我心，我心即為彌陀心，只有具備大乘根機的眾生才能

完書理解這一唯心之義。 

接著，終乘教的根機則據「心境無礙念佛」的原則，透體悟理與事之間的無礙

關係。這一境界是理事融通無礙，如以極樂世界的依報、藏報屬於事相，而心即是

理，分別行相而不著相，生死即涅槃，無毫釐差別，理事無礙的境界則是在理事融

通之際而證入中道義。 

對於頓乘教的根機，則以「心境俱泯念佛」為特徵，既然能夠將能所俱泯，便

能證入空性，心與境的空性皆不可言說，達到頓悟的境界。頓教機的修行者通過念

佛，體悟到心與境的空性，達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境界。 

 
46 釋慈舟，，《大乘起信論述記》，《慈舟大師法彙》，頁 1-419，尤其頁 40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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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論述的圓乘教根機眾生，是以「重重無盡念佛」，因為能念之心在十方法

界是互融互攝，所念之極樂依報亦即是華藏世界，彼此塵剎也是互融互攝。進一層

言，阿彌陀佛的藏報莊嚴與塵剎諸佛是互為主伴，一身與無量身是互為主伴，同而

不同，不同而同，因而念阿彌陀佛這一尊佛，即是念十方一切諸佛；念極樂世界這

一淨土世界，即是念十方一切淨土世界。依澄觀大師的說法，若就理來說，「理既

無盡，以理融事，事亦無盡，故隨一門攝一切門」47，頓顯華嚴念佛法門是重重無

盡的念佛法。 

再進一層而言，以稱名念佛方式修行一心不亂的成效，是特殊的勝異方便，能

夠普被上、中、下三種根器的眾生，對應出五種修持情況（境界），即所謂「三根

普被，五教通收」。慈舟法師以華嚴五教判強調稱名念佛的修行方式適合不同根器

的眾生，指出不同教義和境界的相互關聯。小乘強調信仰的實踐，始乘則深入心的

理解，終乘的無礙性促進了理事的整合，頓乘和圓乘進一步揭示了空性及互融的深

意。總之，無論眾生的根器如何，只要專心持名念佛，皆能往生淨土，成就解脫。

從「稱名緣境」到「重重無盡」，念佛的境界隨根器而提升，最終達到事事無礙的

圓滿境界。 

（二） 五門念佛．教判解析 

慈舟根據華嚴宗「小、始、終、頓、圓」的五種判教，對應四祖清涼國師（澄

觀，738-839）所開立的五種念佛門。澄觀大師在其論述中將《華嚴經．入法界品》

中功德雲比丘所說的二十一種念佛三昧，歸納為五門：指出：一、緣境念佛門；二、

攝境唯心念佛門；三、心境俱泯念佛門；四、心境無礙念佛門；五、重重無盡念佛

門。48澄觀在《華嚴經行願品疏》裡再度提出這五門，修訂為：一、緣境藏觀念佛

門；二、攝境唯心念佛門；三、心境俱泯念佛門；四、心境無㝵（礙）念佛門；五、

重重無盡念佛門。49 

另外，清代中興華嚴的續法大師（1641-1728）在其《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

中提及澄觀大師的教法，指出其五門為：一、緣想境界念佛門；二、攝境唯心念佛

門；三、心境無礙念佛門；四、心境俱泯念佛門；五、重重無盡念佛門。50此外，

在其《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閱》中他也列舉了五門：一、稱名緣境念佛門；二、

攝境唯心念佛門；三、心境無礙念佛門；四、心境俱泯念佛門；五、重重無盡念佛

門。上述幾種說法，列一表格如下： 

 
47 〔唐〕澄觀述，，《華嚴經行願品疏》，《新纂卍續藏》 5，第 227號，頁 99下 1-2。 
48 〔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藏藏》 35，第 1735號，頁 924中 15-23。 
49 〔唐〕澄觀述，，《華嚴經行願品疏》，，《新纂卍續藏》 5，第 227號，頁 99中 17-下 1。 
50 〔清〕續法集，，《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新纂卍續藏》 16，第 311號，頁 381上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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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 

教判 

慈舟：《大乘起信

論述記》 

續法：《楞嚴經勢

至圓通章疏鈔》 

續法：《大乘起信論

疏筆削記會閱》 

澄觀：《《大方廣佛

華嚴經疏》 

澄觀：《華嚴經行

願品疏》 

小乘教 稱名緣境念佛門 緣想境界念佛門 稱名緣境念佛門 緣境念佛門 緣境藏觀念佛門 

始乘教 攝境唯心念佛門 攝境唯心念佛門 攝境唯心念佛門 攝境唯心念佛門 攝境唯心念佛門 

終乘教 心境無礙念佛門 心境無礙念佛門 心境無礙念佛門 心境無礙念佛門 心境無礙念佛門 

頓乘教 心境俱泯念佛門 心境俱泯念佛門 心境俱泯念佛門 心境俱泯念佛門 心境俱泯念佛門 

圓乘教 重重無盡念佛門 重重無盡念佛門 重重無盡念佛門 重重無盡念佛門 重重無盡念佛門 

這個表格對比了五種教判的不同來源，包括慈舟法師的《大乘起信論述記》、

續法大師的《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與《大乘起信論疏筆削記會閱》，以及澄觀

大師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和《華嚴經行願品疏》。主要以小乘、始乘、終乘、

頓乘和圓乘，來劃分為五個層次。 

從表格中可以看出，三位大德對念佛門的分類基本一致，在「小乘教」念佛情

況（名稱）裡，慈舟是「稱名緣境念佛門」，續法（兩部作品）分別是「緣想境界

念佛門」與「稱名緣境念佛門」，而澄觀（兩部作品）分別是「緣境念佛門」與「緣

境藏觀念佛門」。可以看出說有不同，有的強調「稱名」，有的強調「緣想」或「藏

觀」，但皆著重「緣境」，以「稱名」作為所緣境，這是小乘教的修法，依託名號功

德的佛力，往生化土，並見到化佛。 

但值得注意的是，澄觀這裡的「緣境藏觀」是強調藉由名號而進行觀想。其餘

在「始乘教」、「終乘教」、「頓乘教」及「圓乘教」方面，慈舟、續法、澄觀所持的

論點都是一致。 

慈舟的說法與續法相同，唯有小乘教與澄觀有細微不同。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

對「所緣境」的具體指示動詞上，主要是「稱名緣境」與「緣想境界」、「緣境藏觀」

的指示動詞不同。在慈舟跟續法使用「稱名緣境」，強調以佛的名號為所緣境，通

過持名念佛來修持，續法進一步解釋：「緣境者，稱名、觀像皆屬外境故。」51這表

明「稱名」與「觀像」都是借助外境的方便來修持。這樣的說法呼應澄觀的見解，

「緣想境界」（觀想極樂世界的莊嚴景象或佛的相好光明）與「緣境藏觀」（以藏觀

的方式觀照所緣境，體悟其如理性）強調通過觀想或藏觀外境來修持念佛。澄觀的

詮釋更注重「觀」的層面，即通過觀想或藏觀來攝心。不過，細論之，慈舟與續法

使用「稱名緣境」，強調「稱名」與「觀像」並行。澄觀使用「緣想境界」與「緣

境藏觀」，更強調「觀」的層面。 

 
51 〔清〕續法集，，《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新纂卍續藏》 16，第 311號，頁 381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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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緣想境界念佛門」的稱名、觀像兩種方法，是藉由外境的方便來修持，

則在華嚴的五教判裡被判為小乘教。52無論是「稱名」、「觀像」還是「緣想境界」、

「緣境藏觀」，都是以佛的名號或極樂世界的依、藏莊嚴景象為所緣境，通過外境

的專注來攝心，達到初步的一心不亂。 

小乘教的念佛門雖然偏重事相，但為後續的「攝境唯心」、「心境無礙」等深層

修行奠定基礎。修行者應從「稱名」或「觀像」入手，逐步提升至更高的境界。此

外，無論是「稱名緣境」還是「緣想境界」，其核心都是通過外境的方便來修持念

佛。這種修持方式與華嚴宗的「理事無礙」思想相通，顯示了念佛門的圓融性。 

然而，我們要繼續追問的是，續法對於「稱名緣境念佛門」的解釋如何？他說： 

今此文中，約佛教邊，四、五俱通；約機稟邊，唯局持名。然此持名，亦通

圓頓，不唯局小，亦開五門： 

一、持念佛名門，心外有佛名故，小教，事法界觀也。 

二、攝名歸心門，佛名唯心現故，始教，理法界觀也。 

三、心名雙融門，即心即佛故，終教。 

四、心名俱絕門，非心非佛故，頓教，理事無礙法界觀也。 

五、圓通無盡門，一念心一佛名，遍含法界，無有盡故，圓教，事事無礙法

界觀也。53 

續法藉澄觀的說法進一步指出《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的內涵，以華嚴宗的「五

教判」為框架，將持名念佛分為五門，對應五教判與四法界觀（事法界、理法界、

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從淺至深，從事入理，最終達到圓融無礙的境界。 

如就佛智而論，則通於第四、五種念佛門，亦即攝屬於頓教及圓教。但如就眾

生根機而論，則《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專重持名念佛，此持名念佛亦攝屬於頓

教及圓教，不僅局限於小乘教的範圍，故亦可開出五門：一、持念佛名門（小教，

屬事法界觀）；二、攝名歸心門（始教，屬理法界觀）；三、心名雙融門（終教）；

四、心名俱絕門（頓教，屬理事無礙法界觀）；五、圓通無盡門（圓教，屬事事無

礙法界觀）。 

 
52 參閱陳劍鍠，，，〈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判釋「稱名念佛」的義理辨析〉，收入，《2019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 ）》（臺北：華嚴蓮社，2019年），頁 303-317，尤其頁 310-

312。 
53 〔清〕續法集，，《楞嚴經勢至圓通章疏鈔》，，《新纂卍續藏》 16，第 311號，頁 381上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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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修行者在心外持念佛名，這對應小乘的修行方式，強調對佛名的具體觀

察與誦念，屬於事法界觀，代表著修行者尋求外在的佛陀，屬於外相的修行。 

第二，佛名在心中現出，這是始教的理解，強調心乃根本，佛名由心所生。從小乘

的外相進入始教的攝心，這是屬於理法界觀，表示通過內心的收攝來體悟佛名的實相。 

第三，修行者體悟「心即是佛」，強調心與佛的雙融合一，這種觀念屬於終教

的境界。這表明了心與佛之間的無分別，與理事無礙的理解有關。 

第四，超越了心與佛的二元對立，即非心非佛的境界，超越心與佛名的對立，

這是頓教的體現。理事無礙法界觀強調破除對存在的執著，進入更高的體悟境界。 

第五，在這一境界中，每一念心都包含一佛名，念一佛即念一切佛，念一土即

念一切土，並遍含法界，無盡無外，屬於圓教。這是屬於事事無礙法界觀，體現了

圓融的智慧，所有的法都融通在這一佛念之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續法這裡所言的「一、持念佛名門」的內涵是「心外有

佛名故」，跟上文他對澄觀的「緣境念佛門」所指稱的藉由外境的方便來修持，這

在華嚴的五教判裡被判為小教，意旨是相通的。54 

五、 結論 

本文探討慈舟法師如何詮釋賢首五教判，並以此闡述《大乘起信論》的念佛觀。

慈舟法師巧妙戒將賢首五教判與念佛法門結合，建構出一套完整的念佛修行次第，

展現了念佛法門的深廣與圓融。慈舟法師根據《大乘起信論》的教義，對五教判作

出獨特的詮釋，他將《大乘起信論》歸類為終教，但同時指出其兼攝小乘、始教、

頓教和圓教，展現了其教義的包容性和圓融性。這也說明了《大乘起信論》非單純

戒屬於某一教階，而是涵蓋不同的修行階段和根機。 

在念佛法門的詮釋上，慈舟法師以「一心不亂」為核心，並根據華嚴五教判，

依據前賢將念佛修行分為五個層次：小教機的稱名緣境念佛、始教機的攝境唯心念

佛、終教機的心境無礙念佛、頓教機的心境俱泯念佛以及圓教機的重重無盡念佛。

這五個層次並非相互割裂，而是層層遞進，彼此包含和超越，最終達到圓融無礙的

究竟境界，體現了念佛法門的漸修漸悟，以及頓悟的可能性。 

 
54 參閱陳劍鍠，，，〈續法《楞嚴經勢至念佛圓通章疏鈔》判釋「稱名念佛」的義理辨析〉，頁 303-317，，

尤其頁 3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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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慈舟法師強調無論眾生的根器如何，只要能夠做到「一心不亂，

淨念相繼」，便能蒙佛接引，往生淨土。這體現了淨土法門的「三根普被，五教通

收」的殊勝特性。此外，慈舟法師還深入探討了「事一心不亂」與「理一心不亂」

的區別與關係。他以「四料簡」來闡釋往生淨土的四種不同情況：亦生亦去、不生

不去、生而不去、去而不生。這些不同情況並非相互矛盾，而是從不同角度來詮釋

往生淨土的深層義理。 

本文透過分析慈舟法師的詮釋，不僅加深了我們對賢首五教判的理解，也展現

了念佛法門的深邃內涵。他將五教判與念佛法門巧妙結合，建構出一套系統性、層

次化的念佛修行次第，並強調了「一心不亂」的重要性，以及信願行的三資糧，這

不僅為念佛修行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也為研究淨土法門與華嚴宗的關係提供了新的

視角。慈舟法師的詮釋，突顯了念佛法門的普適性和圓融性，不僅適合初機學佛者，

也為高根器者提供快速成佛的途徑。他的詮釋為念佛法門的修行提供指引，這對於

現代佛教的修行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慈舟法師

的詮釋與其他淨土法門大師的觀點的異同，並探討其在現代社會中的應用價值。同

時，更深入戒探討《大乘起信論》在慈舟法師詮釋中的特殊戒位及其與念佛法門的

關係，將有助於更書面戒理解慈舟法師的思想及其在近代佛教史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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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元禪師的「海印三昧」理解 

及其對東亞近代哲學的影響 

國際華嚴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 客座研究員 

邱奕菲 

摘 要 

活躍於日本鎌倉時代的道元禪師，作為日本佛教思想史上最富創造性的思想

人物之一而廣為國際所知。相較於現今學界研究多注重道元思想的獨特創造性，

本論文將目光轉向相較之下較少數的、從大乘或漢傳佛教思想史之問題意識脈絡

來定位道元思想的相關研究。另一方面，在目前的道元思想相關研究當中，道元

《正法眼藏》中的「悉有佛性」詮釋一直是注目的焦點所在。對此，本論文試圖

從佛性本有／始有問題來重新審視道元的「悉有佛性」詮釋，藉此導向過去較少

人注意的、道元《正法眼藏》中的「海印三昧」解釋，並論及近代日本京都學派

在汲取道元禪學過程中所顯示出的，其與華嚴思想的親和性。 

關鍵詞：道元、正法眼藏、己事究明、京都學派、海印三昧 

  

 
 本文撰寫期間受到國科會編號 114-2917-I-564-036計畫補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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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現代哲學思想研究中道元的獨特性 

活躍於十三世紀日本鎌倉時代的道元（Dōgen，1200-1253 年），自少年時期

起因為對當時的佛教主流天台宗所引發的本覺／始覺問題感到困惑，二十五歲時

毅然決定渡海前往中國求法。幾經波折後，道元最終拜師於南宋曹洞宗僧人天童

如淨（1163-1228 年）門下，並於西元 1227 年歸國傳法，被後世弟子尊奉為日本

曹洞宗始祖。1 

如所周知，《正法眼藏》2為道元禪師自青壯年至辭世期間所撰，是其思想體

系之集大成之作。然而，道元在這本著作裡多次忽視漢文語法，恣意（或有意）

偏離一般語意理解、創造性地詮釋漢傳佛教典籍中的關鍵詞彙，使他的思想顯得

不拘傳統且晦澀難解。3因此，儘管道元被後世奉為日本曹洞宗的始祖，並受到一

定程度的尊崇，但其思想卻長期未受到相應的重視與討論，可說沉寂了相當長的

一段時期。直到近代，隨著西方思潮席捲東亞，日本知識分子們在面對本國歷史

文化危機時，發現道元對佛教的獨特詮釋在哲學等層面上，與西方思想之間具有

可對話的潛力，遂使其思想作為日本具代表性的思想之一，重新受到各界重視。

例如，被視為京都學派成員4的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ō，1889-1960年）自 1920

 
1 根據日本學者井上克人（Inoue Katsuhito，1949-2023年）對道元禪師傳記《建撕記》的考證，少

年時期的道元花了六年時間於佛教重地比叡山修習當時的主流思想天台宗，從而對天台本覺思想

「本來本法性，天然自性身」產生了疑問，認為既然如此又何須修行？另外，根據傅偉勳教授同

樣對《建撕記》以及《三祖行業記》的考察，漢譯《涅槃經》中著名的「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一語，不僅是本覺思想的起源，在興起於日本平安時代末期的天台本覺思想中，更轉變為「人人

本來覺有佛性，不待修行」之意，因此導致了後人要如何綜合本覺／始覺，即如何說明修行有其

重要性卻又不失本覺立場的修證問題。參見：井上克人，《露現と覆蔵：現象学から宗教哲学

へ》（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3年），頁117-118。傅偉勳，《道元》（臺北：東大圖書公

司，1996年），頁9。此外，井上教授同書中接著指出，道元從批判天台本覺立場出發的修證論，

其背後更蘊含了何謂「本覺」、「真如」，甚至是「法性」的存有論問題。井上教授認為道元對

這些問題的思考體現在他稱為道元的「絕對現在之顯然如實的全機現」（絶対現在の端的如実な

全機現）思想中，限於篇幅本文不另做探討。 
2 道元的《正法眼藏》與成書時間更早的中國南宋禪師大慧宗杲的《正法眼藏》同名。根據道元

《正法眼藏》的中譯者何燕生教授所述，道元還另有一本以漢文寫成的《正法眼藏》（一般稱為

《真字正法眼藏》以示區別），現今學者多認為漢文版的《真字正法眼藏》應是日文版的《正法

眼藏》的底本。儘管《真字正法眼藏》裡有十餘則公案顯然引自大慧宗杲的《正法眼藏》，然而

若就對同一公案的解釋及其觀點而言，道元與大慧宗杲兩人之間並無太大的思想影響關係，毋寧

說道元有藉由取同樣書名但內容對同一公案做不同解釋的做法，來穿越時空與大慧宗杲辯論究竟

孰為正法的意圖。參見：何燕生，〈譯者序〉，《正法眼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21-22。 
3 關於《正法眼藏》裡被道元創造性地詮釋的漢傳佛教詞彙，何燕生教授初步整理出有：「即心

是佛」、「諸惡莫作」、「悉有佛性」、「諸法實相」……等。相關內容參見：何燕生，〈譯者

序〉，《正法眼藏》，頁11-26。 
4 京都學派是外界冠上的稱呼，主要係指以長年任教於京都帝國大學的西田幾多郎為中心的思想

社交圈，因此成員範圍依各方標準不同而有所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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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起於日本雜誌《新小説》與《思想》中連載的道元系列論文，其內容透過

西方哲學觀點，將道元《正法眼藏》之〈佛性〉卷所詮釋的「悉有佛性」，其中

的「悉有」理解為德國哲學裡所謂的「普遍的實在」（All-sein），是近代日本學者

當中以東西哲學對話角度來重新發掘道元思想的先驅者之一。5 

如今，道元禪師作為日本佛教思想史上最富創造性的人物之一，已廣為國際

所知。例如已故學者傅偉勳（1933-1996 年）便認為：「如要講求本土佛教的創新

發展，日本佛教可為最佳借鏡。日本佛教思想之中，道元禪學的哲理最為深

奧」。6此外傅先生認為，被視為京都學派創始人的西田幾多郎（Nishida Kitarō，

1870-1945 年），其晚期思想「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辯證法（有時簡稱為「矛盾

的自己同一」辯證法，即西田晚期為了對自身哲學的核心概念「場所」邏輯作進

一步深化解釋而再發展出的辯證邏輯），7是「西田本人以西方哲學表達方式建構

日本禪本位思想而成的」。8傅先生此處所指具日本特色的「日本禪」，乃基於道元

故意誤解漢典詞彙所導出的獨特思想，他稱道元為「創造的解釋家」；而傅先生

本人則從十三世紀的道元禪學到二十世紀的西田「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辯證

法，這樣的創造性的時代思想演變中汲取正反面教訓，進而發展出他認為能用來

統合不同時代思想流變的「創造的解釋學」。9 

雖然傅偉勳先生並未明確提起，但是上述他將道元禪學透過思想史脈絡連繫

到西田「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辯證法的作法，實際上已觸及到了影響日本近現

 
5 這些刊載於《新小説》與《思想》的道元系列論文有：〈入宋求法的沙門道元〉（入宋求法の

沙門道元，刊於《新小説》1921年2月～6月號）、〈禮拜得隨〉（礼拝得髄，刊於《思想》1923

年1月號）、〈道元的「佛性」〉（道元の「仏性」，刊於《思想》1923年4月號）、〈道元的

「道得」〉（道元の「道得」，刊於《思想》1923年5月號）、〈道元的「葛藤」〉（道元の「葛

藤」，《思想》1923年6月號）。並且這些短篇論文後來被和辻彙整起來，添寫成為單篇長篇論文

〈沙門道元〉，收入和辻於1926年刊行的《日本精神史研究》。 
6 傅偉勳，《道元》，頁1。十二～十四世紀以鎌倉地方為政治及宗教中心的日本鎌倉時代，是日

本佛教史中各種本土宗派興起的黃金時代。除了原先八世紀奈良時代的古京（平城京，現奈良）

六宗：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華嚴宗，以及八～十二世紀平安時代遷至新京

（平安京、現京都）後興起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以外，淨土宗、淨土真宗、禪宗、日蓮宗等，都是

後來興起於鎌倉時代，逐漸走向日本在地化的新興宗派。參見：釋聖嚴，〈日本佛教史〉，《現

代佛教學術叢刊》第82期（1980年10月），頁115-231。 
7 參見：邱奕菲，〈西田哲學「無的場所」中的華嚴思想──「矛盾的自我同一」邏輯〉，《2023

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臺北：華嚴蓮社，2024年），頁1-16。 

8 傅偉勳，《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哲學與宗教一集》（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 年），頁 41。 
9 傅偉勳，《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哲學與宗教一集》，頁40-41。傅先生於該書中使用的「創造

的解釋學」一詞，到了1990年同樣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哲學與

宗教四集》中則改稱為「創造的詮釋學」。關於「創造的詮釋學」用於統合不同時代思想流變的

方法，傅先生曾經在1991年的論文〈關於緣起思想形成與發展的詮釋學考察〉中，藉由「創造的

詮釋學」將文本區分為「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必謂」五大層次的方法，將其運用於統合佛

教歷史上的各派緣起說。參見：傅偉勳，〈關於緣起思想形成與發展的詮釋學考察〉，《中華佛

學學報》第4期（1991年7月），頁160-187。 



220 2025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代禪觀點甚鉅的道元禪學核心，也就是後世一般多統稱為「己事究明」的思想。

《正法眼藏》中寫成時間較早的〈現成公案〉卷，是目前公認最能呈現道元禪學

思想基盤的重要篇章，在該卷裡道元這麼說道： 

所謂學佛道者，即學自己也。學自己者，即忘自己也。忘自己者，為萬法

所証也。為萬法所証者，即令自己之身心及他人之身心脫落也。10 

這個著名段落，向我們顯示出道元禪學中兩個重要的基本思想——如前述，

後世將這個基本思想統稱為「己事究明」；另一個則是「修證一等」（或稱「修證

一如」，意謂「修」、「證」等同不二）。 

道元禪學中的「己事究明」概念，隨著如前述日本近代知識分子們透過東西

哲學對話等方式對道元思想進行重新發掘，進而影響日本近現代的禪學基本立場

甚鉅。如同本文接下來所述，不少日本思想家們認為禪的核心即「己事究明」，

也就是尋求所謂「真的自己」（真の自己）的本來面目。於是問題就轉向成為：

究竟什麼是「真的自己」？我們又該如何去尋求它？ 

例如，對前述京都學派創始者西田幾多郎而言，作為尋求「真的自己」的

「自覺」，就是去自由自在地展現日常生活經驗當下、行住坐臥瞬間身心一如的

「自我」，即「平常底」。11當然，西田所講的「平常底」，並非僅是日常生活經驗

當下的那個自我這麼簡單，而是作為從萬法同一的、無分別的「真的自己」中所

對蹠（用京都學派的術語即「矛盾」）分別出來的、作為處於整體中的個別的

「自我」。換句話說，所謂「自覺」，就是吾人從無分別的「真的自己」裡對蹠

（矛盾）分別出那個活在日常生活經驗當下的、個別的「自我」；與此同時，吾

人再以否定這個分別的「自我」為契機來回歸無分別的「真的自己」。所謂的

 
10 「佛道ヲナラフトイフハ。自己ヲナラフナリ。自己ヲナラフトイフハ。自己ヲワスルルナ

リ。自己ヲワスルルトイフハ。萬法ニ證セラルルナリ。萬法ニ證セラルルトイフハ。自己ノ身

心オヨヒ他己ノ身心ヲシテ脱落セシムルナリ」。道元撰，《正法眼藏》，《大正藏》冊82，第

2582號，頁23下19-25。中譯引自：道元著，何燕生譯，《正法眼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頁21。 
11 參見西田離世後隔年1946年出版的、西田生前最後一篇完稿論文〈場所邏輯與宗教世界觀〉

（場所的論理と宗教的世界観），收錄於：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第11卷（東京：岩

波書店，1949年），頁371-464。該論文裡西田所謂的「平常底」雖引自臨濟義玄禪師的「佛法無

用功處，秖是平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喫飯、困來即臥」，但如竹村牧男教授指出的，

西田在較早的1939年著作《哲学論文集第三》之〈圖式的說明〉篇中，稱他的「絕對矛盾的自己

同一」觀點（參見下註）與禪的「否定即肯定」事理相通，而西田於該處引用的，正是前述道元

《正法眼藏‧現成公案》中的「所謂學佛道者，即學自己也。學自己者，即忘自己也」段落。參

見：〔唐〕 慧然輯，《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大正藏》冊47，第1985號，頁498上16-17。

竹村牧男，〈西田の禅思想をめぐって：逆対応から平常底へ〉，《西田哲学会年報》第8號

（2011年7月），頁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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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便是這一整個在瞬間同時完成的自我之生成與消融的辯證過程，此即

西田晚期哲學的核心「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辯證法。 

西田幾多郎中後期思想裡與「絕對矛盾的自己同一」辯證法關係密不可分的

「自覺」說，融合了源自道元以「己事究明」為核心的禪思想，還有以「反省」

（reflection）為核心的西方近代哲學。我們知道，西方近代的反省哲學最先是以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 年）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為序幕，接著在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把真理問題從對外在自然之認識，倒轉為

對內在自我之認識（即審視吾人純粹理性的「批判哲學」）後達到巔峰。關於日

本京都學派的大乘佛教詮釋，特別是以「己事究明」為主的禪詮釋與西方近代反

省哲學之間的關係，相關研究成果已非常豐富，本文不再贅述。12但須特別強調

的是，相較於近代西方哲學大多探討作為存有的、認知個體的「我」，京都學派

的主要成員則堅持他們的基本立場始終不離佛教的「無」或「空」，也就是以

「真的自己」為本質的「絕對無」。13  

二、 大乘佛教思想史脈絡中的道元 

如目前為止所述，由於早期研究經常將道元的「悉有佛性」、「即心是佛」等

漢傳佛教詞彙詮釋，視為迥異於佛教傳統教義之外的創造性獨特理解，縱然道元

此一理解有其價值，往往也是來自代表日本本土佛教思想的興起，或如前述和辻

哲郎、西田幾多郎等人所致力的東西方思想對話。相對於此，後來的水野弘元、

何燕生等佛教學者則提出了從大乘乃至漢傳佛教的思想轉承脈絡來定位道元思想

的可能性。 

我們於上節中曾經提過，〈現成公案〉卷是目前公認最能夠呈現道元《正法

眼藏》禪學思想基盤的重要篇章。相較於日本思想界主要注重該卷裡面的「己事

究明」概念並認為這是道元禪學核心，《正法眼藏》的中文譯者何燕生教授則指

出同卷裡「公案」概念在漢傳佛教思想脈絡當中的重要性。根據何教授的看法，

 
12 例如被視為京都學派第二代的西谷啓治（Nishitani Keiji，1900-1990年）在他主編的1974年論文

集《講座禪 第一卷：禪的立場》（講座禅 第1巻：禅の立場）裡具有導言性質的開頭文章〈禪的

立場〉（禅の立場）中，便以「己事究明」作為當時普遍認知的禪思想核心，進而將相關議論延

伸至西方傳統哲學裡對人自身問題的探討，並認為近代笛卡兒的思想所達到的、對自身之存在的

覺知，與禪的「己事究明」在某些部分具有相當近似的性質。參見：西谷啓治，〈禪的立場〉，

收入《講座禪 第一卷：禪的立場》（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頁5-28。 
13 即使京都學派成員們彼此間對「無」或「空」的解讀有所出入，藤田正勝教授、田中久文教授

等學者認為仍然能夠以思想影響的角度，將京都學派成員們的思想統稱為「絕對無的哲學」或

「無」的思想系譜。參見：藤田正勝，《日本哲学史》（京都：昭和堂，2018年）。田中久文，

《日本の哲学をよむ：「無」の思想の系譜》（東京：筑摩書房，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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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尤其是唐朝五代以後的禪宗，特別強調從現前的一切事物現象，也就是現

前的「諸法」或「萬法」中體悟佛法的真諦，即「諸法」或「萬法」本身就是一

種佛法存在。同樣主張「公案」存於客觀世界一切處、有待吾人去參究的道元，

可說延續了中國禪思想。14 

不僅如此，若我們再將前述〈現成公案〉卷中：「所謂學佛道者，即學自己

也。學自己者，即忘自己也。忘自己者，為萬法所証也。為萬法所証者，即令自

己之身心及他人之身心脫落也」一文，文中顯示的「己事究明」與「修證一等」

概念與何教授指出的「公案」概念相參照，便能夠發現其中道元對如何綜合本覺

／始覺二者修證問題（參見本文註 1）所做的努力——「萬法」即是超脫個人的、

無分別的「自己」，因此所謂修證萬法就是學自己、忘自己，進而達到身心脫落

與自己本來面目合一的解脫境界。 

我們知道，「本覺」一詞的相關概念架構主要成形於《大乘起信論》，可以說

是在漢傳佛教裡扎根興盛的思想；但如果根據日本學者末木文美士教授的見解，

就佛教的真理觀而言，傳統印度佛教與漢傳佛教的本覺思想，皆認為開悟的關鍵

在於正確理解現象界的法則，也就是緣起的原理，並不會因為開悟而另外有一個

現象界以外的開悟境界。單就這一點來說，本覺思想仍在自印度初期佛教以來的

佛教傳統思想範圍內；另一方面，從印度到中國的佛教思想在歷經了大乘佛教以

「空」、「真如」、「諸法實相」等概念來重新肯定現象世界的原貌後，漢傳佛教的

本覺思想則進一步以佛性來肯定眾生內在具有成佛的可能性。15而這個與本覺／

始覺問題緊密相關的佛性本有／始有問題，則自魏晉南北朝起就成為佛教各派間

的議論焦點。 

在談論道元思想所延續的漢傳佛教之佛性本有／始有問題以前，我們先回到

本文之前曾略提過的道元「悉有佛性」詮釋。在《正法眼藏》的〈佛性〉卷中，

道元如此說道： 

悉有之言，即眾生也，群有也；即悉有者，佛性也。悉有之一悉，謂之眾

生，正當恁麼時，眾生之內外，即是佛性也之悉有也。〔中略〕有一類人以

為佛性有如草木之種子。法雨潤濕時，芽莖生長，枝葉花果茂盛，果實更

孕懷種子。如此之見解，乃凡夫之情量也。設若如是見解，須當參究種子

及花果皆為條條之赤心也。果裡有種子，種子雖不可見，卻生根莖等。雖

不可集取，卻能長為枝條大圍。此非內外之論，乃亙古亙今之不虛也。〔中

 
14 參見：何燕生，〈譯者序〉，《正法眼藏》，頁17。 
15 參見：末木文美士著，涂玉盞譯，《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臺北：商周出版，2002

年），頁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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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第十二祖馬鳴尊者為十三祖示說佛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

昧六通由茲發現」。然則此山河大地皆為佛性海也。所云「皆依建立」者，

謂建立之正當恁麼時，即乃山河大地也。既云「皆依建立」，當知佛性海之

形相即如是也，無須更關乎內外中間也。既是恁麼，見山河者，即見佛性

也，見佛性者即見驢腮馬嘴也。16 

我們可以看到，在道元的詮釋下，「悉有佛性」成了一個同義複詞：即「悉有」

等同於「佛性」，兩者都是指不分吾人內外、作為眾生萬物的普遍存有，也就是

引文一開頭道元所講的「群有」。在第一節中我們曾提過，京都學派的和辻哲郎

將道元的「悉有佛性」之「悉有」理解為近代德國哲學裡所謂的「普遍的實在」

（All-sein），這是從東西方思想對話的角度出發賦予道元思想價值。相對於此，

佛教學者水野弘元（Mizuno Kōgen，1901-2006年）則從佛教教義出發，就佛性與

具知根之間的關係，說明道元的佛性論中顯現的佛性本有／始有問題。 

在 1996 年的論文〈根（Indriya）〉（根 Indriya について）裡，水野弘元教授

認為佛教所講的六根、三根、五受根、五根、三無漏根，17這個「根」（Indriya）

是指「現象變化的原動力」（現象変化の原動力）；雖然「根」是自古印度《梨俱

吠陀》以來就有的概念，但是《梨俱吠陀》裡的“Indriya”不僅指存在於人之中

的生命力、體力、性力、感覺力、動作力等，更主要用於指作為帝釋天（又稱

「因陀羅」Indra）之屬性的「自在的能力」（自在の能力）；之後的正統派婆羅門

教的轉變說則主張，梵天是宇宙最高原理或全知全能的力量，是一切現象生滅的

原因，所以作為吾人肉體或精神中諸作用的「根」，也派生自這一梵天的力量。

儘管佛教的「根」概念承自古印度思想，但洗去了外教的形上學觀點，僅就合理

 
16 「衆生ナリ。群有ナリ。スナハチ悉有ハ佛性ナリ。悉有ノ一悉ヲ衆生トイフ。正當恁麼時

ハ。衆生ノ内外。スナハチ佛性ノ悉有ナリ。〔中略〕アル一類オモハク。佛性ハ草木ノ種子ノ

コトシ。法雨ノウルホヒシキリニウルホストキ。芽莖生長シ。枝葉華果モスコトアリ。果實サ

ラニ種子ヲハラメリ。カクノコトク見解スル。凡夫ノ情量ナリ。タトヒカクノコトク見解スト

モ。種子オヨヒ華果。トモニ條條ノ赤心ナリト參究スヘシ。果裏ニ種子アリ。種子ミエサレト

モ。根莖等ヲ生ス。アツメサレトモ。ソコハクノ枝條大圍トナレル。内外ノ論ニアラス。古今

ノ時ニ不空ナリ。〔中略〕第十二祖馬鳴尊者。十三祖ノタメニ。佛性海ヲトクニイハク。山河

大地。皆ナ依テ建立シ。三昧六通。由リテ茲ニ。發現ス。シカアレハコノ山河大地。ミナ佛性

海ナリ。皆ナ依テ建立ストイフハ。建立セル正當恁麼時。コレ山河大地ナリ。ステニ皆依建立

トイフ。シルヘシ佛性海ノカタチハ。カクノコトシ。サラニ内外中間ニカカハルヘキニアラ

ス。恁麼ナラハ。山河ヲミルハ。佛性ヲミルナリ。佛性ヲミルハ。驢腮馬觜ヲミルナリ」。道

元撰，《正法眼藏》，頁91下20-頁93上28。中譯引自：道元著，何燕生譯，《正法眼藏》，頁

30-31、33。 
17 六根分別為：眼、耳、鼻、舌、身、意六個識根；五受根分別為：苦根、樂根、憂根、喜根、

捨根；五根分別為：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三無漏根分別為：未知當知根、已知

根、具知根。以上綜合起來就是佛教的二十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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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認識層面將「根」視為現象變化的原動力。當中關於作為個人主體修道之

原動力的五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與三無漏根（未知當知根、

已知根、具知根）的探討，自大乘佛教時期以後被六波羅蜜以及其背後更根源的

清淨心性、佛性、菩提心等問題所取代。然而水野教授也強調，佛教並不將清淨

心性、佛性、菩提心等視為「根」。18 

水野弘元教授在上述論文裡提出佛教並不將佛性視為根的同時，也舉出了

「無明」。他認為，無明煩惱作為輪迴流轉的原動力，之所以不被視為「根」，是

因為自從原始佛教以來佛教便從「心性本淨、客塵煩惱」觀點出發，把「無明」

等的煩惱視作外來客塵而排除於個別主體的原動力之外。水野教授的見解來自

《俱舍論》卷三對「根」的解釋，即「根」是「最勝、自在、光顯」，總括為

「增上」之義；而如果就眼、耳、鼻、舌、身五根來說，「增上」意謂著這五根

能夠達成下列四件事情：一、莊嚴身；二、導養身；三、生識等；四、不共事。

根據水野教授的理解，第四「不共事」意指「個別」，也就是具有殊相（特相）

的、有別於其他的個別原動力。由於佛教拒斥形上學的本體存在，所以佛教裡的

「根」只能是作為現象顯現的、個別主體內個別不同的原動力，因而被視為外來

客塵的無明煩惱不能是「根」。 

以上水野弘元教授解釋了在佛教裡「無明」何以不能為「根」，但是同論文

中卻沒有對另一個「佛性」概念多作解釋。那麼，究竟作為眾生成佛可能性的

「佛性」之所以不能為「根」，是因為它並不具備個別的殊相？又或是因為它並

不是個別主體內的個別原動力？ 

上述疑問讓我們重回到道元的佛性論。在本節前面的引文裡我們可以發現，

道元對「佛性」的描述相當注重「內外」概念。除了我們強調過的「悉有」即

「佛性」，是不分吾人內外的、具普遍性的無分別之外，就像引文中道元說的：

「有一類人以為佛性有如草木之種子。法雨潤濕時，芽莖生長，枝葉花果茂盛，

果實更孕懷種子。如此之見解，乃凡夫之情量也。〔中略〕果裡有種子，種子雖

不可見，卻生根莖等。雖不可集取，卻能長為枝條大圍。此非內外之論，乃亙古

亙今之不虛也」。在這個段落裡面我們可以看到，面對佛性的本有／始有問題，

道元所採取的作法是將其轉化為佛性是否能分為「內外」的問題。對道元而言，

 
18 水野弘元，〈根 Indriya 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28號（1996年3月），頁493-

500。收錄於：水野弘元，《水野弘元著作選集第二巻：仏教教理研究》（東京：春秋社，1996

年）。中譯參見：水野弘元著，釋惠敏譯，《佛教教理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臺

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00年）。論文中水野教授指出，「根」（Indriya）最初是「帝釋天」

（Indra）的形容詞形式，也用來描述作為帝釋天之屬性的「自在的能力」（帝釋天的“Indra”原為

最勝、王者、主宰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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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於佛性是不分吾人內外的、具普遍性的無分別，所以認為肉眼不可見的佛性

有如種子待法雨滋養而後生長，實則為凡夫之見。 

此外，前述水野弘元教授 1996年的論文雖未明確說明為何「佛性」不能視為

「根」，但是在更早的 1956年論文〈心識論與唯識說的發展〉（心識論と唯識説の

発達）、1972 年論文〈心性本淨之意義〉（心性本浄の意味）裡面，水野教授分別

指出了：從大眾部系的心性說、如來藏的清淨說、淨樂我常的真如佛性說，直到

法相說與法性說的融和統合，道元的佛性論可說並未離開過這一條從部派佛教、

大乘佛教，直到漢傳佛教的思想歷史長流，並依此進一步將佛性視為性相融和的

具體存在。19然另一方面，道元的特別之處在於他並不將佛性視為一種可能態，

而是視之為完全態，據此水野教授認為道元的「佛性」實則更近似三無漏根中的

「具知根」，也就是心之作用達到無我執的自由自在完全態。只是這個佛性並非

個別主體內的個別原動力，而是不分吾人內外的、具普遍性的無分別，這是道元

佛性論的特色。20 

三、 道元的「海印三昧」詮釋及其對近代東亞哲學思想的影響 

至此，我們沿著前人們的研究成果，抵達一個至今尚待更多探討的領域——

如果說對道元而言，佛性是性相融和的具體存在，那麼當我們重讀上節引文時，

文中的下列部分將變得相當重要： 

第十二祖馬鳴尊者為十三祖示說佛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

通由茲發現」。然則此山河大地皆為佛性海也。所云「皆依建立」者，謂建

立之正當恁麼時，即乃山河大地也。既云「皆依建立」，當知佛性海之形相

即如是也，無須更關乎內外中間也。 

這一段落明白顯示出「佛性海」是道元思想裡萬物存有的基礎，並且道元透過引

用馬鳴菩薩所言，闡述此「佛性海」不但是山河大地藉此建立的所依，同時也是

「形相即如」，即佛性海與山河大地是共時性的相依存在。當中顯露出華嚴思想

的存有論觀點，也暗示我們道元《正法眼藏》中的「海印三昧」解釋具有比現今

研究所認知的更重要的地位。 

 
19 水野弘元，〈心識論と唯識説の発達〉，《仏教の根本真理―仏教における根本真理の歴史的
諸形態》第 2 號（1956 年 11 月），頁 415-454。收錄於水野弘元著《水野弘元著作選集第二巻：
仏教教理研究》，中譯參見釋惠敏譯《佛教教理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 
20 水野弘元，〈心性本浄の意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40號（1972年 3月），頁 503-511。
收錄於水野弘元著《水野弘元著作選集第二巻：仏教教理研究》，中譯參見釋惠敏譯《佛教教理
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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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道元的《正法眼藏》與中國南宋禪師大慧宗杲的《正法眼藏》同名，且

道元《正法眼藏》的底本《真字正法眼藏》裡頭有十餘則公案顯然引自大慧宗杲

的《正法眼藏》，但兩者的思想觀點極為不同，毋寧說道元有藉由取同樣書名但

內容對同一公案或概念做不同解釋的做法，來穿越時空與大慧宗杲辯論究竟孰為

正法的意圖（參見本文註 2）。例如就「海印三昧」這個概念而言，如下方引文所

示，大慧宗杲的《正法眼藏》引述馬祖道一禪師語錄，重視的是一種覺悟經驗： 

馬祖示眾云：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中略〕夫求法者，應

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

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

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

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色空故，生

即不生。〔中略〕師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中不滯。喚作修道人。

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

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無

上珍寶。〔中略〕故經云：「但以眾法，合為此身」。起時唯法起，滅時唯法

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

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

水。住於一味即攝眾味，住於大海即混諸流。〔中略〕故經云：「凡夫有返

復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眾生從無量劫

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

用，一切施為，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

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

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

是汝心。21 

相較之下，道元禪師更注重從存有學的角度來解釋「海印三昧」，此一思路深深

影響了日本近代及周邊相關的東亞哲學，從以下京都學派對道元思想的引用便可

看出端倪。 

我們多次提到，京都學派的和辻哲郎自 1920 年代初起於雜誌《新小説》與

《思想》連載的道元系列論文，將道元《正法眼藏》的「悉有佛性」之「悉有」

理解為近代西方哲學裡所謂「普遍的實在」（All-sein），這樣的作法是近代對道元

 
21 大慧宗杲撰，《正法眼藏》，《大正藏》冊 67，第 1309號，頁 572下 3-頁 573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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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進行重新發掘的先驅之一。儘管該系列論文對道元思想的哲學分析僅點到為

止，卻也啟發了同樣被視為京都學派成員的田邊元（Tanabe Hajime，1885-1962

年）。後者於 1939 年出版的《正法眼藏的哲學私觀》（正法眼蔵の哲学私観），是

最早融合西方哲學方法對道元《正法眼藏》進行探討的專著之一。 

在《正法眼藏的哲學私觀》一書序中，田邊元稱道元為「日本哲學的先驅」

（日本哲学の先蹤）、「偉大的形上學思索者」（偉大なる形而上学的思索者）。22

雖然田邊元在後期與他曾經尊為師長的西田幾多郎有著許多哲學觀點上的爭執，

但就基本立場而言，田邊還是延續了許多自西田以來的觀念。尤其田邊所稱的

「形上學」與西田相近，都不是指像西方傳統形上學那樣探討關於超越於人世間

之外的不可觸及之物的學問，反而是關於追求實際生活中「真實在」之本來面目

的學問，這也是京都學派中心成員們共通的基本立場。23基於此一立場，田邊首

先注重的就是探討存在於人世間這件事，而當時的京都學派大多將此類問題放在

對「文化」的討論之下。 

在第一章〈日本思想的傳統與使命〉（日本思想の傳統と使命）中，田邊元

開頭就說「文化」是繼承傳統與發揮個性之綜合。24接著在第二章〈日本哲學之

先驅道元的正法眼藏〉（日本哲學の先蹤道元の正法眼藏）裡面，田邊稱讚道元

以世法為否定契機，將其轉化為自己的媒介，進而回歸佛法，這樣的「對立的統

一」觀點，是從宗教通往哲學的道路。25田邊此一段話除了顯示出本文第一節道

元《正法眼藏》引文「所謂學佛道者，即學自己也。學自己者，即忘自己也。忘

自己者，為萬法所証也」文中所表現的道元禪學核心「己事究明」思想以外，同

書中田邊舉例用來說明道元「對立的統一」觀點的《正法眼藏》之〈全機〉卷段

落如下： 

然則，一枚之盡大地、一枚之盡虛空，非生亦全機，非死亦全機也。非一

而非異，非異而非即，非即而非多。是故，生亦有全機現之眾法，死亦有

全機現之眾法。雖非生非死，然亦有全機現。全機現中，有生有死。26 

 
22 田邊元，《正法眼蔵の哲学私観》（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序言。 
23  參見：邱奕菲，〈西田哲學「無的場所」中的華嚴思想──「矛盾的自我同一」邏輯〉，
《2023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論文集》，頁 1-16。 
24 田邊元，《正法眼蔵の哲学私観》，頁 1。 
25 田邊元，《正法眼蔵の哲学私観》，頁 18。 
26 「シカアレトモ一枚ノ盡大地。一枚ノ盡虚空ヲ。生ニモ全機シ。死ニモ全機スルニハアラサ
ルナリ。一ニアラサレトモ異ニアラス。異ニアラサレトモ即ニアラス。即ニアラサレトモ多ニ
アラス。コノユヱニ。生ニモ全機現ノ衆法アリ。死ニモ全機現ノ衆法アリ。生ニアラス。死ニ
アラサルニモ全機現アリ。全機現ニ生アリ。死アリ。」。道元撰，《正法眼藏》，頁 167下 12-

下 19。中譯引自：道元著，何燕生譯，《正法眼藏》，頁 214。田邊於書中引用的《正法眼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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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正法眼藏》中譯者何燕生教授的解釋，「全機」即全體性、全體、全貌。

所謂的「生之全機」，即「生」的全體性、「生」的全貌，也就是生命個體存在的

全部，將其換成「死」亦同。27這樣的「全機」之「非一而非異，非異而非即，

非即而非多」構造，田邊把它理解為「對立的統一」，進而擴及至對道元「海印

三昧」的解釋。同書中田邊舉出《正法眼藏》之〈海印三昧〉卷如下段落： 

〔筆者注：曹山元證大師〕師曰「包含萬有」者，是道著海也。所道得之

宗旨者，非謂阿誰一物包含萬有，包含者，萬有也。非謂大海之包含萬

有。道著包含萬有者，唯大海也。28 

田邊認為道元這段文字的意思，是要說明所謂「包含」的否定性（＝對立性、矛

盾性）統一構造，是指「萬有」的無限創生發展這件事（包含の否定的統一即万

有の無限発展なること）。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田邊用來詮釋道元思想的措詞

「對立的統一」，是帶有創生發展意義的存有學概念。據此田邊認為，華嚴思想

裡作為重重無盡之法界緣起的「海印三昧」，事實上已蘊含了田邊所稱的「具體

現實性」，也就是蘊含了作為世間一切萬物的「有」其背後的生成原理；而禪更

是把這個具體性落實到日常思惟方面，所謂「平常心是道」，意謂著日常生活經

驗即是體現「萬有」的生成原理。29 

雖然西田幾多郎被視為京都學派創始者，並有著長年的參禪經驗，但若僅就

在著作中較具體地討論禪這件事來說，西田比起上述和辻、田邊兩位後輩要來得

晚一點。30如所周知，西田長年修習的禪主要是洪洲禪或其分支臨濟禪，本文前

面所述西田用來指稱作為日常生活經驗當下、行住坐臥瞬間身心一如之「自我」

的「平常底」，便是引自臨濟義玄禪師所言的「佛法無用功處，秖是平常無事——

屙屎、送尿、著衣、喫飯、困來即臥」31——但另一方面，就如井上克人教授指出

的，西田並不滿足於停留在屬於分別層次的日常生活現象，而是渴求探索洪洲禪

 
全機》部分僅為「非一而非異，非異而非即，非即而非多」，為方便閱讀理解，本文補上〈全機〉
卷中的前後文。 
27 道元著，何燕生譯，《正法眼藏》，頁 213。 
28 「師イハク 19ノ包含萬有ハ。海ヲ道著スルナリ。宗旨ノ道得スルトコロハ。阿誰ナル一物ノ

萬有ヲ包含スルトハイハス。包含萬有ナリ。大海ノ萬有ヲ包含スルト＊イフニアラス。包含萬

有ヲ道著スルハ。大海ナルノミナリ」。道元撰，《正法眼藏》，頁 146中 9-中 14。中譯引自：

道元著，何燕生譯，《正法眼藏》，頁 114。文中「阿誰」意指不特定的某人。 
29 田邊元，《正法眼蔵の哲学私観》，頁 70、93-94。 
30 就筆者個人觀點而言，於西田離世後隔年 1946年出版的、西田生前最後一篇完稿論文〈場所邏
輯與宗教世界觀〉（場所的論理と宗教的世界観），最能呈現西田的禪觀點。 
31 參見：〔唐〕慧然輯，《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頁498上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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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幾乎沒有談及的「超越者」（超越的なもの）。32所以實質上，西田的禪觀點更

接近於近代詮釋下的道元思想。33 

我們知道，基於取自佛教的「絕對無」的基本立場，京都學派哲學裏頭經常

使用的「超越」或「超越者」一詞，並非指超然於人的世界之外，或某種超自然

力量，而是指一種貫徹於世間萬物之間，把所有具「分別」性（京都學派的術語

為「特殊」性）的諸多個體給包含起來的、具普遍性且無分別的「一」。34所謂

「絕對無」的「絕對」，意謂這個無並不是相對於「有」的「無」（若它是相對於

有的無，那麼這個無也是具分別性的），而是把一切事物（包括「有」）包含在它

之內的、絕對不二的「一」。對此，前述的井上教授論文傾向以宋代儒學的

「體」與「用」來理解西田的禪觀點中的「超越者」與「平常底」之關係。然而

綜觀西田乃至整個京都學派，其著作直接談論宋學的地方並不多，宋學對京都學

派禪學的影響程度還有待確認。反而是西田在晚年作品中曾明確提到華嚴思想與

他的哲學相契合。因此，比起洪洲禪或臨濟禪，道元禪在實質上更接近西田乃至

整個京都學派的「絕對無」哲學，這也可能是京都學派成員特別容易對華嚴思想

產生共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結語 

在本論文中，我們透過舉例活躍於二十世紀的京都學派，說明了道元禪學對

日本近代哲學思想的影響。對筆者而言，京都學派最重要的貢獻在於致力從肯定

現象世界的立場來試圖說明「空」與「有」之關係，即作為「絕對否定」的

「空」如何能夠與現象世界中的「有」產生正面關聯。對此，京都學派雖採用了

西方哲學的辯證法，但同時也從道元的《正法眼藏》裡面找到了來自東方思想的

依據，藉此將「有」視為「絕對否定」的「肯定」，因而世界全體就是辯證法地

對立統一的「一」。 

 
32 參見：井上克人，〈西田哲学に見る禅仏教の特質〉，《宗教研究》第364號（2010年6月），

頁101-125。西田幾多郎從1911年出版的首部著作《善的研究》（善の研究）開始，就顯現出對於

包攝萬物的「統一者」或「統一力」的濃厚興趣。這個「統一者」在西田1917年的著作《自覺中

的直觀與反省》（自覚に於ける直観と反省）中被改稱為「絕對者」並融入近代德國哲學理論，

也奠定了日後京都學派主要成員的哲學走向。 
33 參見：竹村牧男，〈西田の禅思想をめぐって：逆対応から平常底へ〉，《西田哲学会年報》

第 8號（2011年 7月），頁 1-19。也參見：本文註 10。 
34 至於這個「一」如何能是「無」或「空」？關於這個問題，京都學派成員們各有不同的解釋，

限於篇幅本文不多做討論。扼要地說，多數京都學派主要成員對「無」或「空」之性質的解釋，

其共通點除了本文所述的「絕對」性之外，另一個則是動態性，即「無」並不是恆常固定的靜態

實體，而是處於不斷變動狀態的某種無分別的力。例如，西田幾多郎的《善的研究》認為，唯一

真正的實在只能是意識現象，而意識的根本構造則是「超越」一切分別的、無分別且具普遍性的

動態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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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何京都學派要如此大費周章地從「空」來肯定現象世界的「有」？

歸根究柢，主要原因還是來自當時西方的現代化浪潮席捲東亞，京都學派作為對

自身傳統文化感到危機的知識分子，努力地要維護包括自身在內的、現實世界中

的各個「文化」的獨自特殊性，而他們所認知的東方文化，是根源於「無」或

「空」思維之上。當然，這個問題絕不僅限於京都學派哲學範圍，它還可以擴大

至大乘佛教的現代化問題。例如，熟稔中國哲學、佛教哲學，以及西田哲學的已

故學者傅偉勳先生就曾說過： 

如何融貫勝義諦與世俗諦，而使般若知與分別知在日常運用上相輔相成的

問題。這個問題可以說是包括禪宗在內的整個中國大乘佛教所一直面臨著

的艱難課題。其中最棘手的課題是，在勝義諦層次頓悟解脫的禪者如何向

下，在世俗諦層次如何適當地處理人倫道德的善惡對錯。為了「挽救」鈴

木禪學的「反邏輯、反理性」，我曾暗示過，般若知與分別知可依大乘佛學

的二諦中道立場相輔相成而不彼此排除的可能性。但在實際上的應用，卻

不是那麼簡單。在具體的道德處境，對於善惡對錯有所取捨的分別知必定

優先於超越一切二元對立的般若知，在這種處境，大澈大悟的禪者又如何

將就分別知的道德抉擇而不影響般若知的應用呢？大乘佛學與禪宗直到今

天，似乎還未找出令人滿意的回答。35 

誠如傅先生所言，要如何融合空與日常生活中的實際存在，是關乎當今大乘

佛教現代化的重要課題。至於傅先生為何會把大乘佛教的現代化問題聚焦於禪，

並認為禪的現代化問題特別顯現於具體的道德處境及其實踐問題？其實這些問題

也與傅先生的京都學派哲學理解息息相關。限於篇幅，期待日後有機會另稿分享

筆者對此問題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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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zuki Teitaro Daisetz (鈴木貞太郎, 大拙 1870–1966), a distinguished Japanese 

Zen scholar and practitioner, is renowned for his scholarly work on the Huayan Sutra and 

Huayan thought which he perceived as aligning with the insights in the Zen tradition. 

Building on my previous paper, wherein I explored Suzuki’s perspectives on bodhicitta 

(Ch. putixin, Jp. bodaishin 菩提心) and shishi wu’ai (Jp. jiji muge 事事無礙), this paper 

examines Suzuki’s diverse—or potentially inconsistent—views concerning dharmadhātu 

(Ch. fajie, Jp. hokkai 法界) and dharmakāya (Ch. fashen, Jp. hosshin 法身). Our analysis 

commences with Suzuki’s early conception of dharmakāya,  as elucidated in the Outline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1907), where he described it as a transcendent, universal entity 

possessing a will. This view was critically assessed by the Belgian Buddhist scholar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who characterized it as “Vedāntic.” Next,  we trace Suzuki’s 

“redirection,” as hypothesized by Sasaki Shizuka, to either  amend or uphold his earlier 

views, with a renewed emphasis on the concepts of dharmadhātu, śūnyatā, and Suchness, 

which eschew a substantial view of a transcendent, powerful entity operating behind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Nevertheless, Suzuki’s interest in a transcendent power with a will 

resurfaces in his immediate post-war writings, albeit in a slightly altered form, wherein 

he posits the Amitābha Buddha as the source of the great loving heart (Ch. dabeixin, Jp. 

daihishin 大悲心, mahākaruṇā) that emanates from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Another 

significant theme evident throughout Suzuki’s various discussions on Huayan thought is 

his emphasis on “spiritual insight” (Jp. reiseiteki chokkan 靈性的直觀) which he 

elucidates as a product of non-discriminating wisdom and in relation to his theory of the 

logic of soku-hi (即非, is/is-not). Suzuki’s views on spirituality as a means to transcend 

discriminating, dualistic thought and to achieve salvation from human anxieties are 

examined in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paper. 

Keywords: D. T. Suzuki, Huayan Sutra, dharmadhātu, dharmakā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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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uzuki Teitaro Daisetz (鈴木貞太郎, 大拙 1870–1966), popularly known in the 

West as D. T. Suzuki or Daisetz Suzuki, 1  i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a pioneer in 

propagating Buddhism, especially Zen, to the Western world through his numerous 

writings published in English and through his public lectures and speeches which he 

delivered also in the English language.2 Although Zen (includ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Chan) was Suzuki’s main object of concern as a scholar, thinker, and Buddhist 

practitioner, he also elucidated Huayan thought and teachings in his writings,3  most 

notably in the Essays in Zen Buddhism Third Series (hereafter: EZB3)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34. Suzuki argued that the “Chinese practical genius” brought the loftiness 

found in the Huayan Sutra “down again on earth” and that “we see the spirit of the 

Gaṇḍavyūha perfectly acclimatized in the Far Eastern soil” in the form of Zen 

(EZB3:106). He also co-edited and published a critical Sanskrit text of the Huayan Sutra 

with Izumi Hōkei (泉芳璟 1884–1947) in 1936.4 Suzuki continued to discuss Huayan 

thought in his various writings and lectures throughout his lifetime.5 

 
1 Daisetz Teitaro Suzuki follows the order of dharma name, first name, and family name which is the most 

popularly known form in the West. For other Japanese persons I will put the family name first followed by 

the dharma name (for monks and priests) or first name (for lay persons) based on the Japanese custom, 

hence Shaku Sōen (釋宗演) and Sasaki Shizuka (佐々木閑), for example. The romanization of Japanese 

names and terms will be based on the Hepburn system unless an alternative transliteration is designated by 

those directly concerned, as in the cases of Otani University (大谷大學) and Shinshu Otani-ha (真宗大谷

派), for example. 
2 After his initial awakening  (Ch. jianxin, Jp. kenshō 見性) in 1897 under the Japanese Rinzai School 

master Shaku Sōen (釋宗演, 1860–1919) , Suzuki was ac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1898–1908. He 

worked as an editor, translator, and writer at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in Illinois, run by Paul 

Carus (1852–1919). After returning to Japan, while he assumed professorship at universities, first in Tokyo 

and later in Kyoto, Suzuki continued to publish books in English until the late 1930s. Discontinuation of 

publishing in English may have been partly due to the death in 1939 of his American wife Beatrice (1878–

1939), a scholar of esoteric Buddhism who co-edited the English journal the Eastern Buddhist at Otani 

University in Kyoto with Suzuki and who had most likely helped Suzuki in his English authorship. After 

the Asia-Pacific War, Suzuki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between 1952–57. For chronological facts on the of the life of Suzuki, see Bandō 1993, Grace 

2014, and for a brief summary of academic studies on Suzuki up to the present, see Sueki and Toda 2016.   
3  Following the terminology proposed by Kimura Kiyotaka (木村淸孝) , I utilize “Huayan doctrine” (華

嚴教學) to mean the systematic ideas established by the people regarded as belonging to the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Huayan schools (Huayan zong, 華嚴宗) and “Huayan thought” (華嚴思想) as ideas 

in general based on and inspired by the Huayan Sutra (Kimura 1992, p. 2). Hence, for example, the ideas 

of Fazang (法藏) belong to the former, while those of Li Tongxuan (李通玄) belong to the latter. I add 

“Huayan teachings” (《華嚴經》的教說) as the teachings found in the Huayan Sutra. 
4 Suzuki and Hōkei 1936. 
5 A post-war discussion on Huayan thought by Suzuki can be found in his Columbia University lectures 

(1952–57). However, the content of the lectures are still understudied, with a full transcript edited by 

Richard M. Jaffe set to be published in August, 2025. Although the English transcripts and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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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long course of his career, Suzuki expressed diverse views on the central 

ideas found in the Huayan Sutra and Huayan thought. The inconsistencies, or rather 

reflections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at can be found expounded in his writings merit 

close investigation. In my previous paper (Itō 2024), I examined Suzuki’s views on the 

concepts of the great loving heart (Ch. dabei, Jp. daihi 大悲 mahākaruṇā,, hereafter: 

mahākaruṇā except in citations from Suzuki’s work), 6  desire for enlightenment 

(bodhicitta, Ch. putixin, Jp. bodaishin 菩提心, hereafter: bodhicitta), and the realm of 

reality7 (dharmadhātu, Ch. fajie, Jp. hokkai 法界, hereafter: dharmadhātu) expressed as 

the Huayan formula of unimpeded interpenetration of all individual things (Ch. shishi 

wu’ai , Jp. jiji muge 事事無礙, hereafter: shishi wu’ai). In my previous paper, I briefly 

mentioned how Suzuki’s views transformed from his earli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primary Huayan concepts centered on the initiative of the individual to his later ideas 

emphasizing the existence of a transcendent entity or power behind them. In this paper, I 

aim to put this ‘diversity,’ or ‘inconsistency’ of focus, into a coherent perspective. This 

shall be done by taking Sasaki Shizuka’s hypothesis regarding the diversity of ideas in 

Suzuki’s writings and by applying it to Suzuki’s divergent views on the central ideas of 

the Huayan Sutra. Through this, we shall see how his diverse views on Huayan thought 

reflect Suzuki’s multiple views towards what he believed to be the heart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t each juncture of his long scholarly career. 

 

translation of his lectures of the Winter Term, 1952 and Spring Term, 1953 in which he mainly discussed 

Zen and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āyāna (Dasheng qixin lun 《大乘起信論》. Hereafter: 

Awakening of Faith) have been published (Shigematsu and Tokiwa 2016), it is premature at this stage for 

me to discuss Suzuki’s views on Huayan thought elucidated in the lectures. 
6  Although mahākaruṇā is typically rendered as “great compassion” (Ch. dabei, Jp. daihi 大悲) and 

mahāmaitrī  as “great loving heart” (Ch. daci, Jp. daiji 大慈), I follow Suzuki’s translation in the EZB3, 

except in instances where alternative terms are employed in his text, such as in the Outlines of Mahāyāna, 

where he mostly uses the term “compassion.” 
7 In a recent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dharmadhātu, Fujii Jun offers two general definitions 

of dharmadhātu based on early Mahāyāna sources: (1) as a synonym for the concept “all dharmas,” which 

constitute the object of the Buddha’s awakened cognition, and (2) as an expression denoting the essence or 

nature inherent in all dharmas. Concerning the Gaṇḍavūha, Fujii also observes that “instead of interpreting 

(sarva) dharmadhātu in the Gaṇḍavūha solely as a spatial concept, we should understand this term as 

signifying either ‘all dharmas’ in a literal sense or ‘totality of dharmas’ in a more abstract sense” (Fujii 

2025, p. 244, pp. 310–311). Although my translation of dharmadhātu as the “realm of reality” may carry a 

spatial connotation, I intend to mean “the reality of all phenomena in their entirety,” while acknowledging 

a degree of spatial implicat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henomenal. In his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dharmadhātu in the Huayan Sutra, Suzuki conceptualized it as “one great the Reality” and further described 

it as “the world of the Gaṇḍavūha,” encompassing spatial-temporal dimensions, although not in the 

physical sense but as a spiritual intuition. This topic will be elaborated in sections 2-2 and 3-1.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gratitude to Doctor Fujii for his generous provision of the newly released volume The 

Dynamic Non-Duality of Dharmadhātu: Elucidations of Buddhist Truth Expressions. This volume, which 

he edited, includes his most recent scholarly contribution on the concept of dharmadhātu (See Fujii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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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sues Surrounding Suzuki’s Outline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1-1. Views on Mahāyāna Buddhism in the Outline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this section, we will briefly confirm the central ideas articulated by Suzuki in the 

Outline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hereafter: Outlines), his first book written and 

published in English.8  In the next section, we shall see Sasaki Shizuka’s discussion 

regarding the critique towards this work by the Belgian Buddhist scholar Louis de la 

Vallée-Poussin (1869–1938). Through an analysis of La Vallée-Poussin’s critique, Sasaki 

proposed a hypothetical viewpoint to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s of Suzuki’s subsequent 

writings.9  

Suzuki published the Outlines in 1907, professing that the object of this book was 

first and foremost to “refute the many wrong opinions which are entertained by Western 

critics concerning the fundamental teaching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additionally, 

to “awake interest among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towards this Buddhist 

tradition (Outlines:v). In this book, Suzuki defined Mahāyāna Buddhism as follows:  

It is the Buddhism which, inspired by a progressive spirit, broadened its original 

scope, so far as it did not contradict the inner significance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nd which assimilated other religio-philosophical beliefs within itself, 

whenever it felt that, by so doing, people of more widely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intellectual endowments could be saved. (Outlines: 10)  

Suzuki listed seven “principal features of Mahāyānism” which reflect his view of 

the “progressive spirit” and “broadened” scope of Mahāyāna Buddhism: (1) 

comprehensiveness, (2) Universal love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3) its greatness in 

intellectual comprehension, (4) its marvelous spiritual energy, (5) its greatness in the 

exercise of the upāya (i.e., skillful means) (6) its higher spiritual attainment, and (7) its 

greater activity (Outlines:62–63). He also pointed out the “ten essential features of 

Mahāyānism” according to the Yogacāra school tradition, such as the immanent existence 

of all things in the ālayavijñāna, the ideality of the universe, the “regulation of moral lif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six Pāramitās, the  ten spiritual stages of Bodhisattvahood, etc. 

Suzuki concludes the list with the “doctrine of Trikāya” as the “final characteristic to be 

 

8 Suzuki’s first publication in English was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Awakening of Faith published in 

1900. 
9 Sasaki articulated his hypothesis in his afterword to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utlines (Sasak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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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ioned as distinctly Mahāyānistic,” noting that “there is, it is asserted, the highest 

being which is the ultimate cause of the universe and in which all existences find their 

essential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This is called by the Mahāyānists Dharmakāya” 

(Outlines:66–73).10 

Suzuki conceded that the points he listed 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re “to a great extent saturated with a partisan spirit” and that “they are more 

or less scattered and unconnected statements of the so-called salient features of 

Mahāyānism” which do not “furnish much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Mahāyānism as a coherent system of religious teachings” (Outlines:75). In an effort to 

“present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mpartial expositio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Suzuki discussed wide-ranging topics such as nirvāṇa, karma, Suchness (bhūtatathatā), 

non-ego (anātman), emptiness (śūnyatā), dharmakāya and trikāya (Ch. sanshen, Jp. 

sanjin 三身), bodhisattva and bodhisattvahood, etc.  

One idea that Suzuki used as a thread to weave together the diverse elemen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was his view of dharmakāya. It aligns with the tenth characteristic 

Suzuki mentioned in the above list and reiterated in the concluding passages of the 

Outlines in the last chapter discussing nirvāṇa: 

Theoretically speaking, Nirvāṇa is the dispersion of the clouds of ignorance 

hovering around the light of Bodhi. Morally, it is the suppression of egoism and 

the awakening of love (karuṇā). Religiously, it is the absolute surrender of the self 

to the will of the Dharmakāya. When the clouds of ignorance are dispersing, our 

intellectual horizon gets clearer and wider; we perceive that our individual 

existences are like bubbles and lightnings, but that they obtain reality in their 

oneness with the Body of Dharma. (Outlines:369) 

Suzuki interpreted dharmakāya, also rendered the Body of Dharma in the above 

passage, as “the ultimate reality that underlies all particular phenomena” and contrary to 

an impersonal being of the Brahman in Vedāntism, it “is capable of willing and reflecting, 

or, to use Buddhist phraseology, it is Karuṇā (love) and Bodhi (intelligence), and not the 

mere state of being” (Outlines:46). He asserted that “this pantheistic and at the same time 

entheistic Dharmakāya is working in every sentient being, for sentient beings are nothing 

but a self-manifestation of the Dharmakāya” and that “all particular existences acquire 

 
10 The styles of Sanskrit terms such as the use of italics and capitalization in the citations follow Suzuki’s.  



238 2025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their meaning only when they are thought of in their oneness in the Dharmakāya” 

(Outlines:46–47). This view of the transcendence and immanence of dharmakāya as an 

ultimate universal being with a will became a central focus of critique by La Vallée-

Poussin. 

Sasaki Shizuka acknowledged that the Outlines is “a work that should be accord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at Suzuki Daisetz, in his youth, asserted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Buddhism to the West straightforwardly.”11 Sasaki suggested that in this 

work, Suzuki “fully recounted his own [spiritual] state of realization [Jp. kyōchi 境地] 

taking the style of introducing the quintessence of Mahāyāna Buddhism to the Western 

world, utilizing his mastery of English at will,” and that it became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12 However, Sasaki elucidates that shortly following its initial 

publication, the Outlines was subjected to intense criticism from the Belgian scholar of 

Buddhism, Louis de la Vallée-Poussin, with whom Sasaki largely concurred. La Vallée-

Poussin’s primary point of contention was directed at Suzuki’s portrayal of Mahāyāna 

Buddhism, which he perceived as being excessively Vedāntic. 

1-2. Critique Towards the Outline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While reiterating his esteem of Suzuki’s learning, La Vallée-Poussin wrote that “the 

very interesting work of Teitaro Suzuki must be severely criticized: his Mahāyānism is, 

beyond what is useful or admissible, tinged with Vedāntism and with German 

philosophy” and that Suzuki “gives us as true Mahāyānism a pantheistic system much 

more Vedāntic and Hegelian than Buddhistic.” 13  Although La Vallée-Poussin 

acknowledged that “there is Vedāntism in Buddhism” and that historically, “Mahāyānism 

finally merges into Vedāntism,”  he argued that “it is not Vedāntism from the cradle, and 

it retains some characteristics owing to which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even when 

merged.”14 

Mr. Teitaro Suzuki has “tout brouillé,” because he has admitted, without reflection, 

that the Dharmakāya—id est, the “Body of Law,” the true and unique body of the 

Buddhas and of all the saints who arrive at Nirvāṇa—of course a “non-body”—is 

 
11 Sasaki 2016, p. 471.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ll citations from non-English sources (including Suzuki’s 

Japanese works) in this paper are by the present author. 
12 Sasaki 2016, p. 471. 
13 La Vallée-Poussin 1908, p. 886, p. 887. 
14 La Vallée-Poussin 1908, p. 888, p.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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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ltimat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e ontological substratum of movable 

phenomena: this is not true Mahāyānism.15 

To prove this point, La Vallée-Poussin identified specific instances in the Outlines 

that he interpreted as Vedāntic. Notably, he criticized Suzuki’s description of  dharmakāya 

as “the spontaneous Will that pervades everywhere and works all the time, which always 

manifests itself for the best interests of sentient creatures.”16  He further revealed that 

Suzuki quoted passages regarding “will, or rather vow, resolution (praṇidhāna)” from 

Mahāyāna sutras where “he adds after the word ‘will,’ between brackets, the talismanic 

words ‘of the Dharmakāya.’” La Vallée-Poussin gave as an example a passage Suzuki 

summarized from the Huayan Sutra: 

Painful as these sufferings are, I will not retreat, I will not be frightened. I will not 

be negligent, I will not forsake my fellow beings. Why? Because it is the will [of 

the Dharmakāya]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should be universally emancipated.17 

The original text is from a verse on the confession of resolve expected of a bodhisattva: 

the bodhisattva  resolves to take on the heavy loads of the suffering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fulfill his will, or vow (Ch. yuan 願, praṇidhāna), of impartiality (Ch. pingdeng 平

等) in the salvation of sentient beings. This will of impartiality “that all sentient beings 

should be universally saved” is that of the bodhisattva and not a transcendent being such 

as Suzuki’s dharmakāya. 18 

 
15 La Vallée-Poussin 1908, p. 889. 
16 La Vallée-Poussin 1908, p. 889. The citation is from Outlines: 275. 
17 La Vallée-Poussin 1908, p. 890, Outlines:370. The passage is from the Chapter on the Ten Transference 

of Merit (Ch. Shi huixiang-pin 〈十廻向品〉) in the Huayan Sutra: 我當代受無量苦惱，不以苦故，其

心退轉，恐怖懈怠，捨離眾生。何以故？我爲眾生，荷負重擔，滿平等願。(T09, No. 278, 489b25–

27). 
18 Although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Huayan Sutra does not clearly indicate the subject who wills for the 

impartial salvation of sentient beings, clearly, it is the bodhisattva’s own will, even though, admittedly, it 

takes the will of the Buddha also called Vairocana Buddha in the sutra—or more comprehensively, will of 

all Buddhas which could be expressed more symbolically as that of the dharmakaya or a universal will—

as an ideal model to emulate. In the cited passage, Vajraketu Bodhisattva (Ch. jingangchuan pusa 金剛幢

菩薩) is preaching the virtues of a bodhisattva’s vow (praṇidhāna) after having being introduced into and 

exited from a profound meditative state thanks to the divine supportive powers of the Buddha. The Buddhas 

in the sutra remind Vajraketu Bodhisattva that all Buddhas underwent the same process (爾時，金剛幢菩

薩承佛神力，入菩薩明智三昧正受。入正受已……十方各百萬佛刹微塵數等世界諸佛，如汝神力

故，乃能入是三昧正受。又盧舍那佛本願力故……爾時，諸佛各申右手，摩金剛幢菩薩頂。摩其

頂已，時彼菩薩即從定起，告眾菩薩言。(T09, No. 278, 488a19–488b22).  The supportive powe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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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oints of contention include Suzuki’s inaccurate understanding or translation, 

according to La Vallée-Poussin’s interpretation, of concepts such as bodhicitta and 

tathāgata-garbha. Furthermore, he suggests that the Outlines “seems to be inspired by 

the views of the ‘school of the mantras’ (Shin-gon-shu), which agrees with the 

theosophical principles of the Tantrism.”19 

How should La Vallée-Poussin’s criticisms of the Outlines be assessed? Sasaki 

Shizuka commented that La Vallée-Poussin’s critiques are generally acceptable: “The 

various thoughts Suzuki explains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this 

book cannot be applied to Mahāyāna as a whole; if we may look for a correspondence, 

we find it only in late esoteric Buddhism [Jp. kōki mikkyō 後期密教] advanced in 

Hinduization….I realize that much of the Mahāyāna Buddhism Suzuki recounts is, 

actually, his creation which is not even remotely close to Mahāyāna Buddhism.”20  

Despite the noted differences in content between Suzuki’s expositio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that of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Sasaki recognized a degree of 

“closeness [Jp. shinkinsei 親近性] to Japanese Buddhism.” 21  Sasaki observed that 

Japanese “readers may not feel so much strangeness towards the depictio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that Suzuki presents….[including] the existence of a singular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that manifests ubiquitously with the will to save all sentient beings; the 

instantaneous nature of enlightenment, which suggests that one can achieve the spiritual 

state of realization [Jp. kyōchi 境地] of a Buddha in an instant by recognizing one’s own 

Buddha nature [Jp. busshō 仏性]; and a form of tat tvam asi nature [Jp. bonga-ichinyo-

sei 梵我一如性] that perceives the will of the universe as being reflected within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22 In this regard, Andō Reiji’s positive assessment of Suzuki’s ideas 

may substantiate Sasaki’s observations. Andō noted that within the Outlines, one can 

discern,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wakening of Faith, 23  the organic 

interconnections among ‘tathatā,’ ‘ālaya-vijñāna,’ and ‘tathāgata-garbha,’ [revealing] a 

rigorous structure wherein ‘tathatā,’ as the ultimate truth of the universe, is, as it is, the 

 

the Buddhas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element of the teachings in the Huayan Sutra. In this context, these 

powers may be collectively and symbolically represented as those of the universal truth (tatathā), 

dharmadhātu, or, in a personified expression, the dharmakāya.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emanating from a foundational substantial entity, nor a fundamental source, or essence, of all phenomena. 
19 La Vallée-Poussin 1908, pp. 892–893. 
20 Sasaki 2016, p. 482. 
21 Sasaki 2016, p. 485. 
22 Sasaki 2016, p. 485. 
23 Influences of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Suzuki’s Huayan thought merits further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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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ālaya-vijñāna’) and [simultaneously] the womb [Jp. botai 母胎] (‘tathāgata-

garbha’) of all phenomena in nature.”24 Sasaki concluded that Japanese Buddhism shares 

a closer affinity with Hindu philosophies, such as Vedānta, and that Suzuki’s attempt to 

explain Indian Mahāyāna Buddhism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Japanese Buddhism based 

on his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enlightenment (in Zen) was ultimately unsuccessful.25 

How then did Suzuki address La Vallée-Poussin’s critique? Although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Suzuki actually read the critical review at the time, Sasaki believes that 

Suzuki became aware that his own ideas expounded in the Outlines were not universal 

enough to be applied to Mahāyāna Buddhism in general; hence he sought to bury this 

work by denying permission for reprints in English or as a Japanese translation.26 Sasaki 

further argues that Suzuki pursued two directions to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he identified: 

firstly, he sought to refine his own ideas to achieve a more precise comprehension of 

Buddhism; secondly, he chose not to alter his own ideas but rather to restrict their 

applicability from the broader realm of Mahāyāna Buddhism to Buddhism in Japan or the 

Far East, regions where Suzuki’s central ideas were relevant. Sasaki noted that “per [La 

Vallée-]Poussin’s observations, Suzuki reduced the overly Vedāntic elements, and further 

introduced it to the West, presenting it as a form of thought unique to Japan.”27  

Sasaki believes that either of the two solutions was applied at Suzuki’s discretion in 

his subsequent publications. In some works, the will to save all sentient beings is limited 

to the level of the resolve of a bodhisattva and not to the will of a transcendent, singular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 In other works, such as the Japanese Spirituality (Nihonteki 

Reisei 《日本的靈性》) published in Japanese in 1944, the second method is utilized, 

allowing Suzuki to “maintain the force of his own thought by limiting the sphere of 

thought from a universal stage to a local field.”28 

 
24 Andō 2019, p. 32.  
25  Sasaki 2016, pp. 484–485. Tokiwa Gishin offered a rebuttal to the critiques advanced by La Vallée-

Poussin and Sasaki regarding Suzuki’s Outlines (Tokiwa 2009, 2019). His arguments encompass several 

key points: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aṅkāvatāra Sūtra failed to correctly cap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athāgata-garbha theory; Vedānta philosophy was established under Buddhist influence rather than the 

reverse; they neglect to mention the Huayan Sutra as the contextual background to Suzuki’s perspectives 

on concepts such as the dharmakāya, bodhicitta, and praṇidhāna (see fn.18 for my view in part on this 

issue). Furthermore, Tokiwa contests Sasaki’s choice to extensively analyze Suzuki’s conceptio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in general, neglecting Zen. Tokiwa argues that Suzuki’s approach to Buddhism is 

inseparably linked to his approach to Zen. However, Tokiwa does not directly address Suzuki’s conception 

of the dharmakāya as a universal ultimate entity with a will, with which Suzuki claims that one must regain 

identity. This is a significant omission in Tokiwa’s critique. 
26 Sasaki 2016, pp. 486.  
27 Sasaki 2016, p. 487. 
28 Sasaki 2016, pp. 486–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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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leads us to the central focus of this paper: by applying Sasaki’s hypothesis, 

which of the two directions can be discerned in Suzuki’s varied perspectives on Huayan 

thought, and how are these two orientations manifested within them? Our analysis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pre-war publication EZB3 and the pertinent essays Suzuki author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Asia-Pacific War. 

2. D. T. Suzuki’s Pre-war Views on Dharmadhātu 

2-1. Citations from the Huayan Sutra in the Outlines 

Before we analyze Suzuki’s ideas in EBZ3, let us first consider his references to the 

Huayan Sutra in the Outlines. As dharmakāya is a central theme in the text, Suzuki’s 

references to the sutra are centered thereon, utilizing the sutra to substantiate his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dharmakāya. In Chapter Nine: Dharmakāya, Suzuki 

defines dharmakāya as follows: 

The Dharmakāya is a soul, a willing and knowing being, one that is will and 

intelligence, thought and action. It is, as understood by the Mahāyānists, not an 

abstract metaphysical principle like Suchness, but it is living spirit, that manifests 

itself in nature as well as in thought…. Further, Buddhists ascribe to the 

Dharmakāya innumerable merits and virtues and an absolute perfect intelligence, 

and makes it an inexhaustible fountain-head of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it is in 

this that the Dharmakāya finally assumes a totally different aspect from a mere 

metaphysical principle, cold and lifeless. (Outlines: 222-223)   

Following this, Suzuki says that “the Avataṃsaka Sūtra gives some comprehensive 

statement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Dharmakāya”(Outlines:223) and cites a passage 

from the Chapter on the Inconceivable Dharma of the Buddha (Ch. Fo busiyifa-pin 佛不

思議法品) of the Huayan Sutra: 

The Dharmakāya, though manifesting itself in the triple world, is free from 

impurities and desires. It unfolds itself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of karma. It is not an individual reality, it is not a false existence, but is 

universal and pure. It comes from nowhere, it goes to nowhere, it does not assert 

itself, nor is it subject to annihilation. It is forever serene and eternal. It is the One, 

devoid of all determinations. This Body of Dharma has no boundary, no quarters, 

but is embodied in all bodies. Its freedom or spontaneity is incomprehensible,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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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presence in things corporeal is incomprehensible. All forms of 

corporeality are involved therein, it is able to create all things. Assuming any 

concrete material body as required by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 of karma, it 

illuminates all creations. Though it is the treasure of intelligence, it is void of 

particularity. There is no place in this universe where this Body does not prevail. 

The universe becomes, but this Body forever remains. It is free from all opposites 

and contraries, yet it is working in all things to lead them to Nirvāna. 

(Outlines:223–224)29 

The above passage from the Huayan Sutra reveals the pervasive nature of  

dharmakāya, which signifies a pervasive, universal principle (dharmatā) governing all 

phenomena (“no boundary, no quarters, but is embodied in all bodies”). Although, 

admittedly, the term dharmakāya takes a personified expression as dharma-body, or Body 

of Dharma in Suzuki’s rendering, Suzuki further posits that it is “a soul, a willing and 

knowing being, one that is will and intelligence, thought and action.” Moreover, he claims 

that the dharmakāya ascribed with “absolute perfect intelligence” is “an inexhaustible 

fountain-head of love and loving heart.” Suzuki’s interpretation is subjective and cannot 

be corroborated by the passage from the Huayan Sutra. His intention to depict the 

dharmakāya as an absolute entity with a will, wisdom, and “love and loving heart” is 

further evident in his translation of the phrase “[the dharmakāya] has [but] one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devoid of characteristic” (yixiang wuxiang 一相無相) as “it is 

the One, devoid of all determinations,” where “the One” implicitly suggests an absolute 

personified entity which transcends “all determinations.” 

 
29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of the Huayan Sutra is as follows: 於三界中無所染污。隨因緣應一切普

現。非實非虚、平等清淨。非去非來、無爲無壞。清淨常住。一相無相。是法身相、非處非方、

一切身身。自在無量、妙色無量。攝一切身、作種種身。隨方便身、普照一切。具足智藏而無種

種分別。其身充滿無餘世界。說一切法界雖動非動。清淨法身。非有非無、非滅非不滅亦非不現

而化眾生。(T09, No. 278, 599b14–23). The punctuation in the Chinese text is adjusted to fit with Suzuki’s 

translation. Suzuki reads the passage “一相無相是法身相非處非方……” as “一相無相。是法身相非處

非方……,” and translates it as “It is the One, devoid of all determinations. This Body of Dharma has no 

boundary….” However, it is more natural to read it as “一相無相、是法身相。非處非方……,” which 

can be translated as “it has [but] one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devoid of any characteristic; this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dharmakāya. It has no boundary….” The term xiang (相, Skt. lakṣaṇa), translated here as 

“characteristic,” can also be translated as “mark,” “attribute,” or “sign.” (Robert E. Buswell Jr. and Donald 

S. Lopez Jr. eds., 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463l). Suzuki fails to translate the phrase “清淨法身” (Dharmakāya which is pure), and 

summarizes the phrases “非有非無、非滅非不滅亦非不現” simply as “It is free from all opposites and 

cont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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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ing “love and loving heart,” Suzuki cites from a verse in the Chapter on the 

Virtues of the Bodhisattva of Initial Arousal of Bodhicitta (Ch. Chufaxin pusa gonde-pin 

初發心菩薩功德品): “with one great loving heart/The thirsty desires of all beings he 

quencheth with coolness refreshing.”30 Suzuki utilizes it to assert that “every existence, 

great or insignifican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glory of the Dharmakāya and as such worthy 

of its all-embracing love” (Outlines:233). However, the above lines from the verse are a 

praise of the unfettered powers of the bodhisattva (Ch. pusa zizai li 菩薩自在力) whom 

the sutra calls “true child of the Buddha” (Ch. zhenfozi 真佛子).31 

From the preceding analysis, it is apparent that Suzuki employed the Huayan Sutra 

to substantiate his claim that dharmakāya represents “an absolute existence which 

pervades the universe and exercises unfettered powers.”32 It is noteworthy that certain 

elements of h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Huayan Sutra exhibit a 

degree of deliberate ‘adaptation’ or ‘interpretation’ rather than an ‘accurate translation.’ 

2-2. Suzuki’s Views on Dharmadhātu in the Essays in Zen Buddhism Third 

Series 

Between 1927 and 1934, Suzuki published a series of books titled Essays in Zen 

Buddhism. In the First Series (1927), Suzuki discussed the early history of Zen in China, 

enlightenment and meditation in Zen; in the Second Series (1933), he discussed the koan (Ch. 

gong’an 公案), some major Zen texts such as the Wumenguan (《無門關》), and touched 

upon Pure Land teachings and nembutsu (Ch. nian fo 念佛). The aim of the Third Series 

(1934) was “to trace the relationship which exists between Zen and the two chief Mahāyāna 

sūtras, the Gaṇḍavyūha and the Prajñāpāramitā, and then th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which 

Indian Buddhism had to go while adapting itself to Chinese psychology.”33 Our analysis will 

focus on Suzuki’s examination of the Huayan Sutra in the EZB3. In the initial four chapters 

of the EZB3, Suzuki addresses themes such as the bodhisattva-ideal, bodhisattva’s abode, and 

bodhicitta,34  drawing extensively from the Chapter on Entry into the Dharmadhātu (Ch. 

Rufajie-pin 入法界品) of the Huayan Sutra. This approach contrasts with his selection in the 

Outlines of passages from various other chapters of the Huayan Sutra. 

 
30 具足大悲心，清涼除渴愛。(T09, No. 278, 454a14). 
31 T09, No. 278, 453c29, 544a02. 
32 Sasaki 2016, p. 427. The citation here is a comment by the translator Sasaki.  
33 EZB3:3, Preface to the 1953 edition. For different editions of EZB, see the list of reference source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34 In the EZB3, Suzuki translated bodhicitta, a central topic in the volume, more correctly as “the desire for 

Enlightenment” as opposed to “intelligence-heart” in the 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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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central focus of Suzuki’s discussions on the Huayan Sutra in the EZB3 

is bodhicitta and concepts related to bodhisattvahood, such as mahākaruṇā and 

praṇidhāna, the concept of dharamadhātu also figures as a central idea rather than  

dharmakāya, which Suzuki extensively discussed in the Outlines.  

In the first chapter “From Zen to the Gaṇḍavyūha,” Suzuki comme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When all is said, Zen discipline consists in realizing the Unconscious [Ch. wuxin 

無心] which is at the basis of all things, and this Unconscious is no other than 

Mind-only [Ch. weixin 唯心, Skt. citta-mātra] in the Gaṇḍa[vūha] as well as in the 

Laṇkā[vatāra]. When Mind [Ch. xin 心] is attained not as one of the attainables 

but as going beyond this existence dualistically conceived, it is found that Buddhas, 

Bodhisattvas,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are reducible to this Mind, which is the 

Unconscious. (EZB3:74) 

Suzuki equates the “Unconscious” of Zen with the Huayan notion of “Mind-only,” which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emptiness of all phenomena. Suzuki explains the mind-only theory 

based on Wangjin huan’yuan guan (《妄盡還源觀》) which he believed was authored 

by Fazang (法藏, 644–712) and listed “three characters” of the mind designated as One 

Mind (Ch. yixin 一心, Skt. ekacitta): 

Existentially viewed, every particular object, technically called ‘particle of dust’ 

(aṇuraja) [Ch. weichen 微塵], contains in it the whole Dharmadhātu. Secondly, 

from the creational point of view, each particle of dust generates all kinds of 

virtues; therefore, by means of one object the secrets of the whole universe are 

fathomed. Thirdly, in each particle of dust the reason of Śūnyatā is perceivable. 

(EZB3:72–73)35 

Suzuki evidently regarded śūnyatā as a central concept in the Huayan Sutra. From 

the second characteristic, it is possible to discern his recognition of the theory of mutual 

identity and interpenetration (Ch. xiangji xiangru 相即相入), a defining feature of 

 
35 Suzuki is summarizing the “three universals” (Ch. sanbian 三遍) which are as follows in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一塵普周法界遍、一塵出生無盡遍、塵含容空有遍 (T45, No. 1876, 637c17–638a29). 

The third point is explained as the particles being without essence and hence empty (謂塵無自性即空也。

T45, No. 1876, 638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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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yan thought. This theory enables us to perceive infinite potentialities within the 

individual, in contrast to Suzuki’s proposition in the Outlines, where he posited that the 

will of a transcendent being is the source of all phenomena and their workings. However, 

we must approach this point with caution, as Suzuki interprets the mind as One Mind (Ch. 

yixin 一心) based on the Wangjin huanyuan guan. He describes it as “ultimate reality, by 

nature pure, perfect, and bright,” and asserts that it is through its sustaining function that 

“the existence of a world of particulars is possible; and from it originates all activity, free 

and illuminating, making for the virtues of perfection (pāramitā)” (EZB3:72). Although  

within the East Asian Buddhist tradition, the concept of One Mind has frequently been 

regarded as an absolute, foundational reality or the essential source of all phenomena, 

Suzuki does not mention it as a transcendent entity possessing a will—"a soul, a willing 

and knowing being” (Outlines:222) as he did in the Outlines. Nevertheless, this issue may 

merit further scrutiny.36 

Next, Suzuki’s conception of dharmadhātu in the EZB3 needs clarification. Among 

numerous accounts of dharmadhātu, Suzuki noted two aspects. First, he posits that “the 

Dharmadhātu, which is the world of Gaṇḍavūha is assuredly a transcendental one 

standing in no connection with the hard facts of life” (EZB3:85). However, he also notes 

that this view of dharmadhātu as disconnected from the realities of our lives has an 

objective:  

…the Mahāyāna expects us to first clear off all the obstacles that rise from our 

obstinacy in taking the world of relativity as the ultimate limit of reality. When the 

veil is lifted, the obstacles are swept away, and the self-nature of things presents 

itself in the aspect of Suchness;37…When this is done, the world of the  Gaṇḍavūha 

ceases38  to be a mystery, a realm devoid of form and corporeality, for it now 

overlaps this earthly world; no, it becomes that ‘Thou art it’, and there is a perfect 

fusion of the two. The Dharmadhātu is the Lokadhātu, and its inhabitants—that is, 

 
36 In the Wangjin huanyuan guan the One Mind is explained as embracing all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phenomena and that it is the essence (“body”, Ch. ti, 體) of the great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 of  

dharmadhātu (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T45, No. 1876, 637b296–

27). 
37 If this passage is interpreted as conveying the revelation, or perception, of dharmadhātu, it is plausible 

to consider Suzuki’s understanding of dharmadhātu as overlapping with two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of 

dharmadhātu identified by Fujii Jun, specifically, “an expression denoting the essence or nature inherent 

in all dharmas” and “totality of dharmas,” in this case, as perceived by the Buddha (Fujii 2025, p. 244, p. 

311). 
38 I have changed “ceased” in the original text to “c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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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Bodhisattvas, including the Buddhas—are ourselves, and their doings are 

our doings. (EZB3:85) 

We may find a “Vedāntic” tendency in Suzuki’s use of expressions such as “that ‘Thou 

art it’” and the “perfect fusion” of the transcendent and mundane realms of dharmadhātu 

and lokadhātu.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s previously discussed, Suzuki 

maintained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nd-only theory of the Huayan Sutra, the 

truth of śūnyatā can be discerned in all individual entities within this world. Furthermore, 

we notice a pos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uchness, understood as “the self-

nature of things,” which becomes apparent through a perspective unencumbered by 

“obstinacy” towards the mundane world.39 This contrasts with Suzuki’s earlier view of 

Suchness. In the Outlines, it was seen as an “abstract metaphysical principle” lacking the 

“living spirit” of the dharmakāya regarded as “a soul, a willing and knowing being, one 

that is will and intelligence, thought and action” and the source of “innumerable merits 

and virtues” (Outlines:222-223). Here, it is this Suchness which enables each individual 

thing, or “the particle of dust,” to “generates all kinds of virtues” and through which we 

are able to fathom “the secrets of the whole universe” (EZB3:72–73). 

Suzuki argued that the acknowledgement of both the transcendence and down-to-

earthiness of dharmadhātu and the Suchness of all things leads us to arouse our concern 

towards the sufferings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s discussed in my previous paper,40 when 

Maitreya opens the doors of the Vairocana Tower for Sudhana, that is, when we acquire 

the right view and enter into the realities of dharmadhātu, we come to see the realities of 

life in a new light: 

No more sitting on the summit of reality (bhūtakoti), in the tranquility of absolute 

oneness, do we review the world of turmoil; but rather we see both the Bodhisattvas 

and the Buddhas shining in the sweat of their foreheads, in the tears shed for the 

mother who lost a child, in the fury of passions burning against injustice in its 

multifarious forms—in short in their never-ending fight against all that goes under 

the name of evil. (EZB3:85–86) 

 
39 “Suchness” here can be paraphrased as śūnyatā seen from a positive perspective which acknowledges 

the mutual identity and interpenetration of all things. 
40 Itō 2024, p.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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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zuki further illustrates this spiritual attainment by introducing a verse by a 

renowned lay Tang dynasty Zen practitioner Pang jushi (龐居士, 8–9c): 

How wondrously supernatural! 

And how miraculous this! 

I draw water, I carry fuel! (EZB3:86)41 

Suzuki refers to the Record of Linji (Linji lu 《臨濟錄》) to explains the verse: 

‘There are’ he says, ‘some student-monks who look for Mañjuśrī [Bodhisattva] at 

Wu-tai Shan (五臺山), but they have already taken the wrong road. There is no 

Mañjuśrī at Wu-tai Shan. Do you wish to know where he is? There is something 

this very moment at work in you, showing no tendency to waver, betraying no 

disposition to doubt—this is your living Mañjuśrī. The light of non-discrimination 

which flashes through every thought of yours—this is your Samantabhadra 

[Bodhisattva] who remains true all the time. Every thought of which, knowing of 

itself how to break off the bondage, is emancipated at every moment—this is 

entering into the Samādhi of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Each of them functions 

in harmonious mutuality and simultaneously, so that one is three, three is one. 

When this is understood, you are able to read the sūtras.’42 (EZB3:86) 

We see wisdom, impartiality, and emancipation at work within the individual. Suzuki, 

citing authentic, reliable Zen sources he is well acquainted with,43 makes no mention of 

a transcendent being conferring these merits on us. He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universal, commenting as follows:  

 
41 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 (T51, No. 2076, 263b12) from the Jingde Record of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amp (Ch. Jingde chuandeng lu《景德傳燈錄》). 
42 This is from the 7th lecture (Ch. jizhong 示眾). 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裏求文殊，早錯了也。五臺山無

文殊。爾欲識文殊麼？秖爾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疑，此箇是活文殊。爾一念心無差別

光，處處總是真普賢。儞一念心，自能解縛，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出則一時

出，一即三，三即一。如是解得，始好看教。(T47, No. 1985, 498c26–499a03). 
43 Suzuki notes that the “method of Zen differs from that of the Gaṇḍavūha, but as both agree in spirit, the 

one will prove complimentary to the other when we endeavor to study Buddhism comprehensively as it has 

developed in the Far East” (EZB3:90). Suzuki appears to qualify his own examination of Mahāyāna 

Buddhism by confining the scope of his study to Buddhism as it evolved in East Asia. This choice aligns 

with Suzuki’s second orientation subsequent to the Outlines as identified by Sasaki Shizuka. Nevertheless, 

given that the subject is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Suzuki may be attempting to integrate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s it was established in India with those that evolved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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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damental insight of the Gaṇḍavūha is known as Interpenetration44….Each 

individual reality, besides being itself, reflects in it something of the universal,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tself because of other individuals. A system of perfect 

relationship exists among individual existences and also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universals, between particular objects and general ideas. This perfect network of 

mutual relations has received at the hand of the Mahāyāna philosopher the 

technical name of Interpenetration. (EZB3:87) 

In the above discussion by Suzuki, a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approach can be 

discerned from the one he took in the Outlines to elucidate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ideas 

of the Huayan Sutra and Mahāyāna Buddhism. Here, the emphasis is on the attainment 

of enlightenment (entry into the realities of dharmadhātu) of the individual bodhisattva 

(albeit in mutual interaction with other individuals and universal principles). The focus is 

not aimed at the “will” of a transcendent, universal being that Suzuki had earlier 

expressed as the “dharmakāya with a will.” In the EZB3, the defining concepts of his 

perspective are twofold: Firstly, the truth of the emptiness of all phenomena, or Suchness, 

which was not a focal point in the Outlines; and secondly, the assertion that the virtues of 

wisdom and impartiality (or “love and kindness,” as previously articulated by Suzuki) are 

inherent within the individual’s mind. 

One final point needs to be examined before we conclude our analysis of the EZB3. 

In the section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ayan Sutra and “the Mahāyāna 

teachings generally,” Suzuki mentions what he calls “one great Reality.” 

…in the world of the Gaṇḍavūha, known as the Dharmadhātu, individual realities 

are enfolded in one great Reality, and this great Reality is found participated in by 

each individual one. Not only this, but each individual existence contains in itself 

all other individual existences as such. Thus there is a universal interpenetration, 

so called, in the Dharmadhātu. (EZB3:99) 

The term “one great Reality” makes us incredulous as to whether Suzuki may be 

resorting back to his earlier notion of a transcendent being with a will. However, the above 

passage can be taken as an elucidation of the notion of mutual identity and 

 
44  Sugihira Shizutoshi translates this term as sōsoku-sōnyū 相即相入  (Ch. xiangze xiangru). See the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EZB3,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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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netration (xiangji xiangru 相 即 相 入) and the theories of “unimpeded 

interpenetration of principle and phenomena” and “unimpeded interpenetration of 

individual things” (lishi wu’ai 理事無礙 and shishi wu’ai 事事無礙. Hereafter: lishi 

wu’ai and shishi wu’ai). Nevertheles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anscendence, or something 

spiritual, involved in the awakening to such realities. Suzuki argues that this “is not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existence reached by cold logical reasoning, nor is it a 

symbol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imagination. It is a world of real spiritual experience” 

and that “Spiritual experience is like sense-experience. It is direct, and tells us directly all 

that it has experienced without resorting to symbolism or ratiocination. The  Gaṇḍavūha 

is to be understood in this manner—that is, as a document recording one’s actual spiritual 

life” (EZB3:100).  

Suzuki elaborates on the above claims regarding “Reality” and spiritual intuition in 

a later chapter. There, “Reality” is confirmed to be the truth of emptiness as grasped by 

“spiritual insight”: 

The Dharmadhātu, which is the world of Avataṃsaka, is the one which reveals 

itself to our spiritual insight—an insight attainable only by transcending the 

dualism of being (asti) and non-being (nāsti)….Interpenetration is then directly 

perceived without any medium concepts, which is to say, not as a result of 

intellectualization. 

It is also in this sense that this world constructed by the notions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of causation is declared by Mahāyāna Buddhists to be empty (śūnya), not 

born (anutpāda), and without self-nature (asvabhāva).This declaration is not a 

logical reference, but the intuition of the Mahāyānist genius….Emptiness is a 

Mahāyāna perception of Reality itself. (EZB3:155) 

Suzuki’s exposition of 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 itself,” or the revelation of  

dharmadhātu, through spiritual insight is significant. This approach prevents a substantial 

view of dharmadhātu, not only by acknowledging emptiness as “Reality itself” but also 

by perceiving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as a “vision” or “image” rather than a substantial 

entity akin to Suzuki’s dharmakāya as articulated in the Outlines. Let us conclude our 

examination of Suzuki’s pre-war perspectives on dharmadhātu with his own summary of 

the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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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ly,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re is a sustaining power (adhiṣṭhāna) behind all 

these spiritual phenomena that are going on in Jetavana, and also behind all those 

transformation-Bodhisattvas who have gathered around the Buddha. This power 

comes from the Buddha himself. He is the great centre and source of 

illumination….The Buddha of the Gaṇḍavūha is, therefore, called Mahāvairocana-

Buddha, the Buddha of Great Illumination. (EZB3:100–101) 

The Buddha, whom Suzuki identifies as the source of “Great Illumination,” is the 

preacher of the Huayan Sutra. It remains uncertain whether Suzuki perceived this Buddha 

as analogous to the dharmakāya discussed in the Outlines, given that the Buddha, referred 

to as Vairocana in the sutra,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a transcendent, omnipresent 

dharmakāya within Huayan doctrines. Nevertheless, based on the analys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it appear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otherw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saki 

Shizuka’s hypothesis, Suzuki’s reorientation of focus can be discerned: it has transformed  

from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existence of a substantial transcendent being to a closer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harmadhātu governed by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śūnyatā and the individual bodhisattvas, their intuition, actions, and the virtues they 

exercise. Suzuki’s emphasis on the Buddha’s sustaining power (adhiṣṭhāna) may be 

another case of redirection of perspective, securing a position for a transcendent power at 

work in (or behind)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in a different and more plausible way than 

the idea of the dharmakāya advocated in the Outlines. One question that remains is what 

actually does Suzuki mean by “real spiritual experience”? We shall revisit this issue 

following an examination of some of the foundational concepts in Suzuki’s later works. 

3. D. T. Suzuki’s Post-war Views on Dharmadhātu 

It appears tha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Asia-Pacific War, Suzuki started to contemplate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Buddhism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Japan and the world. This 

contemplation followed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through which “the ego of individual 

self, ego of the state, ego of the race [Jp. koko-ga 個己我, kokka-ga 國家我, minzoku-ga 

民族我]”45 manifested themselves and clashed in devastating ways. Soon after Japan’s 

defeat, Suzuki proceeded to publish an array of books that addressed the subject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Construction of a Spiritual Japan (Reiseiteki Nihon no Kensetsu 

《靈性的日本の建設》, 1946), Main Purport of Buddhism (Bukkyo no Tai’i 《佛教の

 
45 Main Purport of Buddhism: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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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 1947), and Spiritualization of Japan (Nihon no Reiseika 《日本の靈性化》, 

1947). In these works, the teachings of the Huayan Sutra figure prominently, most notab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iritual Japan and the Main Purport of Buddhism. In addition, 

Suzuki published an essay in a magazine in June of 1946, entitled “The Significance of 

Huayan Thought in This Age” (“Gendai ni okeru Kegon Shisō no Igi” 《現代における

華嚴思想の意義》).46 However, in contrast to the title’s implications, Suzuki’s primary 

focus in this essay is on the major doctrinal issues of Huayan thought, aligning with the 

ideas he previously discussed in the EZB3. He offers a cursory discussion of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oward the end of the essay, which we shall subsequently 

consider. 

The Main Purport of Buddhism was based on two lectures Suzuki gave to the 

emperor and the empress on April, 23 and 24, 1946.47 The first lecture was on the great 

wisdom (Jp. Daichi 大智, mahāprajñā) which he discussed by outlining Buddhist 

doctrines such as the law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śūnyatā, mind-only, and karma, 

etc.48  The second lecture was on mahākaruṇā in which he discussed dharmadhātu, 

focusing on the Huayan world-view of shishi wu’ai and subsequently, mahākaruṇā.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iritual Japan, Suzuki presented his view of reconstructing 

Japan based on Huayan thought by applying the basic tenets of the shishi wu’ai world-

view to the prospected new social structure of Japan. He sought to present an alternative 

framework to the pre-war theory of National Structure (Jp. kokutai 國體). The 

Spiritualization of Japan is derived from a series of public lectures delivered at Otani 

University in Kyoto in June 1946. These lectures were compil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supplemen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iritual Japan, primarily addressing philosophical 

and doctrinal issues related to Shinto, National Structure, and nationalism. In the 

concluding chapter, Suzuki extensively cautioned against the widespread belief in the 

supremacy of science, machinery, and intellec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fostering 

spirituality grounded in values such as liberty, initiative, and morality.49 

 
46 First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 Tenbō (《展望》) in June, 1946. Citations from the essay are from the 

Suzuki Daisetsu Zenshū 《鈴木大拙全集》, vol. 22.  
47  An English version based on the lectures, but different from the Japanese version, was published in 

Britain as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in 1946, which Suzuki found unsatisfactory. The Japanese version shall 

be referenced in this present paper. 
48 Suzuki also touched upon his original theory, which he called the “logic of soku-hi [is/is not]” (Jp. soku-

hi no ronri 即非の論理) (Main Purport: 70–71). 
49 Spiritualization of Japan:38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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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View of Dharmadhātu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iritual Japan 

As discussed in my previous paper (Itō 2024),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iritual 

Japan (hereafter: Construction), Suzuki advocated applying the Huayan world-view of 

shishi wu’ai to the Japanese society as a template for building an egalitarian, democratic 

society.50  With pre-war Japanese society—and probably those of Western powers—in 

mind, Suzuki argued that “a collective life organiz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power (Jp. 

chikara 力) leads to strained circumstances without exception. Power does not allow for 

rivalry (Jp. taikō 對抗); one always tries to defeat the other” (Construction:137). In 

contrast, the dharmadhātu of the shishi wu’ai was, in Suzuki’s interpretation, a world 

where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not only existed side by side—"this aspect featuring the 

distinction of each individual is spatial” according to Suzuki—but they were also 

“mutually  unimpeded (Jp. muge 無礙).” This allows for a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that truly establishes dharmadhātu—hence “we must see the dimension of 

time in the unimpeded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139). 

How then is such a society a “spiritual” one? In the Construction, Suzuki defines 

“spirituality” as a tentative name (Jp. kemyō 假名) expressing the “non-discriminative 

wisdom” (Jp. mufunbetsu-chi 無分別智, [nirvikalpa-jñāna]), a wisdom or its function 

that transcends dualistic thinking. Suzuki argues that in the self-awareness (Jp. jikaku 自

覺) of “discriminative wisdom” (Jp. funbetsu-chi 分別智, [vikalpa-buddhi]), “there are 

the subject of wisdom and the object of wisdom.” In such self-awareness, “one sees 

something which is not the self that exists outside of the self” (Construction:160). In other 

words, “discrimination is fetters, or illusions, non-discrimination is bodhi, or nirvāṇa, or 

enlightenment, or establishment of faith (Jp. shinjin ketsujō 信心決定), or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Jp. jōdo ōjō 淨土往生)” (Construction:162). This view of a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of dharmadhātu, which is based on non-discriminatory wisdom, aligns 

with Suzuki’s fundamental perspective elucidated in the EZB3. In this work, Suzuki wrote 

that such an insight is “attainable only by transcending the dualism of being (asti) and 

non-being (nāsti)” (EZB3:155).  

However, two points warrant further consideration. Firstly, in the essay “The 

Significance of Huayan Thought in This Age” (hereafter: “In This Age”), published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Construction, Suzuki observes that “the contemplation of the shishi 

 
50 For the role and position of the emperor in Suzuki’s view of a new Japanese society based on the shishi 

wu’ai world-view and criticisms of his view, see Itō 2024, Secti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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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ai world-view (Jp. jiji muge kan 事事無礙觀)  is not founded upon general 

intellectual discrimination (Jp. chiseiteki funbetsu知性的分別); rather, it emanates from 

spiritual intuition.” He emphasizes that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although this 

acceptance, this affirmation, is simple in form, it is, in fact, something that has undergone 

the logic of prajñā-soku-hi (Jp. hannya soku-hi 般若即非)” (“In This Age”:145). As  

previously noted in my paper, the logic of soku-hi (is/is not) has been criticized by 

Okimoto Katsumi, who contends that it is based on a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Okimoto denounced Suzuki’s argument as relying on an 

implausible logic wherein “an absolute opposition (JP. zettaiteki na tairitsu 絶對的な對

立) is [directly] unified by the function of intuition without any mediation (Jp. mubaikai 

ni 無媒介に).” According to Okimoto, Suzuki interpreted the formula of “A is not A. 

Therefore, it is A” from the Prajñāpāramitā literature as signifying that “denial is 

simultaneously affirmation,…this standpoint of ‘not’ (Jp. hi 非) is immediately that of ‘is’ 

(Jp. soku 即).” However, Okimoto interprets the formula as meaning that “the world (of 

phenomena as we know of) is not the (true) world (but no other  world exists apart from 

this temporary phenomenal world).”51  In Okimoto’s view, there is no necessity to employ 

Suzuki’s logic of  “prajñā-soku-hi.” In light of Okimoto’s critique, the validity of Suzuki’s 

“spiritual intuition” and his comprehension of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must be 

scrutinized.  

Secondly, Suzuki’s association of the attainment of non-discrimination with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represents a perspective absent from his pre-war writings. Takemura 

Makio has observed that the new Japanese society envisioned by Suzuki was neither 

totalitarian, as was characteristic of pre-war Japanese society, nor individualistic, as 

Suzuki perceived certain Western societies. Instead, it was a society in which “all 

individuals perfectly fulfill themselves (Jp. enjō 圓成)  and respect each other”— “a form 

of society that must be realized for the sake of true human existence.”52  Takemura 

emphasized that Suzuki recognized the necessity of cultivating “self-awareness of an 

existence greater than oneself and others” as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promoting mutual 

respect among individuals. Suzuki wrote as follows: 

In the world of power, it is impossible to acknowledge and respect the values of 

humanity and the self-initiative (Jp. jinkakuteki jishuteki kachisei 人格的自主的

 
51 See Itō 2024, fn.20, Okimoto 2017, pp. 250–251.  
52 Takemura 2018,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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価値性) of the individuals. Unless one comes up against something higher than 

power, such a presence of the mind would not arise solely from within power. Also 

respecting others because one respects the value of oneself is a product of the self-

awareness that oneself and others both live within something ever greater (Jp. yori 

ōi narumono より大なるもの)….To be embraced by something ever greater 

means denying oneself by it. In other words, by denying oneself, one lives within 

an ever-greater thing. Moreover, one stands there facing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When one sees others in oneself and sees oneself in others, the relationship that 

arises between the two is a respect for each individual’s human character (Jp. 

jinkaku 人格). (Construction:138) 

Suzuki does not elaborate on what he actually means by an “ever-greater thing.” 

This idea was further developed in his lectures at the Imperial Palace. Next, we turn to 

the Main Purport, which is based on the imperial lectures. 

3-2. View of Dharmadhātu in the Main Purport of Buddhism 

As Takemura Makio noted, Suzuki asserted that “the Buddha’s mahākaruṇā is the 

essence of what establishes both oneself and others in transcendence of them both” and 

“the basis on which the world of shishi wu’ai is established is mahākaruṇā.”53 Suzuki 

reveals this perspective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the Main Purport: 

The power that moves the dharmadhātu of shishi wu’ai is nothing other than 

mahākaruṇā. It is this mahākaruṇā that enables the human individual ego [Jp. 

ningen no koga 人間の個我] (or the individual self [Jp. koko 個己]) to break 

through its limitations and broadly embrace and [also] be embraced by [Jp. hen’yō 

shōnyū 徧容摂入] the many other individual egos….Therefore, when they are 

hurt, so is oneself….This is not done with deliberate consciousness but becomes 

so naturally. (Main Purport:103–104) 

What is mahākaruṇā by which “the world of shishi wu’ai is established”? Notably, 

it is not something that individuals, as bodhisattvas, cultivate in the manner typically 

anticipated in the teachings on bodhisattvahood, nor as articulated in Suzuki’s EZB3. At 

the outset of the chapter entitled ‘Great Loving’ (Jp. Daihi 大悲), Suzuki first elucid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hākaruṇā and personality: 

 
53 Takemura 2018,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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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two Great Pillars that support the great architectural construction called 

Buddhism. One is called prajñā or great wisdom, the other is called great loving 

heart [Jp. Daihi 大悲] or great compassion [Jp. Daiji 大慈]…The essence (Jp. tai 

體) of the notions that wisdom is identical to loving heart and that loving heart is 

identical to wisdom [Jp. chi soku hi, hi soku chi 智即悲、悲即智]…can be 

described as  personality [Jp. jinkakusei 人格性]; great wisdom and great loving 

heart are living things. In particular, when considering the great loving heart, we 

must think of a living personality. Needless to say, this is not a personality that can 

be seen through discriminative wisdom. As it emerges through spiritual self-

awareness, it may be  regarded as a godhead [Jp. shinkaku 神格]….That which 

lives the logic of soku-hi [即非, is/is-not], this I will posit as the Absolute One [Jp. 

zettaiteki issha 絕對的の一者]…. This kāya manifests itself in various forms in 

the world of intellectual discrimination,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inconceivable [Jp. 

fukashigi 不可思議, acintya]. (Main Purport:78–79) 

In the above passage, both great wisdom and mahākaruṇā are envisioned in the form 

of personality. Although Suzuki’s perspective suggests that the ultimate origin of both 

great wisdom (mahāprajñā) and mahākaruṇā is dharmadhātu itself, he does not identify 

it as dharmakāya, as he did in the Outlines. Instead, he attributes a more tangible 

personality to mahākaruṇā, embodied in the form of the Amitābha Buddha. In one 

passage, he notes that “what makes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function is no other” than 

mahākaruṇā and that “Buddhists always give it a personified appearance. The Amitābha 

Buddha is a personality as such” (Main Purport:107). Suzuki designates the Amitābha 

Buddha as one possible example of how mahākaruṇā might be envisaged in the form of 

a person. However, as the lecture proceeds, Suzuki exclusively speaks of Amitābha as the 

personified form of mahākaruṇā. 

The vow54 of Amitābha wills to make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appear on this land 

(Jp. shido此土). The dharmadhātu perceived through spiritual intuition means the 

Pure Land of Amitābha. And Amitābha is nothing other than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If we beat the shishi wu’ai into one totality, it becomes Amitābha, and if the 

great loving heart of Amitābha is divided into the pearls that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thing is [Jp. koko-jiji no shinju 個個事事の眞珠], we sentient beings 

 
54 The original Japanese term is seigan 誓願 which Suzuki also translates as “prayer,” but I have followed 

his translation in the EZB3. 



Views on Dharmadhātu in D. T. Suzuki’s Huayan Thought 257 

 

will each be decorative ornaments [Jp. shōgon 荘嚴] of the Pure Land. (Main 

Purport:111) 

In any case, the forty-eight vows on the part of Amitābha (or the countless vows 

made over the course of countless kalpas), the constant nembutsu (prayer [Jp. 

oinori お祈り])  and repentance on the part of sentient beings—in them,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is exhausted. Both are nothing but the manifestations of great 

loving heart, which serves to establish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Main 

Purport:121) 

In these passages, we see the notion of dharmadhātu transformed into a richly 

described, yet somewhat metaphysical, idea; it is simultaneously the Amitābha Buddha, 

its Pure Land consisting of each and every sentient being, and essentially the 

manifestation of mahākaruṇā itself. Although this is not the simple image of the 

dharmadhātu personified as a transcendent universal being with a “will” called 

dharmakāya, as Suzuki posited in the Outlines, it diverges significantly from the ideas 

articulated in the EZB3. In the EZB3, Suzuki described dharmadhātu as discerned through 

spiritual contemplation, illustrated by the image of the Maitreya’s Tower. Suzuki 

contended for the identity of dharmadhātu and lokadhātu, and posited that the sustaining 

power (adhiṣṭhāna) of dharmadhātu is constituted by the bodhisattva’s vow (praṇidhāna) 

or bodhicitta alongside knowledge (jñāna). Furthermore, he emphasized the crucial role 

of mahākaruṇā of each and every bodhisattva (EZB3:179–189). Suzuki’s empha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loser ties between dharmadhātu and a transcendent being, 

specifically the Amitābha Buddha, finds greater resonance with his perspective on the 

dharmakāya articulated in the Outlines. Suzuki’s second direction subsequent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Outlines, as hypothesized by Sasaki Shizuka in his critique of the 

Outlines, can be discerned in Suzuki’s treatment of the dharmadhātu, where he maintains 

his early beliefs regarding a foundational transcendent entity.  

What, then, motivated Suzuki to advocate for a perso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dharmadhātu in the Main Purport, with a notable degree of passion in his expression? 

One plausible explanation lies in his pronounced emphasis on the religious experience, 

which is more oriented towards individual spiritual salvation. This approach stand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emphasis on the fervent commitment to the salvation of other sentient 

beings, which Suzuki elaborated on in the EZB3. Suzuki’s  anxiety is evident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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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a vague sense of insecurity at the very bottom of our hearts that we 

cannot completely erase. There is a sense that we cannot feel fulfilled by just being 

who we are—a being merely of intellectual discrimination (Jp. chiseiteki funbetsu 

知性的分別) and moral duty. I do not know what it is, but there is the feeling that 

we need something more, a being which transcends humans and which has the 

most intimate relation with humans; there exists on our side a sense of longing 

towards that….This longing, this feeling, this anxiety, constantly demands a 

solution. It is simultaneous with this solution that Amitābha truly relates to my 

being. (Main Purport:121–122) 

Notably, these are words uttered by Suzuki in the spring of 1946, barely eight months 

after the devastating defeat of Imperial Japan, when the country was still under allied 

occupation, with a new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yet to be written. In order to get a 

possible glimpse of Suzuki’s inner mind, the concluding words of the lecture may give us 

a clue: “One says, ‘Give glory to God in heaven, and on earth let there be peace.’ This is 

an outflow of great loving heart equivalent to decorating the Pure Land (Jp. jōdo no 

shōgon 淨土の荘嚴). What will save the world from now on is this great loving heart. 

And the great loving heart must also be the great wisdom” (Main Purport: 144).   

The acknowledgement of our limitations and the existence and the sustaining power 

of something “larger than ourselves”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not only for Suzuki 

and the Japanese populous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but also for many individuals 

facing conflicts, divisions, and anxie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owever,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transcendent power of an existence “larger 

than ourselves,” a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Amitābha, and Suzuki’s earlier advocacy for 

individuals to strive for spiritual realization akin to that of the young Sudhana in the 

Huayan Sutra, warrants further examination. In the EZB3, Suzuki asserted that the 

attainment of bodhisattvahood, as illustrated by Sudhana’s spiritual journey, reveals “the 

Bodhisattvas and the Buddhas shining in the sweat of their foreheads,…in the fury of 

passions burning against injustice in its multifarious forms…in their never-ending fight 

against all that goes under the name of evil.”55  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bodhisattva 

requires us to ultimately join the “Bodhisattvas and the Buddhas” in their efforts towards 

the salvation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lthough this aspiration might seem beyond reach, 

the Huayan Sutra continues to encourage its pursuit. 

 
55 EZB3:85–86. 



Views on Dharmadhātu in D. T. Suzuki’s Huayan Thought 259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d some of D. T. Suzuki’s writings wherein he discussed 

some of the central teachings and concepts of the Huayan Sutra and Huayan thought. 

Based on the initial interest in scrutinizing the ‘diversity’ or ‘inconsistencies’ in Suzuki’s 

understanding of certain concepts in the Huayan Sutra, such as bodhicitta and  

mahākaruṇā, we analyzed how Suzuki understood the Huayan concept of  dharmadhātu. 

Through this, we have been able to clarify the following points: 

In the Outlines, the first book authored by Suzuki in English, the focus is on 

dharmakāya, which is occasionally depicted as a personified expression of dharmadhātu. 

Suzuki understood dharmakāya as a transcendent and universal entity with a “will.” In 

our analysis of the critique by Louis de la Vallée-Poussin regarding this interpretation, as 

discussed by Sasaki Shizuka in the ‘translator’s afterword’ to his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utlines, we confirmed that Suzuki’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Huayan Sutra exhibits a degree of ‘adaptation’ in his effort to buttress his view of a highly 

personified dharmakāya, which La Vallée-Poussin criticized as ‘Vedāntic.’ 

In the subsequent sections of this paper, we examined Suzuk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ayan dharmadhātu, which became the center of focus in place of dharmakāya in his 

later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articulated in Sasaki’s hypothesis regarding the two 

directions that Suzuki pursued in response to critiques of the Outlines, we observed that 

in the EZB3, a reorientation of view is evident. This reorient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pronounced emphasis on the teaching of śūnyatā and Suchness, an implicit 

acknowledgement of the Huayan doctrine of mutual identity and interpenetration (Ch. 

xiangji xiangru 相即相入).  

Throughout Suzuki’s writings on the Huayan Sutra, and potentially on other topics, 

a recurring theme is his emphasis on “spiritual insight” or “spiritual intuition.” Although 

there are reasons to question this concept when viewed through Suzuki’s logic of soku-hi 

(is/is-not), spirituality remains a significant element in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Huayan 

Sutra. In the EZB3, the concept of “spiritual intui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his 

interpretation of dharmadhātu, grounded i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śūnyatā. There, 

he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 bodhisattvas’ intuition, actions, and the 

virtues they exercise.  Conversely, in Suzuki’s post-war works, such as the Main Purport, 

the notion of “spiritual intuition” led him to assert the identity of dharmadhātu with the 

Amitābha Buddha and the mahākaruṇā it emanates. His discussions on dharmadhā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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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not a complete revival of the personified concept of dharmakāya he advocated 

in the Outlines, seem to underscore the presence of a transcendent power with a “will” 

(in this context, mahākaruṇā) in personified form, which he equates with dharmadhātu.  

In his post-war writings, Suzuki asserted that we must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 of 

a power that is “larger than ourselves.” We observed that his endorsement of faith in the 

Amitābha Buddha as the transcendent source of mahākaruṇā was linked to Suzuki’s 

significant anxiety and concern with spiritual salvation during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Within this framework, we observed that Suzuki’s perspective was also grounded 

in a strong conviction that the Huayan world-view of dharmadhātu articulated in the form 

of shishi wu’ai, could contribute, and indeed should, be utiliz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re egalitarian and compassionate society in the aftermath of a globally devastating war.  

Suzuki wrote in the concluding passage of the essay “In This Age”: “If  dharmadhātu 

is reflected in the [mundane] world, and the Pure Land is reflected in the Sahā world, the 

Huayan world-view must immediately be our world-view….If people are i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monarch,56 if nations are in confrontation the world, and if there is no interaction 

[among the people] of unfettered perfect interfusion [Jp. en’yū jizai 圓融自在], nor 

mutual embracing, nor interpenetration [Jp. hen’yō徧容, shōnyū 摂入],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race is inevitable” (“In This Age”:148). From a soteriological standpoint, it 

would be prudent to allow readers to determine which of Suzuki’s varie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dharmadhātu (and dharmakāya) they find the most compelling. 

However, whether one perceives dharmadhātu as synonymous with Amitābha Buddha 

and its Pure Land, representing something “larger than ourselves,” or conceives the 

sustaining power (adhiṣṭhāna) of dharmadhātu as being constituted by the Buddha (or 

Buddhas) and the vow (praṇidhāna) or bodhicitta of each and every bodhisattva, the 

Huayan perspective—characterized by unfettered mutual embracing of all individuals 

and an emphasis on mahākaruṇā—remains profoundly relevant in an era marked by 

widespread division and conflict among individuals, societies, cultures, and nations. 

 
56 This statement could be taken as reflecting a conservative view of imperial rule, one that confers a human 

yet still a special status on the emperor. This view was also reflected in his plan to apply the shishi wu’ai 

world-view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Japan, which Ichikawa Hakugen criticized. See Itō 2024, p.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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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ŏn Master Daehaeng (大行禪師, 1927–2012) w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Buddhist nuns in modern Korean Buddhism. She founded the Hanmaum Seonwon (Sŏn 

Center of One Mind), which expanded to include fifteen branch temples across South 

Korea and ten international branches, in addition to its headquarters in Anyang. 

Daehaeng’s teachings integrate Buddhist doctrine with the bodhisattva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At the time of her passing in 2012, she was working on a Korean translation 

of the Huayan jing, although it remains unpublished. Nonetheless, various materials 

suggest the influence of Huayan thought on her Buddhism. This article explores 

Daehaeng’s Huayan thought in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examines her life and key 

teachings; the second analyzes the wooden painting in the dharma hall of Hanmaum Sŏn  

Center, which she identified as a visualization of the Huayan Buddhist world; and the 

third and final section consider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Daehaeng’s teachings and 

Huayan Buddhism’s approach to social engagement in ou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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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Sŏn Master Daehaeng (大行禪師, 1927–2012) w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Buddhist nuns in modern Korean Buddhism. She founded the Hanmaum Seonwon (Sŏn 

Center of One Mind), which expanded to include fifteen branch temples across South 

Korea and ten international branches, in addition to its headquarters in Anyang. 

Daehaeng’s teachings integrate Buddhist doctrine with the bodhisattva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At the time of her passing in 2012, she was working on a Korean translation 

of the Huayan jing, although it remains unpublished. Nonetheless, various materials 

suggest the influence of Huayan thought on her Buddhism. This article explores 

Daehaeng’s Huayan Buddhist thought in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examines her life 

and key teachings; the second section analyzes the wooden painting in the dharma hall of 

Hanmaum Sŏn Center, which she identified as a visualization of the Huayan Buddhist 

world; and the third and final section consider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Daehaeng’s 

teachings and Huayan Buddhism’s approach to social engagement. 

2. Life in the Wilderness: On the Fundamentals of Existence 

The Essential Teaching of One Mind (Hanmaŭm Yojŏn), published by Hanmaum 

Seonwon, provides a relatively detailed account of Daehaeng’s early life, although some 

scholars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her biography compared to those of other Sŏn masters.2 

According to this source, she was born in 1927 into a relatively comfortable household. 

The family own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land in what is now the Itaewon area, and 

her father was running a company. Korea was colonized by Japan in 1910, and her father, 

a retired military officer, resisted colonial rule. As a result, he was repeatedly imprisoned 

and forced into a life of a fugitive, constantly hiding from Japanese authorities. 

Eventually, the family was suddenly evicted from their home—an event that occurred 

when she was around seven years old. Left with nothing, the family reportedly survived 

by building a hut on a hillside in Heukseok-dong. Although Heukseok-dong is now part 

of central Seoul, at the time it was an undeveloped area of wooded hills, lacking village 

infrastructure or basic facilities. 

 
2  Choe Won-sup (Ch’oi Wŏnsŏp) has noted that the chronology of Daehaeng’s life is less clearly 

documented than that of other Sŏn masters, and that even the details of her life prior to 1980 remain 

uncertain. For example, see Choe, Won-sup, ｢미래 한국불교를 위한 묘공대행의 생애와 사상 

재조명‑탄신 100 주년 전시회를 가정하여‑｣. (Illuminating Myogong Daehaeng’s Life and Philosophy 

for Future Korean Buddhism—Assuming an Exhibition 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He 

Birth), Hanmaŭm yŏn’gu 9 (2022), 303-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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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d out of their home, the family struggled to survive in extreme poverty. For 

young Daehaeng, however, poverty was not the only hardship. Daehaeng recalled that her 

father was generous to others but, for reasons unknown, was harsh toward her. She later 

recounted avoiding home and sometimes sleeping outside, afraid of his outbursts. 

Life on the hillside was undoubtedly hard and difficult. Yet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Daehaeng appears to have gained early insight into fundamental truths about existence. 

She recalled that during her time wandering the hills and spending nights outdoors, she 

often asked herself, “Why are there rich and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why are there 

more people who are poor, hungry, and sick than those who are wealthy?”3 This was a 

profound question for a child to contemplate, especially while living in such destitution. 

Yet Daehaeng’s anguish over life’s inequities did not focus solely on unfairness. In The 

Essential Teaching of One Mind, she reflects on this early memory in contrast to a deeper 

realization she gained in the mountains: “In the forest, there were no gaps between rich 

and poor, no hierarchies of power—there was only life itself. Yet … life outside the forest 

remained unchanged, still filled with inequality and suffering.”4 

Whether in the 1930s, when Daehaeng wandered the mountains, or in 2025, nearly 

a century later, the experience of suffering and living in an unjust society remains a daily 

reality for many. The world has long been marked, however one explains it, by a persistent 

conflict between those who have and those who have not, between the powerful and the 

powerless. Yet if we focus solely on this dimension of life, we risk falling into despair or 

cynicism. Daehaeng’s strength lies in her ability to perceive the other side of pain and 

inequality—what she calls “life” itself. Because she saw this life, and the suffering and 

conflict that inevitably arise from it, she turned inward, asking a deeper ontological 

question: “If there is a you who made me, show yourself—I want to see your form.”5 

Humans struggle in the face of life’s absurdity. We are often frustrated by 

misfortunes and suffering that arise without apparent reason or cause. How one navigates 

a situation of such destitution shapes the direction and meaning of their life. For 

Daehaeng, communion with nature in the wilderness became the path to practice and 

awakening to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existence. As she reflects: “I didn’t learn truth 

 
3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Daehaeng sŭnim haengjang, pŏbŏ chip (Anyan, Korea: Hanmaum 

Seonwon ch’ulp’anbu, 2022), 27. 
4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26-27. 
5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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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rand and noble sources like sutras or seated meditation—I learned from humble 

things. For instance, I learned the law of cause and effect from picking a single frost-

covered chili pepper.”6  As such, Daehaeng grasped life’s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rough her encounters with various beings in nature. 

Daehaeng’s encounters with other beings in the mountains, where she once learned 

the laws of existence from something as humble as “a frost-covered chili pepper,” 

intensified during her continued life of homelessness in the wilderness. She recounts 

several moments when she survived with the “help” of non-human beings. On one 

occasion, she was saved from a collapsing cliff by following a line of ants. At another, a 

sudden appearance of diving pigeons prevented her from falling off a precipice. On yet 

another, a snake brought her specific leaves that, when brewed, stopped her bleeding as 

she lay weak and coughing blood, expecting death. These moments reveal a profound 

communion with the natural world, one that goes beyond metaphor into lived 

interdependence. These encounters with nature and other living beings may sound like 

fables from a children’s book. Yet through them, Daehaeng ca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mystery of existence. Such experiences opened her to the depth and intensity of life itself. 

As she recalls: “The profound love and compassion common to all living things, that 

ultimate, desperate heart that seeks to save, rescue, and comfort each other, seized my 

entire body and soul so powerfully that I could not help but weep.”7 

Religious activities take many forms, and among them, pilgrimage is a practice that 

transcends both time and culture. At first glance, religious pilgrimage may seem difficult 

to grasp. Logically, visiting sacred sites appears paradoxical: when pilgrims journey to 

Lumbini, the birthplace of the Buddha, the Buddha himself is not physically present, nor 

does the site remain as it was at the time of his birth. Yet pilgrimage has the power to 

transform ordinary space into sacred space, offering access to a spiritual dimension that 

eludes everyday experience. It also transcends chronological time, allowing pilgrims to 

symbolically return to the age of sages and founders, thus collaps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sacred past. 

The fact that pilgrimage enables travelers to transcend their present time and space 

to enter the world of the sages also suggests that pilgrimage is a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within the pilgrim’s own body. As a journey undertaken through the body, pilgrimage 

becomes a holistic act—one that integrates the physical,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6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54 
7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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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of being. This helps explain the enduring appeal of routes like the Camino de 

Santiago, where pilgrims walk for days or even for more than a month, often with 

blistered feet. Each step is not only a spiritual movement but also a bodily transformation, 

making the pilgrimage a fully embodied experience. 

During her ascetic practice in the mountains, Daehaeng must have undergone such 

a holistic pilgrim’s experience. She describes this experience:  

“While wandering in the mountains, I often looked up at the sky and pleaded, ‘O 

dear, now that I reflect on my path, I realize I never knew how difficult it was for 

this unworthy one to walk this path’. This was because I thought of those ancient 

seekers of truth who risked their lives walking from Korea to China, and from 

China to India. Since no one forced me but I chose to follow and walk this path 

myself, there was really nothing to resent, nothing to call difficult, nothing to call 

joyful—but when I reflected on their hearts and intentions, those who silently 

walked while treating their bodies as mere straw, I came to understand the minds 

of the patriarchs and Buddha.”8  

During this pilgrimage, she “sang with birds, conversed with unnamed plants and trees, 

and at times soared freely through the vast sky.”9 

Daehaeng referred to a state of be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in communion 

with all beings as chuin’gong (主人空), or “Master of Emptiness.” This concept has 

become a signature of her teaching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Buddhist philosophy, 

chuin’gong resonates deeply with the East Asian Buddhist notion of buddha-nature (K. 

pulsŏng, 佛性). Within the Sŏn Buddhist tradition, the idea of buddha-nature is rooted in 

Bodhidharma’s teaching: “directly pointing to the mind to see one’s nature and become 

Buddha” (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s 

assertion that the mind is originally pure, with “no place for dust to settle.” In the context 

of Korean Sŏn Buddhism, Daehaeng’s chuin’gong may be understood as a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Pojo Chinul’s (1158-1210) teaching that “mind is the Buddha,” rearticulated 

for the 21st century.10 

 
8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98 
9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99. 
10 The idea that “mind is the Buddha” appears in various places throughout East Asian Buddhism. In 

Chinul’s Sŏn Buddhism, the teaching that “mind is the Buddha” emerges as his core philosophy. In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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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gesture that bridges tradition and modern sensibility, Daehaeng reinterprets the 

familiar Korean term chuin’gong (主人公, “main character”) as chuin’gong (主人空, 

“Master of Emptiness”), broadening the public resonance of her teaching. This 

reinterpretation gains trac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 expression sounds familiar, even as 

it shifts its meaning radically. Daehaeng articulates chuin’gong through a range of vivid 

metaphor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passage: “Before the sun, not even a point of darkness 

is tolerated. The chuin’gong, my original self, is the sun, and therefore the eyes of 

chuin’gong can see reality exactly as it is. Trust in the power of chuin’gong, the light of 

chuin’gong, the virtue of chuin’gong, the eyes of chuin’gong. With this trust, turn deeply 

inward toward chuin’gong. While seeing objects, do not become entangled in them; let 

them go and observe yourself with the bright eyes of chuin’gong.”11 In such descriptions, 

chuin’gong emerges as an energetically awakened self—the main character (chuin’gong, 

主人公) who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ster of emptiness (chuin’gong, 主人空). The “I” 

is not a passive recipient of reality but an actively engaged presence grounded in luminous 

awareness.  

Traditional Buddhist concepts such as buddha-nature and emptiness are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grasp. Equally profound is Pojo Chinul’s core Sŏn Buddhist teaching that the 

mind itself is the buddha. In his influential text Secrets on Cultivating the Mind (修心訣), 

Chinul writes with urgency: “The suffering of the three realms is like a house engulfed in 

flames—how can one remain inside, willingly enduring such prolonged agony? If you 

wish to escape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nothing surpasses the aspiration to become a 

buddha. Yet even as we speak of seeking buddhahood, the buddha is none other than this 

very mind. Why, then, search for the mind in distant places?” 12 Chinul’s words call for 

an inward turn, reminding us that liberation is not found elsewhere but within the very 

mind we already possess—a theme that reverberates through East Asian Chan/Sŏn/Zen 

Buddhist tradition and resonates with Daehaeng’s articulation of chuin’gong. Chinul 

reiterates this central teaching—that the mind is buddha—in several of his other works, 

including Complete and Sudden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圓頓成佛論) and Excerpts 

from the Dharma Collection with Personal Notes (法集別行錄並入私記). 

 
major works such as “Secrets on Cultivating the Mind” (修心訣), “Treatise on the Complete and Sudden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圓頓成佛論), and “Excerpts from the Dharma Collection and Special 

Practice Record with Personal Notes” (法集別行錄並入私記), Chinul repeatedly emphasizes this point. 
11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510. 
12  Chinul, 修心訣 (Secrets on Cultivating the Mind), 《韓國佛教全書》 vol.4.708, “三界熱惱, 猶如火

宅, 其忍淹留, 甘受長苦. 欲免輪廻, 莫若求佛, 若欲求佛, 佛卽是心, 心何遠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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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ity of Daehaeng’s teaching lies not only in her creation of the concept 

chuin’gong—the “subject of emptiness”—which draws from Sŏn Buddhism’s traditional 

insight that the mind is both a buddha and empty, but also in the way she grounds this 

realization in her own lived experience. Ironically, Daehaeng attributes her awakening to 

chuin’gong not to scholarly study or monastic training, but to her encounter with profound 

existential pain and solitude: “Had I been well-versed in writing and Buddhist sutras, 

would I have felt such loneliness? And had I not been so lonely, could I have received the 

consolation of chuin’gong?”13 

The fundamental solitude of existence is an inescapable condition for all beings. Yet, 

as Daehaeng observes, various worldly structures often serve to obscure this solitude. 

Education, family, society, material wealth, and social status all function as mediating 

forces that temporarily shield us from confronting the starkness of existential aloneness. 

Daehaeng reflects that had such structures been available to her during her years 

wandering in the mountains, she might not have encountered solitude in its rawest form. 

But she had no access to formal knowledge, social position, material comfort, or even 

familial protection.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she faced existential solitude without 

mediation that the depth of her awakening became so profound. And perhaps because no 

human bonds were available to her, she was instead able to form deeper connections with 

non-human beings. 

One might wonder how Daehaeng was able to cultivate such a strong and positive 

spirit in the face of overwhelming destitution. It is unlikely that she adopted this positive 

outlook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he must have struggled repeatedly, and through that 

struggle, a will to understand life—piece by piece—gradually emerged in her thinking. 

Her time in the mountains was not brief; it began when she was around seven years old, 

circa 1935, and continued until the founding of the Hanmaum Center in 1972. During this 

period, she received the novice precepts twice. In 1950, Daehaeng expressed her wish to 

enter monastic life to Sŏn Master Pang Hanam (1876–1951), the first Supreme Patriarch 

of the Jogye Order, the largest Buddhist order in modern Korea. She received the novice 

precepts from him, along with the Dharma name Ch’ŏnggak (靑覺). Even after receiving 

the precepts, Daehaeng did not remain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instead, she “ran 

away” to the mountains, where she continued her practice—wandering through the peaks 

like clouds and flowing water.14 Through her solitary practice in the mountain wilderness, 

 
13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125-126. 
14 Hanmaum Seonwon, Myogongtang Daehaeng Sŏnsa haengjang, https://ebook.hanmaum.org/ecatalog5.

php?Dir=433&Cate=&start=&catimage=&callmode=&eclan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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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haeng gradually deepened her spiritual realization, reaching a recognizable state of 

mental clarity and eventually founded Hanmaum Seonwon in 1972. After the death of 

Hanam in 1951, Master T’anhŏ (1913–1983), who had witnessed Daehaeng’s rigorous 

practice, advised her to receive the novice precepts again in order to restore her standing 

within the sangha. Because Daehaeng had not been engaged with the sangha after 

receiving her initial precepts, her name had been removed from the sangha registry. 

Master T’anhŏ recommended Venerable Ujin as her teacher so that she could receive the 

precepts again. Venerable Ujin gave her the dharma name Daehaeng.15   

Daehaeng’s writings are filled with the heart-wrenching agony she endured during 

her years in the mountains. Yet because her awakening was so profound, the solitude and 

pain she experienced did not remain merely personal—they became the ground for deep 

empathy with all beings, especially those dwelling at the margins of existence. Reflecting 

on this, Daehaeng writes: 

“I never wanted to harm even the smallest creatures for my own benefit, because 

the pain was too deep. Because this world was so painfully bitter and so tearful, I 

hoped that at least others would not have to experience such bone-deep pain, that 

at least others could live without tears. Even now, I am drawn more to the pitiful, 

the uneducated, the inadequate. Not just people, but also to animals. Among them, 

I feel particular compassion for creatures like snakes, which everyone, human and 

beast alike, detests and abhors as repulsive.”16 

Like her experiences, Daehaeng’s language describing her mountain asceticism is 

raw and unrefined. She speaks of the bone-deep pain and tearful anguish of existential 

solitude in unadorned, direct terms. This naked language mirrors the starkness of her life 

in the wilderness. Her deep compassion for those at the margins reveals not only the core 

of her own thought but also points to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religion itself: to 

recognize suffering and respond with awakened empathy. 

Although all humans are, in a fundamental sense, marginal beings, most strive to 

present themselves as if they occupy the center of reality. They not only conceal their own 

marginality but, in doing so, construct hierarchies that place others—especially those 

 
15 Hanmaum Seonwon, Myogongtang Daehaeng Sŏnsa haengjang, 16. 
16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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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bly at the margins—beneath them. This concealment often leads to condescension 

toward other people and beings, reinforcing systems of superiority and exclusion. 

Daehaeng’s deep concern for those at the margins emerged directly from her own 

life at the margins. She recalls: “Living in this world, when I was trampled upon, beaten, 

and despised by others, I walked a path of tears, dragging my body. At such times, I 

thought of insects crushed under pedestrians’ feet. Our lives were no different from the 

insects’ condition—understanding that their world has its own way of living, I observed 

in detail how they dragged their broken bodies away, weeping, after being stepped on. 

How can we call any life trivial and another life noble or refined?” She continues, “Had 

I not fallen into the pit myself, I would not have understood its meaning; had I not walked 

on muddy ground, I would not have understood its meaning.”17 

Daehaeng’s experiences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 existential truth she realized 

through them form both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her Buddhist thought. Her meditation 

on marginal beings led her to perceive existence not through the lens of hierarchy, but 

through the lens of equality. This deep sense of existential equality, in turn, becomes the 

ground for the co-existence of all beings. As Daehaeng writes: “There is no separation 

between poisonous herbs and medicinal herbs. …  Since I and the grass are not two, and 

I and the grass and emptiness (空) are not two, how could what we call poisonous herbs 

kill me?”18 

The relationship Daehaeng cultivated with nature during her mountain practice 

offers a vivid illust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at fosters awakening to the reality of all 

beings. Humans are not separate from nature but are an inseparable part of it. In this sense,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ural world becomes a vital lens through which we can 

understand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Daehaeng’s mountain practice testifies to 

this truth. Unlike in human society, in nature she encountered the equality of all existence. 

There, beyond the binary of good and evil, beyond distinctions between poisonous and 

medicinal herbs, she perceived the non-duality that underlies all things. She referred to 

this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beings simply as “life.” Daehaeng’s awakening in the 

mountains thus offers a lived expression of what is now called ecodharma—a nature-

centered 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t practice increasingly embraced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Buddhism. 

 
17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127. 
18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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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oday’s world, where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a pressing global concern, a group 

of Buddhist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ecodharma—a nature-centered form of Buddhist teaching that integrates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mindfulness, and meditation. Rooted in the principles of engaged Buddhism, 

the ecodharma movement foregrounds the intersec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social 

injustice, particularly racial inequality. Central to ecodharma is the belief that Buddhist 

practice must include an ethical and practic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environment. 

Advocates of ecodharma argue that ecological issues are inseparable from broader 

structures of social injustice, includ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peripheral communities by dominant centers. In this context, some ecodharma activists 

contend that the movement should be led by people of color, as a corrective to elite, white-

centered environmental discourses that often exclude or overlook marginalized voices. 

This position is deeply informed by the historical realities of Western, especially 

American, society. After centurie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trauma 

inflicted on communities of color, particularly African Americans, critics find it troubling 

when white intellectuals seek to link ecological concerns with social justice without 

addressing their own complicity in systemic violence.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distinct histor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at has shaped 

the ecodharma movement in specific ways, the core concerns raised by ecodharma 

activists are not limited to any one racial or national context. As they rightly point out, 

the issue of marginalization transcends racial categorie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societies continue to grapple with deeply rooted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ose 

living at the margins—whether due to class, caste, ethnicity, gender, or other social 

hierarchies. The suffering of these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is often ignored, and public 

sensitivity to their pain remains limited. In this broader sense, the insights of ecodharma 

carry global relevance, call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and social justice across divers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At the very foundation of ecodharma l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Since the onset of the modern era, dominant paradigms of civilization have viewed 

humans and nature as fundamentally separate, celebrating the “conquest” of nature as a 

marker of human achievement and superiority. However, when we return to the basic 

condition of existence—that humans are not apart from nature but inherently part of it—

this relationship can open the possibility for profound self-recognition. In moments of 

genuine harmony with the natural world, human beings may experience a return to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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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r selves. In this spirit, environmental activist and Zen Buddhist practitioner Tim 

Ream describes the awakening that arises through such intimate engagement with nature 

as “eco-kenshō”—a term that fuses ecological awareness with the Zen insight of seeing 

into one’s true nature.19 Ream notes that being in nature helps reduce attachment-based 

thinking, alleviates anxiety, and allows one to overcome complex emotional patterns, 

ultimately enabling a loosening of the ego’s hold. While Daehaeng’s ascetic practice in 

the mountains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modern efforts to reconnect with nature, there 

are meaningful resonances with the practices of ecodharma activists. Like them, 

Daehaeng came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existence and the Buddhist worldview not 

through study of texts, but through direct, embodied experience with the natural world. 

One of the key insights that ecodharma Buddhism offers i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karma. While karma has traditionally been understood in Buddhism 

as a framework for individual 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modern movements such as 

engaged Buddhism have expanded this view to include the concept of social karma or 

collective karma (K. kongŏp, 共業). This broader understanding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foundational Buddhist teachings. If, as the metaphor of Indra’s net suggests, the existence 

of any one being is defined through its relationship with all others, then an individual’s 

karma cannot be entirely separate from the karma of the collective. Acknowledging the 

sociality of karma shifts the focus of Buddhist practice from purely personal liberation to 

active engagement with the conditions of collective suffering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is 

light, Daehaeng’s life may be seen as a journey from individual awakening to a deep and 

sustained commitment to social engagement.   

3. Daehaeng’s Teaching and the World of Huayan Buddhism Visualized 

During her time in the mountains and afterward, Daehaeng did not undergo formal 

Buddhist training. Instead, as she explained, she learned universal principles through 

observing and living with nature. After establishing the Hanmaum Sŏn Center, she 

translated major Buddhist sutras into Korean in a way that was accessi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At the time of her death, she was working on a Korean translation of the Huayan 

sūtra. This translation remains unpublished, though I understand her disciples are 

working to publish it posthumously. 

 
19 BESS Family Foundation. Earth-Based Mindfulness and Mediation: An Exploration of Ecodharma 

Practice, 2024. Online https://online.flippingbook.com/view/1887469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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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her dharma talks rarely addressed specific Buddhist scriptures directly, 

Daehaeng occasionally referenced the Huayan sūtra. A distinctive artifact helps us gauge 

Huayan’s influence on her Buddhism: the Buddhist Wooden Panel/Painting (K. 

mokt’aeghwa, 木幀畵) in the main dharma hall at Hanmaum Center headquarters. In a 

dharma talk on February 21, 1988, Daehaeng described this painting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Huayan Buddhist worldview. 

In the following, I discuss the Buddhist panel painting at the Hanmaum Center and 

how Daehaeng envisioned the Huayan world through this work. Although the artist, 

Venerable Ch’ŏngwŏn, created the painting, he worked closely with Daehaeng throughout 

its nearly year-long creation—from conception to completion. One could say that 

Ch’ŏngwŏn’s artistry gave form to Daehaeng’s vision. 

 
Figure 1: Buddhist Wooden Panel Painting at the Hanmaum Center, 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 

The Buddhist Panel Painting measures 12 meters and 28 centimeters in width and 3 

meters and 80 centimeters in height. It consists of three panels: the center depicts the 

world of the enlightened; the right panel represents the world of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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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panel portrays the realm of hell.20 Each panel shows Daehaeng’s unique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visualize her teaching of chuin’gong and how to practice Buddhism.  

The center panel features an arrangement that is distinctive from the common setting 

of a Buddhist painting that one might find in a dharma hall of Buddhist temples. The 

Buddha is sitting at the center of the paint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uddha, sixteen 

Korean national masters appear, and on the left, sixteen Korean Sŏn masters. These 

arrangements clearly depart from the usual image of the Buddha surrounded by traditional 

attendant bodhisattvas (K. hyŏpsi posal, 脇侍菩薩). This painting’s representation of 

Korean masters in the main hall is unprecedented even in the paintings in Korean 

Buddhist temples. The choice reflects Daehaeng’s emphasis on localizing Buddhism, 

making its teachings more accessible to Korean practitioners by visualizing Korean 

master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Indian or Chinese ones. This localization aligns with 

Daehaeng’s core teaching that practice begins from within oneself, not from external 

sources. According to Ch’ŏngwŏn, Daehaeng included Korean masters to emphasize the 

centrality of one’s own existence—the chuin’gong, a self with agency. Yet as discussed 

earlier, this self is empty, thus preventing egocentric thinking. 

Another significant element of the painting appears below the Buddha: a figure 

shown from behind, standing on earth and viewing the entire scene. This figure represents 

each viewer—the chuin’gong in Daehaeng’s terminology—who observes and exercises 

agency in the world. The figure embodies Daehaeng’s teaching that “Because I exist, there 

exists the Buddha.” 

The right panel (from the viewer’s position) depicts the world of sentient beings—a 

radical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al Buddhist paintings in main dharma halls, which 

typically portray the Buddha’s life or enlightened realms but not the world of sentient 

beings. Daehaeng placed this world of ordinary experience directly adjacent to the 

Buddha’s enlightened realm. The panel illustrates the full spectrum of human life—birth, 

youth, marriage, and death; those who face failure and those who achieve success; some 

devoted to spiritual practice, while others pursue worldly pleasure. At the center of this 

world lies a circle containing an “eye,” symboliz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ntient being, 

the chuin’gong, who possesses the agency to engage with and embody the Buddha’s 

teachings. 

 
20 A video presentation of this wooden painting/panels can be found on YouTube, “Hanmaum Seonwon A

nyan Ponwŏn Mokt’aenghw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mHgP5wzY5E&t=12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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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ll realm panel depicts various forms of torment: people being dismembered, 

boiled in cauldrons, and having their limbs nailed. At the center of this hellish chaos 

stands a solitary figure within a circle. Framing these realms of sentient beings and hell 

are passages from Daehaeng’s teachings. Above the hell realm appears: “Since karma is 

fundamentally empty with nothing to cling to, everything depends on this single thought 

in the present moment.” Below it reads: “One thought creates hell, one thought achieves 

nirvana. Learn to master that one thought well.” 

Viewed holistically, the three realms—enlightenment, sentient beings, and hell—

appear not as separate worlds but as interconnected domains. A practitioner living in the 

realm of sentient beings can create hell through misunderstanding their existential reality 

or achieve enlightenment through prope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The Korean national 

masters and Sŏn masters in the central panel stand as testament to the attainment of 

nirvana. Yet this achievement does not represent a fixed state; like the circles at the centers 

of the panels, everything exists in flux. 

This brief analysis of the painting reveals why Daehaeng identified it as representing 

the Hwaŏm world. The figure standing on earth below the Buddha in the central panel, 

the eye in the realm of sentient beings, and even the person in hell’s center represent 

potential manifestations of each one of us. These figures parallel Sudhana’s journey on 

the bodhisattva path as described in the Huayan sutra, each embody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spiritual pilgrimage. 

The dharma hall features a series of paintings depicting Sudhana-like figures on a 

journey to learn about bodhisattva practice. The Huayan teaching that “The moment of 

raising the first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is itself complete enlightenment” (初發心時

即正覺) aligns with Daehaeng’s teaching of one-mind (K. hanmaum), while her concept 

of chuin’gong appears as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 Sudhana.  

4. Daehaeng’s Teaching of Five Sharing (五共) and Huayan Buddhism 

Daehaeng’s social engagement can be seen as an extension of the pain, empathy, and 

shared nature she felt toward other beings in the mountains. That empathy and pain 

stemmed from the stark recognition of her own marginality—the realization that she stood 

on the periphery rather than at the center of society. As Daehaeng says, “I think I was able 

to know the true principles because I felt so deeply that I was an inadequate person. 

Because I was so inadequate, I don’t know how much I cried while embrac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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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dequate self.”21 In modern Korean Buddhist history, there are few Sŏn masters who 

have dealt with the marginality of existence as intensely as Daehaeng did. 

Daehaeng taught her followers about Buddhism in daily life. She taught, “Since the 

Buddha is present everywhere, do not think he exists only in the temple’s dharma hall. 

Instead, believe inwardly and observe inwardly— in any place and at any time.”22 

Daehaeng’s attitude toward practice is also reflected in her explanation of truth. When 

she healed people’s illnesses and helped fulfill their wishes, people came to expect 

teachings about some special truth from her. To such public expectations, Daehaeng 

responded: “Truth—or reality—is not something astonishing, mysterious, or 

overwhelming. Shouldn’t truth be something profoundly simple? Truth is the heart that 

grieves for others and cherishes them; it is the pain that comes with understanding and 

embracing one another. What else could truth be?”23  

This understanding of truth is closely aligned with Buddhism’s most fundamental 

practical teaching: the elimination of suffering. Therefore, Daehaeng says, “Your very 

life, as you live and breathe, is the Buddha dharma, truth, meditation, and the path. It’s 

not something you can learn through some systems, methods, and stages of practice - the 

system of dharma and method of practice exist within the very fact that you are here, now. 

The Buddha dharma is not something that exists separately.”24 

As a practice of chuin’gong, Daehaeng laid out five sharing or five ways of being 

together (K. ogong, 五共). Buddhist scholar Kim Ho-gwi proposes the structure of 

Daehaeng Dahaeng’s Buddhist teaching as follows: “Hanmaum [one mind] corresponds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Dahaeng’s Sŏn, chuin’gong corresponds to the mode of 

being, and ogongbŏp [five ways of sharing] corresponds to the practice of Daehaeng’s 

Sŏn.”25 

We have discussed Hanmaum and chuin’gong before. Their practical teaching, 

ogong (five togetherness, or five sharing 五共), consists of five ways of being together: 

the principles of living together (K. kongsaeng, 共生), sharing mind/heart together (K. 

kongsim, 共心), being one body (K. kongch’e, 共體), using together (K. kongyong, 共

 
21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132. 
22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148. 
23 Hanmaum Seonwon, Hamaum yojŏn, 230-231. 
24 Hanmaum Seonwon, Hamaum yojŏn, 274. 
25 Kim, Ho-Gui, ｢대행선 형성의 사상적 배경-본래성불사상과 관련하여｣ (“The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of Daehaeng Seon: Regarding the Thought of Inherent Buddhahood”), Hanmaŭm yŏn’gu 1   

(201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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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nd becoming food for one another (K. kongsik, 共食). Hyeseon expresses this 

teaching of five sharing more elegantly as follows: Daehaeng teaches the realization of 

One Mind as “living together with countless living beings (共 生), with shared 

mind/heart (共心), with shared origin (共體), with shared function (共用), and with 

shared nourishment (共食).”26 

The teaching of the five ways of sharing can be understood as a modern 

articulation of the Huayan concept of Indra’s net, offering a more concrete and 

accessible expression of its meaning. If our beings are like the jewels in Indra’s net, 

then what must we do to embody that realization in practice? Daehaeng outlines the 

practice through five sharing, or five ways of being together. Daehaeng’s teaching that 

“countless beings are teeming and living together in a single human body” shows that 

the “together” (K. kong, 共) is also emptiness (K. kong, 空).27 Furthermore, Daehaeng 

declares that “Even one’s own body is not truly ‘mine’; it is a community [composed 

of countless interdependent elements].” 28 Therefore, the five ways of togetherness 

(K. ogong, 五共) are both the emptiness of existence (K. ogong, 吾空) and the 

emptiness of awakening (K. ogong, 悟空).29  

This aligns well with Huayan Buddhism’s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dimension of 

Buddhism. This is why Daehaeng says, as quoted earlier, “Since the Buddha is present 

everywhere, do not think he exists only in the temple’s dharma hall. Instead, believe 

inwardly and observe inwardly—in any place and at any time. ”30  

5. Conclusion  

Daehaeng did not have formal education in Buddhism but learned it through her 

experiences in the mountains. Her dharma talks rarely delve into the discursive contexts 

of Buddhist scripture, instead focu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Buddhist teachings to daily 

life. Hanmaum Center defines Daehaeng’s teaching as “everyday Buddhism” (K. 

saenghwal Pulgyo 生活佛敎). Her references to Huayan Buddhist teaching, especially in 

 
26 Hyeseon, 《한마음과 대행선》 (Hanmaŭm and Daehaeng’s Sŏn) (Seoul: Unjusa, 2013), 259. 
27 Hanmaum Seonwon, Hamaum yojŏn,380. 
28 Hanmaum Seonwon, Hamaum yojŏn, 380. 
29 The passage makes use of wordplay in Chinese characters where different characters pronounced “gong” 

(sharing 共, emptiness 空) and “o” (five 五, oneself 吾, awakening 悟) create layers of meaning that are 

difficult to fully cap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30 Hanmaum Seonwon, Hanmaŭm yojŏn,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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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vision reflected through her design of the wooden panels in the main dharma hall of 

Hanmaum Center, clearly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of Huayan Buddhism on her thought. 

Three of her main teachings—one mind, chuin’gong, and five sharing—also reveal the 

Huayan teachings in her Buddhism. 

In evaluating Daehaeng’s teaching for our time, I interpret it as a new form of 

Buddhist social engagement. Buddhist social engagement has taken various forms 

throughout history. Limiting the context to modern Korean Buddhism, it is evident that 

Buddhist social engagement has evolved according to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times. 

In the case of Daehaeng, her teaching of social engagement reveals a modern version 

of the bodhisattva path, especially one that embodies the journey of the youth Sudhana in 

his quest for bodhisattva practice. In his journey to meet fifty-three dharma teachers, 

Sudhana comes to learn about bodhisattva practice from people representing diverse 

layers of society. His teachers are not limited to renowned bodhisattvas and monastics but 

include a language specialist, a distinguished man, a laywoman, a seer, ordinary boys and 

girls, kings and queens, mariners, fishermen, and even a heretic. 

Daehaeng’s teaching of everyday Buddhism requires such a practice of Buddhism in 

the milieu of diverse lifestyles and ways of living. The drawing of boys meeting people 

in the dharma hall of Hanmaum Center symbolizes this journey of coming to understand 

diverse aspects of life and applying Buddhist principles in dealing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xistence. 

The wooden panels, which visualize the world of Huayan Buddhism, convey that 

ordinary people should recognize both the emptiness of all beings and their own agency 

to create a better life. These panels not only embody the core of Daehaeng’s Buddhist 

teaching but also offer compelling evidence of her deep connection to Huaya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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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黑水城「行願經變相」內容探析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教授 

崔紅芬 

摘 要 

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存 20餘件《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

品》（以下簡稱《普賢行願品》），僅有 TK61、TK64、TK72、TK98、TK142、

TK243《普賢行願品》保存卷首畫，以主尊形象分為兩大類。TK61、TK64、

TK142、TK243 為一類，毗盧遮那佛頭戴寶冠相；TK72、TK98 為另一類，毗盧

遮那佛螺髮肉髻相。其中以 TK98《普賢行願品》卷首畫內容最為完成，共六折

面，包括了序分和十大願的內容。TK98《普賢行願品》第六折面上有榜題「行願

經變相」，可將 TK98 卷首畫稱為「行願經變相」。本文主要探析「行願經變相」

的內容，結合「行願經變相」與《普賢行願品》、〈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內

容，可確定 TK98《普賢行願品》充分展現了華嚴思想與淨土思想的結合，體現

了羅氏刊印施經的目的，卷首畫人物細節、服飾等也反映了周邊政權佛教文化對

西夏的影響。 

關鍵詞：俄藏黑水城、普賢行願品、卷首畫、變相、毗盧遮那佛

 
 本論文為 2019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專案《西夏文文獻中遺存唐譯經整理與綜合研究》階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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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藏黑水城文獻》中保存了 20餘件漢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

界普賢行願品》（以下簡稱《普賢行願品》），僅有 TK61、TK64、TK72、TK98、

TK142、TK243等保存卷首畫，按其主尊形象，TK61、TK64、TK142、TK243為

一類，毗盧遮那佛頭戴寶冠相；TK72、TK98 為另一類，毗盧遮那佛螺髮肉髻

相。其中以 TK98《普賢行願品》卷首畫內容最為完整，保存六折面，包括了序

分和十大願的內容。本文僅對 TK98《普賢行願品》卷首畫即「行願經變相」進

行探析，結合《普賢行願品》、〈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內容，可確定 TK98

《普賢行願品》充分展現了華嚴思想與淨土思想的結合，體現了羅氏刊印施經的

目的，也體現了西夏與遼金文化間的密切關係。 

一、 TK98「行願經變相」解說 

TK98《普賢行願品》為西夏刻本，經折裝，未染麻紙，共存 32 折半，65

面，每面 6行，行 15字，上下單邊，保存了卷首畫六折，有榜題，從右往左，第

六折上有「行願經變相」。可將 TK98《普賢行願品》卷首畫定為「行願經變

相」。「變相」又稱「變」、「經變」，廣義指繪於紙帛、寺壁、佛窟表現神佛及佛

經故事場面的圖畫；狹義指將某一部佛經變成一鋪首尾完成、有情節鋪陳之繪畫

作品。1  TK98「行願經變相」則是對《普賢行願品》內容繪製成比較完整、有情

節鋪陳的作品，將《華嚴經》與《普賢行願品》之普賢十大願有機結合起來，簡

潔明瞭的畫面將《普賢行願品》的內容和思想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一） 第一、二折內容 

從右向左的第一折、第二折構為一整體，描述毗盧遮那佛說法的場景，華嚴

三聖中毗盧遮那居中，左右為文殊菩薩、普賢菩薩等，但第二折很不清晰。第

一、二折應該為佛經序分的內容。 

「毗盧遮那佛」居第一、二折中間，側面坐在蓮花座上，上方有榜題從右往

左 1行內容為「教主毗盧遮那佛」，結跏趺坐於蓮華寶座上，身披田字格袈裟，雙

手作智拳印；其袈裟很有特色，為了突顯田字格紋，袈裟邊緣用比較寬的不同深

色表示。 

毗盧遮那佛左右分別為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有榜題。文殊菩薩畫在第一

折，在毗盧遮那佛的左面；右為普賢菩薩，畫在第二折。毗盧遮那佛的左上為天

 
1 季羨林主編，《《煌學學大典》》（上海：上海典書出版社，1998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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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八部，他們都有頭光，髮髻、形態各異；左下聲聞眾，剃髮，有頭光，服飾為

右衽；聲聞眾左面為梵王眾，有頭光，頭戴官帽，衣服右衽。這是第一折內容。 

第二折中為帝釋眾，有頭光，戴官帽；諸佛弟子眾，頭光，可見衣襟為右

衽；下方擺有供桌，供桌上有花、果等供品；供桌旁是雙手合掌的善財童子，赤

足，雙手合十，有頭光，頭上梳童子髮髻。 

 

TK98（1、2折面） 

第一折、第二折「變相」描繪的內容主要與《華嚴經》的「佛在室羅筏城逝

多林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與菩薩摩訶薩五千人俱，普賢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

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復與五百聲聞眾俱……復與無量諸世主俱……時，諸菩

薩及大聲聞、世間諸王并其眷屬咸作是念……」2基本相似。 

因《華嚴經》序分所涉及神靈非常之多，而佛經卷首畫不可能面面俱到，受

版面的影響，「行願經變相」中出現了以「天龍八部、聲聞眾、梵王眾、弟子

眾、帝釋眾」等為代表的人物概括諸多神靈。故此，「行願經變相」所涉神靈也

與《普賢行願品》流通分中出現的神靈有密切聯繫： 

世尊與諸聖者菩薩摩訶薩演說如是不可思議解脫境界勝法門時，文殊師利

菩薩而為上首，諸大菩薩及所成熟六千比丘；彌勒菩薩而為上首，賢劫一

切諸大菩薩；無垢普賢菩薩而為上首，一生補處住灌頂位諸大菩薩，及餘

十方種種世界普來集會一切刹海極微塵數諸菩薩摩訶薩眾；大智舍利弗、

摩訶目犍連等而為上首，諸大聲聞；并諸人天一切世主、天、龍、夜叉、

 
2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661上 7-662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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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聞

佛所說。3  

第一、二折卷首畫中，其他諸神靈圍繞在華嚴三聖周邊，下方是比較明顯的善財

童子。第一、二折的「行願經變相」畫面雖然簡單，但把《華嚴經》序分、流通

分以及善財童子參謁普賢菩薩的場景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 

（二） 佛經第三、四折內容 

TK98「行願經變相」之第三、四、五、六折面則展示了普賢菩薩的十種廣大

行願，十大願有榜題。般若譯《普賢行願品》十大願的內容為： 

普賢菩薩摩訶薩稱歎如來勝功德已，告諸菩薩及善財言：善男子！如來功

德，假使十方一切諸佛，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劫，相續演說，不

可窮盡。若欲成就此功德門，應修十種廣大行願。何等為十？一者、禮敬

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

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

眾生，十者、普皆迴向。4 

從內容看，TK98「行願品變相」所述十大願遵循了《普賢行願品》，只是年代久

遠或刊布的問題，第三廣修供養、第九恒順眾生願榜題不清楚或有遮蓋。第三、

四、五、六折面卷首畫既展現十大行願，又對十大行願的解釋。 

1. 第三折內容 

在「行願經變相」的第三折出現了第一願「禮敬諸佛」、第二願「稱讚如

來」的描繪。如何「敬禮諸佛」、「迴向諸佛」？《普賢行願品》言： 

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

諸佛世尊，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

意業，常修禮敬；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刹極微塵數身，一一身

遍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虛空界盡，我禮乃盡，而虛空界不可

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如是乃至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

 
3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8中 13-23。 
4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4中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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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我禮乃盡。而眾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念念相

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5 

如何「稱讚如來」？ 《普賢行願品》言： 

善男子！言稱讚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剎土所有極微

一一塵中，皆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遶，我當

悉以甚深勝解，現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

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窮未來際

相續不斷，盡於法界無不周遍。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

生煩惱盡，我讚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6 

  
第四折 第三折 

 
5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4下 1-11。 
6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4下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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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98第三折雖是第一、二願的場景，但畫面將第一、二願的內容合為一體。

第三折上方有坐祥雲的諸佛、菩薩，而「禮敬諸佛」、「稱讚如來」放在下方。

「禮敬諸佛」畫面出現一佛二弟子，身披田字格袈裟，坐在圓形蓮華座上，佛有

身光、頭光，一手作說法印；二弟子只有頭光，雙手合十，下方有跪拜和站立的

童子、世俗人物，童子有光頭等。第三折下方是「稱讚如來」，佛坐方形蓮台之

上，身穿田字格袈裟，有身光、頭光，辯才天女立在佛一側，另一側不清，下方

立一童子，雙手合十，衣帶飄飄，這個畫面標記法界、虛空界不同場景。 

2. 第四折內容 

TK98 第四折與第三折緊密相連，有第三願「廣修供養」、第四願「懺悔業

障」榜題出現在第三折，畫面內容出現在第四折。第四折還有「隨喜大般涅槃、

分布舍利善根」場景，榜題出現在第五折，而描繪內容則出現在 「第四折」。 

因年代久遠或刊布拼接問題，第三願「廣修供養」出現在第四折，榜題不清

楚，這一畫面比較簡單，佛端坐蓮座之上，結禪定印，左右兩側有脅侍菩薩和童

子。佛前面供桌上擺滿供品，體現了《普賢行願品》所言： 

然種種燈，酥燈、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炷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

水，以如是等諸供養具常為供養。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

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

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

比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羅

分、算分、數分、諭分、優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7 

 

第六折                第五折            第四折               第三折 

 
7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5上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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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願「懺悔業障」榜題寫在第三折，畫面佔據第三折、四折部分。佛坐蓮台

之上，有身光、頭光；兩側坐兩弟子，有頭光，手裡各執一頁紙張，像是在念著什

麼；前方跪拜童子和站立一菩薩，皆有頭光，雙手合十。如《普賢行願品》所言：

「言懺除業障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由貪、瞋、癡發身、口、意，作諸

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

法界極微塵剎一切諸佛菩薩眾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恒住淨戒一切功德。」8 

（三） 第五折內容 

第五折包括第五願「隨喜功德」、第六願「請轉法輪」、第七願「請佛住世」

等畫面。第五願「隨喜功德」和 「隨喜大般涅槃、分布舍利善根」佔據第四折、

第五折畫面，畫在第六願、第七願的下面。「隨喜大般涅槃、分布舍利善根」是

「隨喜功德」之一，表示釋迦牟尼在娑羅雙樹間入滅，有舍利塔，四周有八位帶

頭光人物表示悼念佛陀諸王或分舍利的八王。如《普賢行願品》所言： 

……一一劫中捨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如是一切難

行、苦行，圓滿種種波羅蜜門，證入種種菩薩智地，成就諸佛無上菩提及

般涅槃，分布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隨喜。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

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支佛、

有學、無學所有功德，我皆隨喜。一切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行，志求無

上正等菩提廣大功德，我皆隨喜。9 

第六願「請轉法輪」畫面中僅有四個人物，佛陀坐在高座，只有頭光，下面

三個弟子，形態各異，請佛說法。如《普賢行願品》所言：「而我悉以身、口、

意業種種方便，殷懃勸請轉妙法輪。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

煩惱盡，我常勸請一切諸佛轉正法輪無有窮盡。」10 

第六願「請轉法輪」佔據第四折、第五折畫面，左面是第七願「請佛住

世」。內容也比較簡單，一佛二弟子，佛有身光、頭光，弟子只有頭光，前面跪

拜一俗人和一童子，請佛住世，利益眾生。如《普賢行願品》言：「所有盡法

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將欲示現般涅槃者，及諸菩薩、

聲聞、緣覺、有學、無學，乃至一切諸善知識，我悉勸請莫入涅槃，經於一切佛

刹極微塵數劫，為欲利樂一切眾生。」11 

 
8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5上 19-24。 
9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5中 3-9。 
10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5中 21-24。 
11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5中 26-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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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六折內容 

第六折是對第八願、第九願、第十願的描繪。TK98「行願品變相」的第八大

願「常隨佛學」有榜題，畫在第六折上方，其左面還用了「示種種神通、處種種

眾會」、「刺血為墨、書寫經》」等關鍵語句出自第八願的內容，用「示種種神

通、處種種眾會」、「刺血為墨、書寫經》」展示了「常隨佛學」的具體內容。如

《普賢行願品》有： 

……剝皮為紙，折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為重法故，

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一切所有，及餘種種難

行、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

處種種眾會……如是一切，我皆隨學。如今世尊毗盧遮那，如是盡法界、

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所有塵中一切如來皆亦如是，於念念中，我皆隨

學。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學無有窮

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12 

第六折下方右側為第九願「恒順眾生」，左面為第十大願「普皆迴向」，因年

代久遠等因素第九願的榜題只存一半字跡。第九、十願內容非常豐富，且不好一

一表述，在二者中間用「極重苦果、我皆代受」等畫面提示。《普賢行願品》記

載： 

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功德皆悉迴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願令眾

生常得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關閉一

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眾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

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眾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是故汝

等聞此願王，莫生疑念，應當諦受，受已能讀，讀已能誦，誦已能持，乃

至書寫，廣為人說。是諸人等於一念中，所有行願皆得成就，所獲福聚無

量無邊。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眾生，令其出離，皆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

世界。13 

可見，TK98《普賢行願品》的「行願經變相」與經文相輔相成，通過連環畫

形式的把「十大願」的畫面與《普賢行願品》內容進行了形象完整地表述，展現

了《普賢行願品》的主要思想內容。在「行願經變相」中，「禮敬諸佛、稱讚如

 
12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5下 7-23。 
13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846上 29-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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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請轉法輪、請佛住世」直接以簡單的畫面表述，而在

「隨喜功德、常隨佛學、恒順眾生、普皆迴向」中還出現了來自經文的關鍵字。 

二、 TK98「行願經變相」與 TK72卷首畫比較 

TK98「行願經變相」主要清晰地展現了《普賢行願品》普賢十大願的內容。

「華嚴三聖」主尊毗盧遮那佛屬於繪為螺髮肉髻相，肉髻上方有放光。類似的螺

髮肉髻相的毗盧遮那佛也出現在 TK72《普賢行願品》之中。 

  
TK98華嚴三聖 TK72華嚴三聖 

TK72 西夏刻本經折裝，白麻紙，共 43 折半 87 面，每折頁 5 行，行 15-17

字，上下單欄，保存五折面的卷首畫，上下雙欄，畫面布局類似壁畫類型，與

TK98 連環畫布局不同。TK72 第三折為中間，毗盧遮那佛居中，上方有榜題雙行

小字「教主大毗盧遮那佛」，結跏趺坐，雙手做說法印，端坐在蓮花座上，毗盧

遮那佛為男身，有八字鬍鬚。 

TK98是羅皇太后施於仁孝皇帝大祥之年，也就是仁孝皇帝去世第三年，即純

祐皇帝天慶三年（1196）。TK72《普賢行願品》經文末雙行小字「京市周家□□□

僧雕字人王善慧」，尾題後接《華嚴感通靈應傳記》，最後有殘存題記 1 行「大夏

（天盛辛）巳十三年（1161）」 ，天盛年是仁宗皇帝年號，TK72 應是仁孝和羅皇

后散施佛經。僅從螺髮肉髻相的毗盧遮那佛看，二者屬於同一類型，但它們明顯

不屬於同一版式，TK72 是仁孝皇帝在世時刊印，而 TK98 則是仁孝去世三周年之

際羅皇太后散施刊印。 

（一） 毗盧遮那佛光 

TK98 、TK72《普賢行願品》卷首畫中「毗盧遮那佛」頭頂射出的光明表現

出西夏繪畫的特色。TK98、TK72《普賢行願品》中的毗盧遮那佛頭頂射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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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是遵循了《華嚴經》的思想。毗盧遮那佛射出的光明是佛智慧之光，「毗

盧遮那佛」中「毗」是普遍的意思，表示「光照普遍、光明普照」。《華嚴經》之

「世間淨眼品」這樣形容「智慧日光，照除眾冥，悉能顯現諸佛國土；普放三世

智海光明，照淨境界；無量光明充滿十方，不壞法雲遍覆一切。以力無畏顯現無

量自在力光，開方便門教化眾生，悉能普現一切眾會。猶如虛空，而無來去。了

達一切無有自性，隨順諸法平等之相。一切光明普現三世諸佛所行諸佛世界，猶

如大海，不可思議，音聲語言悉能隨順」。14《華嚴經》中毗盧遮那佛作為光明的

本體，頭頂放光相當於日光，是佛智慧的象徵，開方便門，佛法普照，眾生受

恩，能夠驅除眾生愚癡，令眾生可獲得一切智。 

TK98、TK72《普賢行願品》卷首畫中毗盧遮那佛的形象不是西夏獨創。頭

頂放光的形象也不僅僅出現在《普賢行願品》，類似螺髮肉髻且頭頂放光相在黑

水城其他文獻和遼、金刻經卷首畫中皆有發現。 

黑水城文獻卷首畫中佛肉髻放光的畫法應與遼、金卷首畫有密切關係。應縣木

塔遺存卷首畫也有類似的畫法，應縣木塔《妙法蓮華經》卷八乙之一前的卷首畫15

和《妙法蓮華經》卷八丙之一前的卷首畫16，佛為螺髮肉髻相，頭頂放光的描繪。 

西夏《普賢行願品》卷首畫中螺髮肉髻且頭頂放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遼、金

時期卷首畫的影響，從毗盧遮那佛頭頂放光明和佛身上的袈裟看，黑水城 TK98

《普賢行願品》「行願經變相」中「毗盧遮那佛」更接近金代相類繪畫的特色。 

   
《妙法蓮華經》卷八 《妙法蓮華經》卷八 趙城金藏通配圖 

毗盧遮那佛的螺髮肉髻相不僅出現在《普賢行願品》卷首畫之中，螺髮肉髻

頭頂放光相還與黑水城 TK137《佛說無常經》、《佛說業報差別經》、TK179《金剛

經》、俄藏西夏文館冊第 2208 號《大般若經》（卷 1）和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西夏

卷 396《大般若經》卷首畫中釋迦牟尼佛相似，髮髻層次不是很清楚。TK137

《佛說無常經》、《佛說業報差別經》、TK179《金剛經》田字紋袈裟也與 TK98 相

似。螺髮肉髻頭頂放光相，在不同佛經卷首出現，所表示的意思也有所不同。它

 
14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大正藏》冊 9，第 278號，頁 395中 2-10。 
15 山西省文物局等主編，《《應縣木塔遼代藏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 170。 
16 山西省文物局等主編，《《應縣木塔遼代藏藏》，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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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細節有些差異，但可確定它們大致為西夏時期的同類作品。西夏有大批卷首

畫田字紋袈裟的邊飾非常明顯，突出了衣服紋飾，具有明顯的層次感，有》型的

西夏繪畫風格。 

  
黑水城出西夏文《大般若》卷 1 館冊第 228號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卷首畫 

 

   
TK137《無常經》 TK137《佛說業報差別經》   TK179《金剛經》 

（二） TK98與 TK72差異 

從卷首畫內容和布局判斷，TK98、TK72 雖說屬於同一體系，但它們的刊印

相差三十餘年，二者卷首畫有很多不同處： 

  
 TK72  （1161）  TK98（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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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毗盧遮那佛形象不同 

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又云：「十方中所有，

諸大世界海。佛神通願力，處處轉法輪。又云：如來大威力，普賢所成

願。一切國土中，妙音無不至。二善根力故，亦有二種：一說法菩薩自善

根力，二同會菩薩眾善根力。此中善根，除願智以外一切善根。17 

TK98用 2折面表示了《華嚴經》序文的內容，毗盧遮那佛以側面呈現，上方

有榜題「教主毗盧遮那佛」，面相圓滿沉穩，眉間有白毫，頭頂有肉髻，螺髮肉

髻層次不明顯，比較圓潤，肉髻放光，有髮髻珠，面部表情安詳，沒有鬍鬚，通

肩批田字紋袈裟，格紋處以不同顏色的粗線條加以區分，雙手結智拳印。 

TK72用 5折面表示《華嚴經》序文的內容，版式情景安排類似壁畫形式，毗

盧遮那以正面呈現，出現在第三折，嘴上方有八字鬍鬚，上方有「教主大毗盧遮

那佛」，頭頂有肉髻，肉髻放光，有髮髻珠，層次明顯肉髻飽滿，眉間有白毫，

偏袒右肩袈裟，袈裟比較輕薄，雙手結智拳印。毗盧遮那佛，意為光明遍照，佛

以身智無礙種種光明，遍照眾生，光明從佛頭頂肉髻放出，遍照眾生，救度眾

生。希望佛光能夠遍照法界，開發眾生善根。 

2. 毗盧遮那佛頭光背光差異 

TK98頭光、背光為圓形，頭光是三圈圓形。背光有三層，第一層為四射的光

線，第二層或為供養天人（卷首畫布清晰），第三層為火焰紋； 

而 TK72 頭光似桃型，有火焰紋。背光也有三層，第一層光線，第二層為花

紋，第三層僅為圓圈，沒有了火焰紋。 

3. 文殊普賢菩薩背光、頭光不同 

TK98毗盧遮那佛左為文殊菩薩，右為普賢菩薩，二位分別著菩薩裝，二位菩

薩頭戴寶冠，都有圓形的頭光、身光，皆結跏趺坐，文殊、普賢的頭光、身光與

毗盧遮那佛完全不同，二位菩薩頭光、身光僅用圓圈表示。 

而 TK72 毗盧遮那佛右面文殊菩薩，左面普賢菩薩，二位菩薩頭戴寶冠，頭

光、背光與毗盧遮那佛相似，頭光有火焰，身光有三層，與 TK98明顯不同。 

TK98 與 TK72 文殊、普賢菩薩的寶冠有差異，TK98 菩薩寶冠比較圓潤，而

TK72菩薩寶冠比較高凸。 

 
17 〔唐〕慧苑述，《《華華嚴經疏刊刊定記》卷 1，《大正藏》冊 3，第 221號，頁 570下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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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98 TK72 

4. 善財童子位置不同 

TK98 毗盧遮那佛下方供桌旁右面為「善財童子」，雙手合十，有圓形頭光，

童子髮髻，赤腳，身上有飄帶飄飄欲動，與其他神靈的靜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華嚴經》講述了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遍求佛法要義，他從初發心參文殊師利菩

薩，得悟根本智慧，然後廣參諸位大菩薩，最後參普賢菩薩。普賢菩薩為眾菩

薩、善財童子等講述能夠成就如來功德法門的十大願。 

TK72下方沒有供桌，左面為「善財童子」，右面為「威光太子」，而正下方坐

一位菩薩，未有榜題，有圓形頭光，背光圓形，內有多條光線，他與毗盧遮那佛

面對面。左面的「善財童子」僅存榜題，半圈頭光，至於童子形象無法識別。 

TK98 與 TK72 卷首畫雖然屬於同一類，但它們還是存在較大差異，也反映了

時代不同和刊印背景不同，同部《普賢行願品》所雕印的卷首畫所表現的主題和

反映的內容也不同。 

三、 TK98「行願經變相」所體現思想 

TK98《普賢行願品》與〈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而 TK72《普賢行願

品》則與《華嚴感通靈驗傳記》刊刻在一起。雖然羅氏都參與了二者刊刻，但刊

印散施的背景和羅氏身份已大不相同。 

TK72 刊印於天盛十三年（1161），天盛年間（1149-1169）西夏仁孝皇帝統治

穩固，繼華奉行與周鄰友好的政策，聯金和宋，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創辦國

學，科舉取士，編訂法律，社會安定，百姓還算安居樂業。TK72《普賢行願

品》、《華嚴經感通靈應傳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羅皇后和仁孝皇帝發願資助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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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散施信眾。它們二者結合反映了西夏統治者崇信佛教，支持刊印事業，也

說明《普賢行願品》、《華嚴經感通靈應傳記》在西夏都非常流行。 

而 TK98 則刊印於純祐皇帝天慶三年（1196），也就是仁孝去世三年。仁孝去

世，其子純祐即位，純祐雖能延華仁孝的國策，但西夏逐漸走向衰微，作為皇太

后的羅氏，將《普賢行願品》、〈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經〉和發願文等一起刊

印，發願文列數了自仁孝皇帝去世三年以來，羅皇太后和皇室所作功德： 

大法會燒結壇等三千三百五十五次；大會齋一十八次；開讀經文：藏經三

百二十八藏，大部帙經并零經五百五十四萬八千一百七十八部；度僧西

番、番、漢三千員；散齋僧三萬五百九十員；放神幡一百七十一口；散

施：八塔成道像等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六幀，番漢《轉女身經》、《仁王經》、

《行願經》共九萬三千部，數珠一萬六千八十八串；消演番漢大乘經六十

一部，大乘懺悔一千一百四十九遍；皇太后宮下應有私人盡皆捨放並作官

人；散囚五十二次；設貧六十五次；放生羊七萬七百十九口；大赦一次。

（下佚）。18 

仁孝皇帝乾祐二十四年（1193）去世，天慶三年（1196）為仁孝大祥之辰，三年以

來，羅氏為亡夫大作佛事，結壇誦經，度僧齋僧，放良散囚，作懺悔，救貧苦，先

後散施《轉女身經》、《仁王經》、《行願經》等。其中《普賢行願品》及其〈淨除一

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就是天慶三年（1196）羅皇太后所施，目的是為亡夫追福，為

皇室、國祚祈福。希望仁孝皇帝早生淨土，也借助佛教保佑國祚長久。 

故羅氏將《普賢行願品》、〈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19刊印在一起不是巧

合，應該是皇室精心安排的。 

《普賢行願品》以懺悔、滅罪、隨喜、供養、勸請、迴向為中心，強調了

信受持誦經文的功德及禮佛的社會作用。它們共同把顯密「懺悔滅罪」和「往

生極樂淨土」結合起來，不僅在十大願中有體現，而且《華嚴經》內容也有： 

或復有人以深信心，於此大願受持讀誦，乃至書寫一四句偈，速能除滅五

無間業，所有世間身心等病，種種苦惱，乃至佛剎極微塵數一切惡業，皆

得銷除……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圓滿普賢所有功德。不久，當如普賢菩

 
18 史金波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 372-373。 
19  〈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是西夏僧人依據《拔濟苦難陀羅尼》輯錄而成，收錄在西夏僧人

輯錄的《密咒圓因往生集》之中，但比對《拔濟苦難陀羅尼》內容，獨立出來的〈淨除一切業障

如來陀羅尼〉的內容要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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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處常居勝

族，悉能破壞一切惡趣，悉能遠離一切惡友，悉能制伏一切外道，悉能解

脫一切煩惱……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刹那一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

親屬悉皆捨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輔相、大臣、宮城內外，象馬車乘，

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

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

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功德具足，所共圍

遶，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20 

《普賢行願品》有淨土四經之說，誦讀書寫《普賢行願品》可滅一切惡業，消除

種種苦惱，獲得身心清淨，可成就普賢菩薩所有功德。TK98將普賢十大願與亡者

早生阿彌陀淨土結合起來，圖文並茂地展現了《普賢行願品》的思想內涵。 

此外，西夏還將《普賢行願品》與密教緊密結合在一起，唐宋時期大量陀羅

尼密教經》被翻譯成漢文，流傳至西夏，對西夏佛教產生很大影響，西夏時期有

大乘佛教密教化的現象，大乘佛教經》前面增加了陀羅尼，如《金剛經》、《彌勒

上生經》、《阿彌陀經》等。黑水城文獻中不僅有唐不空譯《普賢菩薩行願贊》、

唐玄奘譯《拔濟苦難陀羅尼經》等，西夏將《普賢行願品》、〈淨除一切業障如來

陀羅尼〉同時刊印，也說明它們在禮佛、懺罪、隨喜、發願和往生淨土的願望，

及所獲得一切功德等是一致的。如〈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內容所載： 

若誦一遍或帶項上，彼人所有罪業及橫夭、惡夢、惡相不祥等兆，悉皆消

滅。若有眾生臨命終時，以此神咒誦歷耳邊，聞已，命終不墮惡趣。若為

利益亡過者，清淨受齋於舍利塔處，禮拜行道稱亡者名，誦持此咒百千億

遍，設墮地獄，即得解脫，生淨居天，得宿命智。或以芝麻、芥子，若

沙、若米及以淨水加持、誦咒，散灑骨上屍上或墳塚上，其彼亡者由宿業

故，設生惡趣，不過七日，必得解脫，人天淨土，隨意化生，見佛聞法。

若以樺皮等上書寫此咒，一心專誦，造一億塔，香花供養，其彼塔等或棄

河海長流水中，彼中眾生罪苦清淨，生諸佛前，善根圓滿。若復有人不敬

三寶、父母、尊人，造五無間業、四重十惡、毀諸賢聖、謗正法罪，由此

咒皆得消滅，臨命終時，彼不動佛與諸菩薩親來迎接，讚歎、慰喻其人，

命終決定往生不動如來清淨佛土。21 

 
20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大正藏》冊 10，第 293號，頁 486中 22-下 16。 
21 錄文見史金波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TK98，頁 37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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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為核心，〈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尼〉以誦持淨除業障

如來陀羅尼為中心，以利益廣大有情為入門，以往生淨土為方便，將十大願與臨

命終時往生淨土密切結合起來，將華嚴思想與淨土修行結合起來。基於這些因

素，羅氏在仁孝皇帝去世三周年之際，《普賢行願品》、〈淨除一切業障如來陀羅

尼〉充分體現了既要救度亡者，也要關注顯示現世、眾生的利益。 

羅氏刊經發願文講道：「今皇太后羅氏慟先帝之遐昇，祈覺皇而冥薦。謹於

大祥之辰，所作福善，暨三年之中，通興種種利益，俱列于後，將茲勝善，伏願

仁宗皇帝，佛光照體，駕龍軒以遊淨方，法味資神，運夔乘而御梵刹。仍願蘿圖

鞏固，長臨萬國之尊；寶曆彌新，永耀閻浮之境。文臣武職，等靈椿以堅貞；玉

葉金枝，並仙桂而鬱翠。兆民賀堯天之慶，萬姓享舜日之榮。四生悉運於慈航，

八難咸霑於法雨。含靈抱識，普會真源矣。」22 

禮敬、稱讚、供養、懺悔、隨喜、勸請等都是希望斷除煩惱，積累善業，清

淨身語意，斷除我見。經過禮佛、供養、懺悔、隨喜、迴向等獲得種種功德，宋

施護譯《佛說法集名數經》講「云何七種最上供養？所謂禮拜、供養、懺悔、隨

喜、勸請、發願、迴向」。23 將禮佛、懺悔、隨喜、勸請所獲得的一切功德迴向眾

生，最終成就無上菩提。《佛說三十五佛名禮懺文》也有「一切罪懺悔，諸福結

隨喜，即勸請諸佛，願證無上智」。24 

《普賢行願品》宣說了十種廣大行願，也是最高的十種誓願，最終目的是達

到極樂世界。 

TK98《普賢行願品》發願文有「今斯《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者，圓

宗至教，法界真詮，包括五乘，該羅九會，十種願行，攝難思之妙門，一軸靈文

為無盡之教本，情含刹土誓等虛空，示諸佛之真源，明如來之智印。身身同毗盧

之果海，出世玄猷；心心住普賢之因門，利生要路。繇是一偈書寫，除五逆之深

殃，四句誦持，滅三塗之重苦」。25 

綜上所述， TK98《普賢行願品》卷首畫內容最為完整，六折面卷首畫內容

形象生動地展現了「十大願」的內容，也就是對經文內容的全面表述。TK98卷首

畫以連環畫的布局展開，毗盧遮那佛以螺髮肉髻相出現。與之同類型的 TK72

《普賢行願品》卷首畫和經文則屬於不同版式，二者相差三十餘年。TK98、

TK72 刊刻的時代背景不同、畫面布局不同，人物描繪也有很多差異。但不論如

 
22 錄文見史金波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TK98，頁 372。 
23 〔宋〕施護譯，《《佛說法集名數經》，《大正藏》冊 17，第 764號，頁 660中 11-12。 
24 〔唐〕不空譯，《佛說三十五佛名禮懺文》（1卷），《大正藏》冊 12，第 326號，頁 43上 26-27。 
25 錄文見史金波等主编，《《俄藏黑水城文獻（冊 2）》TK98，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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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TK98《普賢行願品》的卷首畫呈現了漢式特色，突出了救度亡者和祈福生

者，把華嚴思想與淨土思想有機結合起來，也充分體現了西夏與遼金文化間的密

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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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的研究意義（華嚴與禪文獻為例）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研究所  教授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館 研究員 

索羅寧 

摘 要 

本文集中在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意義的討論。本文認為西夏語文獻實際代

表 11-13 世紀漢傳佛教在華北傳播的情況，因此，其研究意義不限於所謂「西夏學」

領域，還有歷史研究的意義。本文章主要結論是西夏部分華嚴文獻代表 10-13 世紀

華北區域華嚴思想體系，即是其與當時遼、高麗和日本華嚴思想屬於同一個文本

脈絡。文本之間的關係顯示，西夏譯文的漢語底本異於今主流文本，並基於當地

流傳的本子，說明華北地區為一個特殊佛教流傳的區域。文章內容的另一面是禪

宗文獻的傳播，主要是以《六祖壇經》為主要研究對象。該材料的西夏文本的流

傳情況代表華北流傳文本的多元性：即是今存的西夏二種譯文代表不同文本脈

絡。因為西夏文本不只是代表西夏情況，而屬於華北主要脈絡，可見華北 10-13

世紀同時流傳不同歷史背景的文獻，這一點說明該區域文化交流的複雜性。 

關鍵詞：西夏、華北佛教、華嚴、禪宗、遼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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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華北區域華嚴信仰的傳播與西夏文獻 

自從王靜如（1903-1990）如和聶曆山（1892-1938∕1941）首次關注西夏漢傳

佛教文獻，學術界一律認為西夏漢傳佛教保留所謂的「唐風」，即是認為西夏佛典

中的許多材料代表唐代的佛教信仰。之後關注西夏漢傳文本的學者同樣認為西夏

漢傳保留唐代的「華嚴學」，甚至認為西夏流傳過中原的華嚴宗1。因為西夏文本中

比較多可見圭峰宗密（780-841）的著作，如《諸說禪源諸詮集都序》（下文稱《禪

源序》）《中華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下文稱《承襲圖》）等，並且有部分與宗密

思比較接近的文本和漢傳佛教傳統材料所未見的《禪源序》的注釋《諸說禪源集

都序科判》和《諸說禪源集都序擇炬記》西夏譯文2，學術界進一步討論西夏的「華

嚴禪」的思想脈絡。據今日的觀點「華嚴禪」只能為梳理文本「文獻群」，作為獨

特思想脈絡的「華嚴禪」的存在與否屬於中原漢傳佛教歷史，此處不討論3。 

先後西夏出土文獻出現一批遼代高僧著作的漢語文獻及其西夏譯本，這一事導

致對西夏漢傳佛教歷史的一個新認識，即是所謂「遼西夏佛教關係」假設4。最早鑒

定為具有遼背景的西夏文獻包括圓通道敐（1056-1114）5通理恒策（1031-1107）《究

竟一乘圓明心義》、新發現的《通理大師性海圓明鏡知足文》6及其漢語《性海解脫

三戒律》等著作，通圓法賾（1050-1104）撰《圓心鏡》7，郎思孝（遼興宗，聖宗

 
1 如：K. Solonin, “Hongzhou Buddhism in Xixia and the Heritage of Zongmi (780-841): A Tangut 

Source”, Asia Major 2003.16.2: 57-103. 
2 聖彼德堡東方文獻研究所所藏西夏文獻 Tang 227, 5172, 5174, 4919, 7554; Tang 227, 4736. 
3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3 年），頁 34-35. 此處筆者關於

「華嚴禪」的觀點需要重新思考。「華嚴禪」的說法是吉津宜英針對宗密《禪源集都序》思想分析

而提倡的概念，後來此觀點為石井修道和小川隆在《禪源序》整理研究中排斥批評，今不為學界所

接受，本文梳理文本方便為之。 
4 K. Solonin, “Buddhis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Liao and Xixia: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2013.43: 171-219; 對此問題總結可見在：K. Solonin K. Solonin, Haoran Hou, 

“Tangut Buddhism” 和 “Buddhism in the Liao and Jin” 收錄在：J. Silk et all eds. Brill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IV (Leiden: Brill, 2023): 214-215; K. Solonin, “Local Literatures: Tangut” in: Brill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I (Leiden: Brill 2015): 852-854;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67-68、147-188。 
5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59-175；K. Solonin, “The Teaching of Daoshen in Tangut 

Translation: “The Mirror of Mind” in: I. Hamar et al. eds., Avataṃsaka Buddhism in East Asia: Huayan, 

Kegon, Flower Ornament Buddhism: Origins and Adaptation of a Visual Cultu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2): 137-187 
6 吳宇，《西夏文《性海圓明鏡知足》整理與研究》，待刊。特此感謝吳宇博士提供尚未發表成果。 
7 馮國棟、李輝，《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通理大師著作考，《文獻》2011.3：162-169；K. Solonin, “The 

Great Master Tōnglǐ: The Texts by a Liáo Buddhist Master among the Khara-Khoto Findings”, in: Chr. 

Anderl eds., Chán Buddhism in Dūnhuáng and Beyond A Study of Manuscripts, Texts, and Contexts in 

Memory of John R. McRae (Leiden: Brill: 2021): 227-328;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47-158、34-40（通圓法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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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近住八齋戒文》等著作8，無名作者《解行照心圖》以及與遼道宗時期開始

流傳的《釋摩訶衍論》相關的漢語文獻及此論西夏譯文的殘片和木刻板9。此外黑水

城另出清涼澄觀（737-838）基於遼版本《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的西夏譯文殘卷和遼

大高僧悟理鮮演（1048-1118）《華嚴經談玄抉擇》西夏語殘片10。據考證西夏流傳的

《華嚴經隨疏演義鈔》的版本屬於遼 20 卷體系，並流傳過鮮演《談玄決擇》的西夏

譯本，證明西夏研究《演義鈔》與華北的關係。此外，學術界另關注山嘴溝西夏殘

片中的一段「演義鈔注釋」的殘葉。除此之外，據學者考證，黑水城出土部分漢語

文獻，如清涼澄觀《注清涼心要》和圭峰宗密《中華禪門承襲圖》均屬於遼時期代

木刻版本11。從我們初步考證，黑水城出土宗密《禪源序》和《禪門承襲圖》以及

山嘴溝出土《圓覺經略疏鈔》的西夏譯文同樣顯露異於現存標準版的本子，盡可能

均以遼版本的為其基礎12。最後，西夏譯文版本最多的《唐忠國師在光宅寺大眾佛

理二十五問答》（即是南陽惠忠（卒 765）語錄）基於早已失傳漢語版本，均可算為

華北單獨流傳的本子13。因為黑水城出土《禪門承襲圖》版本收錄南陽惠忠的的記

載，《二十五問答》可以與《禪門承襲圖》合併為統一個起源於遼的文本傳承脈絡14。

從此可見，西夏漢傳佛教歷史與遼佛教歷史不同情況是分不開的。 

華北華嚴思想脈絡主要文獻之一是清涼澄觀撰《華嚴經》不同的注釋，其中

關鍵的是《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以及與其相關的其他文獻。由於唐武宗滅佛未涉

及華北，澄觀宗密華嚴體系未間斷，五代後遼人所繼承，為遼佛教主要內容之一。

遼西夏譯文的殘片有這一觀點合乎佛教史的載入，如日本圓仁（793-864）撰《入

唐求法巡禮行記》討論唐武宗滅佛一事有說： 

唯黃河已北鎮、幽、魏、路等四節度，元來敬重佛法，不毀折寺，不條疏僧

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動之。頻有勑使勘罸云：「天子自來毀折焚燒，即可

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15 

 
8 聶鴻音，《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考釋》，《台大佛學研究》2012.23: 161-200；王若賓，《契丹仏

教戒律学写本：思孝集《毘奈耶優婆塞五戒本》とその三教戒律観》，獨抽本。 
9 K. Solonin, “Buddhist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Liao and Xixia”； 索羅寧，《遼與西夏之禪宗關係》。 
10 K. Solonin, Gao Yipeng, “Sinitic Buddhism in Xixia: Aspects of Tangut Huayan”: 472-473. 
11 《注清凉心要》為宗密注釋《五台山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收錄《景德傳燈錄》卷 30）

的版本。版本研究見：竺沙雅章，《黒水城出土の遼代刊本について》，《汲古古典研究会》2003. 43: 

20-27；椎名宏雄，《黒水城文献《慈覚禅師勧化集》の出現》，《駒澤大學佛敎學部硏究紀要》2004.62: 

17-18 
12 K. Solonin, Gao Yipeng, “Sinitic Buddhism in Xixia: Aspects of Tangut Huayan”: 478-482; Solonin, 

“Textual evidence for the Chan Transmission in Xixia”,《禪學案》，待刊。 
13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14-147。 
14 《禪門承襲圖》、《禪源序》原文圖像，錄文和西夏文本和漢字轉寫見：聶鴻音、孫伯君，《西夏

譯華嚴宗著作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 
15 CBETA 2024.R1, B18, no. 95: 113a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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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記載代表唐武宗滅佛行動針對華北佛教沒有巨大影響。該段落雖然存在

版本問題，但其總意義頗為明顯：唐武宗滅佛運動基本未涉及華北區域，此地區、

包括現代北京一帶仍存佛教的「唐風」。華北佛教的另一個內容是「慈恩宗」體

系文獻，也即是唐代的唯識學版本。北京雲居寺保留的石經的不同題記和發願文

基本支持華北佛教以「華嚴」和「慈恩」為兩個主流思想的重構16。「慈恩」脈絡

因為西夏語資料研究程度尚不足，本文不討論。「華嚴」和「慈恩」可視為西夏

文本之間占最大數的文本。這一點似乎符合西夏仁宗時期《新定改舊天盛律令》

的記載：在西夏僧侶必學的佛教思想「般若」、「中道」、「華嚴」、「唯識」、「百法」

中，「華嚴」和「百法」屬於漢傳及華北區域流傳「華嚴」和「慈恩」（百法）的

脈絡17。這些佛教學科大致合乎遼代佛教義學的情況18。 

華北研究《演義鈔》的脈絡一直沒有間斷：山嘴溝出土文獻中有一系列漢語

未存的澄觀《演義鈔》「注釋」的殘卷。該「注釋」的內容接近元代大理學僧蒼山

普瑞（活躍 1318-1320）撰《華嚴懸談會玄記》（下稱《會玄記》）頗為相似，甚至

可以說山嘴溝西夏語文獻與《會玄記》的漢語記載來自同一個迄今未存的本子。《華

嚴懸談會玄記》大致在 1328 年左右成書，而山嘴溝文獻暫定為西夏時期的版本，

即是最少早一百年19。這一點說明華北華嚴網路延長到雲南大理，也證明西夏華嚴

文本所代表的並非「西夏獨特」的華嚴脈絡，而是分佈在華北-中亞-大理更宏觀的

華嚴網路。這個「華嚴網路」早在元代已在中原失傳，並未在傳統記載所錄。據

上分析可以假設，西夏流傳的「華嚴學」的主流以《演義鈔》為主要材料，從而

可知其與華北華嚴的主流為同一個脈絡，西夏文本內容大致合乎應縣木塔所見的

遼帶的華嚴文本20。 

蒼山普瑞《會玄記》文中有來自遼代圓通道敐撰《鏡心錄》等材料的引語，

可知《會玄記》保留了遼代華北華嚴傳承痕跡。《會玄記》內另保留了北宋開封地

區廣智本嵩（活躍 1080 年左右）《華嚴法界觀通玄記》的引語。這一事合乎黑水

城出土文獻中《華嚴法界觀通玄記》西夏譯文的發現以及山嘴溝殘片中的《通玄

記》某種注釋的存在21。《通玄記》在北宋末流傳中原和華北以及傳入日本，金代

似乎盡存廣智本嵩撰《華嚴七字經題法界觀三十門頌》。據考證，北宋與《注法界

 
16 遼金時期的華嚴和慈恩宗傳承見：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

年），頁 3-27 等處。 
17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28-32、62-67。 
18 藤原崇人，《契丹仏教の研究》（京都：法蔵館，2015 年），頁 57-59。 
19 K. Solonin, Gao Yipeng, “Sinitic Buddhism in Xixia: Aspects of Tangut Huayan”: 472-477. 
20 索羅寧，《應縣木塔出土《圓教四門問答》初探》，收入《2014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下冊）》（臺北：華嚴蓮社，2014 年），頁 375-384。 
21 高山杉，《有關《華嚴法界觀通玄記》的幾個新發現》，《中山大學學報》2018.58：1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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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不同版本和注釋流傳範圍比較廣，其中部分本子流傳中原境外22。廣智本嵩在

西夏漢傳地位甚高：一行慧覺曾把他記錄為「東土正傳華嚴祖師」承襲圖中，並

稱之為「《華嚴經》中造《觀注》、《記》（即《通玄記》）者廣智大師」23。據一行

慧覺的所載「大夏國弘揚華嚴諸師」承襲表內容證明西夏華嚴主要脈絡集中演講

傳播《華嚴經》、《演義鈔》、《法界觀門》以及「華嚴懺法」：一面合乎西夏出土文

本，另一面與華北以及遼華嚴有一定的相配。 

西夏出土文本另有部分華嚴文獻，包括首法藏（643-712）撰《華嚴金師子章》、

《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實際非為法藏著作）等著作。西夏譯《華嚴金師子章》

序保留「……申四月八日」的題記，即是淨源為《華嚴金師子章》所撰序中的「元

豐三年歲次庚申四月八日序」的記載，代表該材料實際為北宋晉水淨源（1011-1088）

在 1068-1088 年間在杭州一帶重構的。黑水城及山嘴溝另發現晉水淨源撰《中吳集

解》和長水子璿（965-1038）所作《首楞嚴義疏注經》等殘片，這些材料均屬於北

宋杭州華嚴體系24。因為宋代「復興華嚴學」對僧肇思想研究重新發起興趣，我們

認為黑水城出土僧肇《寶藏論》的西夏譯文也屬於此系列文本25。以上考證可以如

下總結：西夏文獻的「華嚴文獻群」包含兩種華嚴脈絡：第一，早期以清涼澄觀

《隨疏演義鈔》為中心的遼體系；第二，以杭州「復興華嚴」文獻的晚期脈絡，

其時期可定為金代，即是 12 世紀中葉。第二文本體系包括北宋杭州區域重構的賢

首法藏的著作，也包含北宋時期的「法界觀門」系列文獻。此第二脈絡傳播華北

大致可暫定為 12 世紀 50 年代之後：黑水城出土《注華嚴法界觀門》漢文本是 1152

年發佈，「復興華嚴」的杭州脈絡在華北的流傳屬於女真金朝時期。西夏文獻為此

傳承脈絡提供有研究價值的參考材料。 

從而可知：西夏文本代表的不只是西夏本土的佛教發展，還有更廣的歷史意

義：西夏文本代表遼金時期的在華北區域文本流傳的歷史演進。期內以《隨疏演

義鈔》及宗密「華嚴禪」為代表的文本體系代表華北流傳基於唐代和遼時期華北

華嚴學的脈絡。其次，包含賢首法藏（實際非為法藏所造）著作體系屬於晚期傳

入脈絡，屬於金從南方引進的華嚴思想的體系。該文本體系包含部分與「法界觀」

有關材料，宋代華嚴學中的僧肇思想研究等內容即是西夏文本代表華北佛教的歷

史動態和廣闊的地理分佈。 

 
22 王頌，《華嚴法界觀門》校釋研究》（北京：北京宗教文化，2016 年），頁 54-63。 
23 K. Solonin, Gao Yipeng, “Sinitic Buddhism in Xixia: Aspects of Tangut Huayan”: 471；廣智本嵩傳記

系統研究見：王頌，《華嚴法界觀門》校釋研究》，頁 67-70 等處。 
24 K. Solonin, Gao Yipeng, “Sinitic Buddhism in Xixia: Aspects of Tangut Huayan”: 477; 高山杉，《西北

所出宋僧行靖與淨源著述殘本考》，《靈山海會》2012. 37: 164–166；吉田刚，《宋代における“肇論”

の受容形態について：遵式『注肇論疏』をめぐっ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000. 49/1: 99–102。 
25 王頌，《宋代華嚴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2016 年），頁 14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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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早期華北禪宗文獻傳承與西夏文獻 

遼代流傳「百法」唯識宗研究，與華嚴學一起為遼學僧的教育背景26。在華北

的西夏的禪宗傳播文獻中可以劃出以圭峰宗密為代表的「南宗脈絡」亦可稱之為

「達摩禪」27。遼國高僧悟理鮮演在《華嚴經談玄決擇》文中所見到的對禪宗的瞭

解不超越宗密在《禪源序》和《禪門承襲圖》的介紹範圍：文中以「黑珠」譬喻

提倡「北宗」以及「荷澤」、「洪州」、「牛頭」之會同圓融28。至於遼國土有無宋代

「五家七宗」禪宗的傳播的問題，記載中雖然有關於禪宗脈絡在遼國土傳承的內

容，但整體禪宗傳播史難以重構。據學術界的瞭解，「菩薩戒」儀軌在遼代佛教實

修範圍內占重要地位。遼「菩薩戒」實修與華嚴學及其密教修行有關係，因此以

《普賢行願品》、《梵網經》為主要材料的「菩薩戒」和「發菩提心戒」的戒台實

修合乎「顯密圓通」的趨勢29。因為遼國「授菩薩戒」儀軌的規模之巨大，所以受

遼國境內外佛教人士的高度重視，赴遼代南京戒台寺等處朝山參與發菩薩戒的儀

軌均有北宋和西夏（党項）人士30。據記載，主持「授菩薩戒」和「菩提心戒」、「懺

悔」儀軌的遼僧均有「百法」和「華嚴學」的背景，其與禪學關係尚待考證。 

從上可知，遼國土流傳過與「早期華嚴」（即清涼澄觀-圭峰宗密的體系）脈絡

相關的禪宗思想，其主要內容來自澄觀和宗密著作。西夏出土夏漢宗密的文獻，

包括《禪源序》、《禪門承襲圖》、《圓覺經略疏鈔》可組成為「文獻群」，據考證這

些文獻西夏譯本均基於遼代版本，所以異於今存大藏經收錄的版本。除此外，黑

水城出土漢語澄觀文獻如《注清涼心要》屬於遼代版本體系31。黑水城出土《禪門

承襲圖》內容主要代表特徵之一即是本子提出南陽惠忠（？-775）為出自六祖慧能

的旁系的觀點，這個看法合乎西夏廣泛流傳的《唐忠國師光宅寺大眾佛理二十五

問答》32。黑水城出土《禪源序》的西夏譯本因為與現存諸漢文版有些差異，盡可

 
26 遼佛教的概述：野上俊静，《遼金の佛教》（东京：平楽寺书店，1953 年）；藤原崇人，《契丹仏

教の研究》；王若賓，K. Solonin K. Solonin, Haoran Hou “Buddhism in the Liao and Jin” 等出。 
27 我們其他研究偶爾稱之「華嚴禪」。 
28 悟理鲜演，《大方廣佛華嚴經談玄決擇》，卷 5：CBETA, X08n0235：78b10- 79a11。此處的闡述

基本不離宗密在《禪門承襲圖》的討論範圍。 
29 藤原崇人，《契丹仏教の研究》：118-138；王若賓，《契丹仏教における「不現前六師」説につい

ての考察》，《仏教学研究》2024.79：67。 
30 《法均大師遺行碑銘》有「絕域羌軍」語句，代表党項人，見：向南等編輯，《遼代石刻文編》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438；王若賓，《契丹仏教における「不現前六師」説につ

いての考察》，頁 70。 
31 竺沙雅章，《黒水城出土の遼代刊本について》，《汲古古典研究会》2003. 43: 20-27；K. Solonin, 

Gao Yipeng, “Sinitic Buddhism in Xixia: Aspects of Tangut Huayan”：478-482. 
32 《禪門承襲圖》的現代精准版均有惠忠（「光宅忠」）：邱高興校釋，《禪源諸詮集都序》（鄭州：

中州出版社，2008 年），頁 114-115； Kiril Solonin, “The Tangut versions of the Zhonghua chuan xindi 

chan men shizi chengxi tu by Guifeng Zongmi”, Huali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7.1 (202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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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也基於遼清寧八年（1062）的版本，與現存元代至元年間元大都發行本子及其

他諸版本有些明顯的差別33。西夏譯本《唐忠國師光宅寺大眾佛理二十五問答》（下

稱之《二十五問答》），即是漢語版本早已失傳的南陽惠忠語錄。因為文中有許多

與華嚴思想相關內容也可視為華北「南宗」脈絡34。南陽惠忠語錄西夏譯本共有二

種，即所謂「繁本」和「略本」，而且二者內容上有明顯差異，說明兩篇文獻代表

不同漢語底本，並且其在西夏傳播有不同途徑。南陽惠忠的禪門在西夏以及華北

佛教中的地位比較特別，需要單獨研究，為之一樣假設遼華北背景。南陽惠忠積

極排斥以馬祖道一（709-788）為代表的「南宗禪」，遼代流傳以華嚴為思想架構的

禪宗並不矛盾。遼禁止以《六祖壇經》和《寶林傳》（即《大唐韶州雙峰山曹溪寶

林傳》，馬祖道一（709-788）門下「燈史」一類）為中心的南宗的流傳35。西夏文

獻證明南陽惠忠語錄流傳在華北。西夏譯本《二十五問答》「繁文」和「略本」均

未見「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

宗喪矣」的語句，「繁本」仍有「『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卻三五百眾。

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的語句，代表對『南宗』的排斥36。」因為西夏版《二

十五問答》具有比較濃厚的華嚴思想內容，合乎遼人對禪宗的態度。 

「早期華嚴」華北禪宗思想的主要內容可見在圓通道敐《鏡心錄》的西夏譯

本，該材料的漢語版本到元代已失傳：萬松行秀雖然知道《鏡心錄》部分內容，

但只引用了一次37。至於中原流傳的圓通道敐的著作，元代僅有《顯密圓通成佛心

 
255。西夏《禪門承襲圖》和《禪源序》研究：冉雲華《黑水城殘卷《承襲圖》研究》，柳存仁等主

編，《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 年），頁 75–87；田中良昭， 

《敦煌本《禅源诸诠集都序》残巻考》，《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1979. 37: 51–71；石井修道，《大

英図書館所蔵の五山版《禅源諸詮集都序》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996. 44/2: 611–618；

邱高興校釋，《禪源諸詮集都序》，頁 104-134。 
33 K. Solonin, “The Tangut versions of the Zhonghua chuan xindi chan men shizi chengxi tu by Guifeng 

Zongmi”；關於《禪源序》版本情況及其精准版問題參照：宗密撰，邱高興校釋，《禪源諸詮集都

序》：10-15 等處；小川隆、石井修道，《『禅源諸詮集都序』の訳注研究》(一)，《驹泽大学佛教学

部研究纪要》1994.52:51-52； K. Solonin, “Textual Evidence for the Chan Transmission in Xixia”, 《禪

學案》, 待刊。 
34 該文獻研究和漢譯見：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14-146. 
35 《別傳心法議》：「近者大遼皇帝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等再定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

林傳》等皆被焚。」(CBETA 2024.R1, X57, no. 953, p. 53c3-4)。此記載具體含義與南陽惠忠材料中

記載有關：《景德傳燈錄》卷 28〈諸方廣語．南陽慧忠國師語〉：「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

添糅鄙譚，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CBETA 2024.R1, T51, no. 2076, p. 

438a2-4)。不過，西夏文《惠忠語錄》沒有「把他《壇經》改換」的語句（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

文獻研究》：144）。椎名宏雄，《『宝林伝』逸文の研究》，《駒沢大学仏教学部論集》1980.11：234-257. 
36 《景德傳燈錄》卷 28〈諸方廣語．南陽慧忠國師語〉：(CBETA 2024.R1, T51, no. 2076, pp. 

437c29-438a2)；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44。 
37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59-175；萬松行秀一處引用並討論《鏡心錄》：《萬松老

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卷 1〈9 南泉斬貓〉：「遼朝上人敐作《鏡心錄》訶南泉輩殺生造

罪。文首座作《無盡燈》辨誤。救云：『古本以手作虛斫勢，豈直一刀兩段，鮮血淋迸哉』。這兩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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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下稱之《成佛心要》）一文38。《成佛心要》是否有西夏譯文，迄今不得而

知，黑水城文獻之間但存其漢語殘片。因為《鏡心錄》的引語出現在蒼山普瑞《會

玄記》，證明圓通大師著作與華北華嚴傳統的關係。《鏡心錄》內容主要與《成佛

心要》的禪宗判教部分大部分一致，今存的部分只保留禪宗判教思想的內容。據

萬松行秀記載，《鏡心錄》另有禪宗公案的部分，迄今未存。道敐文中的判教架構

為達摩《二入四行》、華嚴「四法界」、禪宗三門（「見心門」、「安心門」和「發行

門」）以及與之匹配的宗密《圓覺經大疏》中的「了圓覺性，次發菩提心，後修菩

薩行」39。據道敐判斷，前三門與後者三門大致一直從內容上來看，《鏡心錄》與

上述與華北華嚴可以合併為一個脈絡，屬於華北的「達摩禪」體系中。《鏡心錄》

有排斥所謂「今時禪宗」提倡「性宗禪宗」的思想，文中大量引用澄觀和宗密著

作，其中包括《澄觀心要》（即《傳心要》）40。總而言之，《鏡心錄》的基本思想

接近漢語《解行照心圖》的主張，二者均屬於華北體系。因為《鏡心錄》現存部

分對禪宗的討論也不離宗密《禪源序》、《圓覺經略疏鈔》等，其與悟理鮮演《華

嚴經探玄抉擇》的禪宗內容是一致的，兩篇文獻屬於同一個思想脈絡。西夏文南

陽惠忠《二十五問答》的漢語底本是否代表遼國流傳的本子暫時不得而知，但從

其思想宗旨觀之，惠忠的語錄可以與道敐和鮮演著作合併為一個脈絡。 

所謂「洪州文獻」包括無作者標記的《洪州祖師教儀》及其注釋本《洪州宗

趣注解顯爭記》，為「法勇」沙門所造41。從標題看，即是討論馬祖道一洪州宗宗

旨的文獻。據我們考證「洪州文獻」僅存西夏文，內容主要是圭峰宗密的荷澤宗

與馬祖洪州宗的「會通」，並使用許多華嚴的思想，因此也可以合併與華北的華嚴

為同一個脈絡42。文中大量引用華嚴思想的概念（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並

且討論其與「荷澤宗」的會通問題。洪州文獻的禪宗判教體系包含「隨句禪」、「句

外禪」和「大先寶印禪」。如此判教體系未見在漢語文獻中，「洪州文獻」也缺少

這三「禪類」具體宗派內容。據我們考證，「洪洲文獻」的判教觀匹配與圓通道敐

《鏡心錄》中的「三門」。雖然「洪州文獻」內容如此獨特並無與其搭配的漢語材

料，基於文中的部分用語，可以判斷西夏語洪州文獻均屬於宗密的禪學：「洪州宗」
 

批判古人，文公罪重，敐公罪輕」(CBETA 2024.R1, T48, no. 2004, p. 232c13-17) 
38 《大正藏》所藏文獻基於《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元代版本，曾西夏後裔杭州僧錄管主八收錄

在大藏經內，這個文本應該同於日本金澤文庫的孤本寫本。關於文獻編纂時期見：祥邁撰《辯偽錄》

卷 5〈虛鐘受扣集〉記載如下：「初舊都通玄關北有永安寺，殿堂廢盡，惟塔存焉。觀其名額『釋

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遼壽昌二年三月十五日』，顯密圓通法師道敐之所造也。」(CBETA 

2024.R1, T52, no. 2116, p. 780a9-12)。記載說明道敐在壽昌二年已有「顯密圓通」名號，《成佛心要》

完成時期應該此時之前。此處「永安寺」即是現在的北京妙應禪寺。 
39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72 
40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75 
41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90-113. 
42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90-113（主要 110-112）；K. Solonin, Gao Yipeng, “Sinitic 

Buddhism in Xixia: Aspects of Tangut Huayan”: 48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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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宗密針對馬祖禪門的名稱，西夏語「一遇皆道」實際是宗密「觸類是道」的翻

譯；另外，文中常見「一切皆真」等語句（宗密和裴休認為此語句可以總結「洪

州宗」的宗趣，此說法同樣見在《華嚴探玄抉擇》43），這些語言資訊能證明西夏

語「洪州文獻」與宗密禪思想的關係44。據考證，「洪州文獻」部分內容可以與悟

理鮮演《華嚴經探玄抉擇》關於禪宗的解釋關聯：據「洪州文獻」三種禪門互相

關係均屬於「圓融行布」（如《洪州宗趣注解顯爭記》文中：「一切行布標出異理，

皆真圓融」）典範45。這個觀點合乎清涼澄觀的看法，也接近悟理鮮演的：「彼約禪

門，隨見解而淺深泛異。據法理而南北源同，此約圓宗。隨事相而終行布，據心

性而本末圓融。頓圓之義旨雖殊，法喻之意趣罔別46。」因為《洪州宗趣注解顯爭

記》另有：「問：大寂（即馬祖）見性者與荷澤見者是否有差別？答曰：『有無皆

是』。荷澤祖師之『任雲真體』是否有此處？」云云的語句，我們認為「洪州文獻」

內容反映洪州宗和荷澤宗「會通趨勢」47。如此，「洪州文獻」可以與宗密禪思想

合併為一個脈絡，這些文獻均屬於圓通道敐《鏡心錄》為代表的澄觀宗密的思想

體系。此思想可暫定為「西竺玄風」和「南宗密印」：這兩種說法出現在高麗義天

（1055-1101）與契丹大臣耶律思齊（生卒不詳）通信交流中。這些記載代表宗密

的「南宗」的「達摩禪」48。從佛教歷史構擬角度來看，「洪州文獻」代表華北區

域洪州宗的流傳，與後期南方禪宗不同脈絡（如臨濟、曹洞、雲門）在遼金時期

傳播有關係。 

遼代不同碑銘資料，其中包括《大安山蓮峪延福寺觀音堂記》提到遼道宗時

期的通理恒策（1031-1107）、通圓法賾（1050-1104）和寂照感三位高僧是「乃曹

溪法嗣，法眼玄孫，為此方宗派之原，傳心之首矣」，另存「王家島，先有通理策

師□授以達摩傳心之要」的記載，均指出通理曾為弘揚禪宗的高僧，其屬性乃是「法

眼宗」49。從《延福寺觀音堂記》文中的「至康安二號，南宗時運」的記載可知，

遼國土（即華北）的南宗流傳大致在遼道宗時期（1032-1101）的 1075-1100 年間

開始。文中「南宗」和「達摩心」似乎為同義詞，均代表「華嚴禪」脈絡。所以

通理、通圓法賾和寂照與「法眼」的實際關係雖然存爭議50，但其與禪宗的關係是

 
43 比如：裴休「禪源諸詮集都序敘」《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荷澤直指知見，江西一切皆真，天

臺專依三觀，牛頭無有一法。」(CBETA 2024.R1, T48, no. 2015, p. 398b15-16) 
44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77。 
45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94-95、104、111-112。 
46 《華嚴經談玄抉擇》卷 6：CBETA 2024.R1, X08, no. 235, p. 79a8-10。 
47 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10。 
48 藤原崇人，《契丹仏教の研究》，頁 68-69、82。認爲「南宗密印」代表荷澤神會建立的「南宗禪」

及從此發展出來的南北宋時期的不同禪宗宗派。 
49 K. Solonin, “The Great Master Tōnglǐ: The Texts by a Liáo Buddhist Master among the Khara-Khoto 

Findings”: Chán Buddhism in Dūnhuáng and Beyond: A Study of Manuscripts, Texts, and Contexts in 

Memory of John R. McRae (Leiden: Brill, 2021): 234. 
50 向南等編輯,《遼代石刻文續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86-288。通理等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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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的。雖然通理與其他遼代高僧佛教教儀背景是一致的：曾學過法相、華嚴等

教儀思想，最後為傳達摩禪法的高僧。同時，據載通理恒策、同源法賾均為遼代

「內殿懺悔主」並曾為永泰寺主持，說明其為遼朝廷舉行授戒和懺法儀式，活動

集中在遼南京一帶51。此活動與燕京戒台寺「傳菩薩戒壇主」法均（1021-1075）《法

均大師遺行碑銘》所載的設立戒台的活動是一致的。法均的記載中的「雖行在毗

尼，而志尚達摩」說明此法師集中在戒律和不同義學的研究52。從通理大師所撰的

不同論著：《究竟一乘圓明心義》、新發現的《通理大師性海圓明鏡知足文》、漢語

《無上圓宗性海解脫三制律》等內容來看，這些材料均缺乏禪宗內容，可視為「授

戒開示」而不是弘揚禪理的論著53。其中可見，三本文獻內容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

「圓明心」為修行的基礎，三解脫門指的解脫「色、財、名」三種煩惱，符合《通

理大師性海圓明鏡知足文》中的「世俗知足清淨門」、「勝義知足近真門」和「性

海圓明解脫門」54。現存通理大師著作內容並沒有禪宗內容，均限於遼代律學研究。

主要問題是，《大安山蓮峪延福寺觀音堂記》與通理大師相關記載中提中，其人著

作有：「《梵行直釋》三卷，《記文》四卷，□有遺文盛行於世」的記載。文中所提

文獻似乎早已失傳，但西夏文保留的《究竟一乘圓明心義》、《通理大師性海圓明

鏡知足文》、《無上圓宗性海解脫三制律》等在黑水城出土文獻均未見於遼代相關

記載中。目前假設這些材料曾屬於通理大師《記文》中：其中《心義》、《知足門》

和《三戒律》各占一卷，其他小文章如黑水城所見《立志銘心誡》和所謂「恒潤

僧信函」可視為第四卷55。據上考證，我們假設遼和華北曾經存在於授戒實踐關聯

的禪宗脈絡，其代表主要是通理恒策、通圓法賾、寂照法師等。這些上師雖然稱

為「法眼宗」，但其與南方流傳的以法眼文益（885-958）為祖師的法眼宗關係尚待

考證。此處可以提出假設：西夏曾流傳「授戒」的實修，因此大量流傳相關的遼

文獻，並且也存在裴休相國（791-864）撰《勸發菩提心文》，這些文獻可以合併為

同一個「文獻群」。 

如上所說，通理大師和通圓法賾（「通圓國師」）的著作曾翻譯西夏語，反映

西夏人可能把通理恒策主要視為「薩戒壇主」，與其「法眼」禪宗思想無關。通圓

法賾著作西夏譯文存《圓心鏡》內容大致同於早期華嚴內容並保留部分基於澄觀、

宗密思想的內容，內容主體大致同於通理、道敐、鮮演等人。通理著作在西夏流

 
與「法眼宗」關係仍存爭論：竺沙雅章，《遼金代燕京の禅宗》，《花園大学「禅学研究」》 2010. 88: 

114-148; 黄春和，《遼燕京禪宗傳播史跡考述》，《佛學研究》1999.1: 322-326 
51 藤原崇人，《契丹仏教の研究》，頁 94-98. 
52 向南等編輯，《遼代石刻文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438 
53《究竟一乘圓明心義》見：索羅寧，《西夏漢傳佛教文獻研究》，頁 147-159；通理大師撰，《通理

大師性海圓明鏡知足文》為吳宇最近鑒定的，感謝為我們提供其成果 
54 三門內容總結見：吳宇，《西夏文《性海圓明鏡知足》整理與研究》，頁 19-27。 
55 聖彼德堡藏黑水城文獻 A-26 本，見：聶鴻音，《黑水城所出的一篇遼代佚文》，未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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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範圍比較廣泛的一事證明西夏佛學界與遼時期的燕京區域流傳的授戒信仰是分

不開的，所以西夏文獻均可視為華北佛教的歷史材料。澄觀宗密的禪宗脈絡與以

通理為代表的所謂「法眼宗」脈絡之間關係仍存問題。目前可知：黑水城出土北

宋雲門上師宗賾（卒 1053∕54，曾為真定洪濟禪源主持）撰《慈覺禪師勸化集》

的漢語本子。文中包括修禪定《坐禪儀》一文，證明華北流傳宋代修禪法門56。黑

水城《慈覺禪師勸化集》另收錄遼代高僧郎思孝的部分與禪修相的關短文如《未

悟歌》和《人生未悟歌》等，可見為「禪淨土」法門流傳的佐證57。 

  

 
56 見：Schlütter Morten, How Zen Became Zen: 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169-173. 
57 思孝研究：聶鴻音，《西夏本《近住八齋戒文》考釋》，《台大佛學研究》2012.23: 161-200；王若

賓，《契丹仏教戒律学写本：思孝集《毘奈耶優婆塞五戒本》とその三教戒律観》，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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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研究事始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吳國聖 

摘 要 

本論文分析西夏文著作《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之研究概況，認為書中所收錄

之「同名雜字」，其實可能含有來自西夏文《華嚴》諸經典之訛誤字。分析其語

音、文字使用、詞彙並列等現象，並討論分析這些語彙的方法。從書中記錄的語

言正誤資訊，嘗試考察西夏語的語言規範，以及這些「同名雜字」中所呈現的語

言樣貌。 

關鍵詞：華嚴經、西夏語文、翻譯、版本學、《擇要常傳同名雜字》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西夏語文獻《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之研究」（計畫編號： 

NSTC112-2410-H-007-022-MY2 ）成果之一，特此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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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緣起 

衡諸佛教經典在古代亞洲的翻譯成果，尤其是收錄於各類藏經中的版本，大

多僅保存最終定本。即使同一經典在藏經中存在多種異譯本，這些異譯本亦多以

定稿形式傳世。不僅翻譯過程中的稿本幾乎未見實物存留，對於佛經譯文修訂的

具體過程，亦罕有文獻可資考察。 

筆者曾撰〈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版本之比對研究〉一文，探討西

夏佛經譯場的運作，以及該卷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新、舊譯文之異同。1文

中舉出實際案例，指出部分西夏文佛典極為罕見地同時保留了新、舊兩種譯本，

使我們得以窺見一批珍貴的佛經翻譯史料，從而觀察佛經譯文修訂的過程與原

則，是研究佛典翻譯史的重要材料。 

現存西夏文佛典中，《𘜶𗣼𗾟𗢳𗤻𗵽𗖰𗚩》（大方廣佛華嚴經）之《八十華

嚴》是除了《𘜶𘄒𘎑𘏞𗓽𗕥𗸰𗖰𗚩》（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之外，篇幅與卷帙最

為宏富的西夏文佛經譯本。然西夏文《大般若經》似無異譯本傳世，是故，在同

時保留新、舊譯本的西夏文佛典之中，以《八十華嚴》所存經卷數量最為龐大。 

現藏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院東方學研究所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大方廣

佛華嚴經》寫本，為西夏惠宗時期的初譯本；2而分藏於京都大學等機構的西夏文

《大方廣佛華嚴經》木活字本，則為西夏仁宗時期的校譯本。3兩者之間存在明顯

的先後承繼關係，校譯本是在初譯本的基礎上進行改譯與文字修訂。4  除了共通

的文本內容外，凡是出現系統性的文字變化，多半為「校譯」時之修訂所致。因

此，這些極為珍貴的校譯資料，使我們得以具體觀察西夏譯場的校勘與修訂實

況，並歸納出諸多修正與改譯的實例，實為佛經翻譯史上難得的第一手材料。 

除筆者先前所研究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外，其餘諸卷仍待投入大量研

究精力與時間進一步校勘整理。畢竟，對於千年前的西夏語言，我們仍有諸多未

解之處，又缺乏母語使用者可資請教，使得判定歷史語法現象之正確性成為一項

極具挑戰的工作，也十分考驗文獻之保存條件以及研究者的語言分析能力。 

 
1 吳國聖，〈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版本之比對研究〉，《2024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華嚴蓮社，2024年），頁157-172。 
2 圖版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

社编，《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2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頁112-357。 
3 京都大學藏卷見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75-1977年）。 
4 翻譯底本均為〔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2024.R2, T10, no.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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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整理並研究新出土的《𘄴𘏲𗏹𘈧𗦻𘙰𗏇𘉅》（即《擇要常傳同名雜

字》）一書時，發現其內容與序言中似乎反映出西夏時期對《華嚴經》相關語詞

的辨識與訛誤語詞之歸納。由於該書在近年的研究中，均公認其為「中國最早的

通假字書」，其所呈現的語詞現象極具研究價值。爰就目前所見資料加以整理分

析，期能有助於深化對於此一文獻以及相關問題的理解。 

二、 《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之背景 

近年來，中國各地相繼出土多種前所未見的胡語文獻，內容珍貴，保存狀況

亦佳。5其中，以為數眾多的新出西夏文文獻特別引人關注，成為文物市場與學術

研究的焦點。回顧學史以及拍賣記錄，2014 年可視為「民間發掘西夏文獻」之嚆

矢，其規模與影響堪稱「西夏出土文獻爆發元年」，自此學界面臨新一波的材料

湧現潮以及研究的新挑戰。 

2014 年 11 月 23 日，北京德寶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中國北京的首都圖書館舉

行秋季古籍文獻拍賣會。於此次拍賣目錄所列近四百種古代文獻之中，出現了九

種此前未見的西夏文文獻。6  這批文獻多為佛典之木刻本殘頁，然其中有一部首

尾幾近完整的西夏文木刻本，因其內容特殊，成為學界與藏家矚目的焦點。 

筆者曾經見過此文獻尚未裝裱之前的原貌，保存狀況良好，以黃色織物為封

面、封底之襯底。7封面左上方有簽條，為刻板印刷的書名標籤（見圖 1）。標籤

文字外框為雙層黑線，尚殘留有清晰的「𗑗𗫨𘝦𘃽」四字，唯第五字之後殘破。

第四字之後空間尚可容納約三字。將現存西夏字樣解讀如下： 

𗑗 𗫨 𘝦 𘃽 □ □ □ 

sej¹ dwewr² dźjɨ- ·o²    

淨 覺 業、行 入    

 
5 其中當然存在贗品。然而，偽造西夏語言文獻的難度較高。凡為抄襲之作，必有所依據之底

本，據現存資料摹仿者，多可經比對而辨識；若係憑空臆造，則難以通過專門研究者之檢驗。由

於現代造偽者多不諳西夏文字之筆勢與書寫習慣，往往僅能依樣畫葫蘆，形似而神不似，仍有辨

別之可能。筆者曾於公私收藏及已刊圖錄中發現多件疑似贗品，相關考證將另文論述。 
6 關於該次拍賣之西夏文獻概況，參見高山杉，〈關於韋力先生拍到的西夏文殘經〉《澎湃新

聞‧上海書評》2017/10/25. 另見拍得其中五件的藏書家韋力自述：韋力，〈一口氣拍了五件西夏

文經〉，《蠹魚春秋：古籍拍賣雜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7-32。 
7 筆者從該封面斷口初步判斷，其纖維甚為細緻，可能不是棉麻類織物，而是絲綢類織品。

Andrew West 則直接認定是「yellow silk wrapper」，見Andrew W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2(3), 2018,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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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名未見於已知西夏文獻。Andrew West 從「𗑗𗫨」（淨覺）一詞，認為這

個封面可能原屬某個另外的佛教著作，只是被借過來當這本書的封皮。8  而索羅

寧和荒川慎太郎則認為，此殘缺書名之文意可對應寂天（Śāntideva）的「入菩提

行論」（Bodhicaryāvatāra）。9  唯筆者比對黑水城出土之西夏文譯本《入菩提行

論》，其書名「𘏞𘛛𗹡𗹬𗗙𘝦𘂤𘃽𗡶」與本書封面殘餘字樣「𗑗𗫨𘝦𘃽□□□」

相比，僅「𘝦」、「𘃽」二字相同，其餘未恰： 

𘏞 𘛛 𗹡 𗹬 𗗙 𘝦 𘂤 𘃽 𗡶 

po¹ tjɨj¹ kjir¹ sjij² ·jij¹ dźjɨ- kha¹ ·o² śjij¹ 

[菩] [提] 勇 識 之 行 中 入 法 

如欲將「𗑗𗫨」（淨覺，佛的異稱）對應「𘏞𘛛𗹡𗹬」（菩提勇識，西夏語中菩薩

之異稱），仍有難以對應之處。筆者認為，此封皮之書簽與書籍內文提及之書名

差異較大，確實有可能是出土之後，將其他書籍封面誤為此書封面，但亦無法排

除古人借用其他書籍的封皮充當此書封面的可能。再者，目前未有書名近似

「𗑗𗫨𘝦𘃽□□□」的西夏文著作出土，吾人無以得見其書內容。故以上各種推

論，目前均未能證實。客觀地說，無論在此書拍賣之時，乃至目前的藏家，都是

將這張黃綾襯底的封面視為《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的一部份販賣、看待並收存。

此書係民間私家發掘，出土狀況並不清楚，目前尚無法完全排除此物非屬原書出

土時所附之書封。 

 

圖 1 《擇要常傳同名雜字》封面書簽局部 

 
8 Andrew West. 2018.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195. 
9 Kirill Solonin, Arakawa Shintaro, Śāntideva’s Bodhicaryāvatāra in Tangut Translation Volume 1: First 

Juan (Chapters 1-4)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from Tangut and Notes.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24),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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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今貌大致完整，唯葉面中央有一道較大的斜向裂痕，穿透全書，影響了

部分內文文字。書葉邊緣則略有破損，葉面上部分文字和紙張表層也有脫落破

損。內葉為木刻本（非活字）印刷，對開十四面，左右雙開。外有版框，無版

心、無魚尾，蝴蝶裝，葉面中心有以漢文數字標示的葉碼。在拍賣之前，已經以

襯紙重新裝裱，修繕後大致保留原書文字、版式以及裝訂之樣貌。每葉均因中央

之破損，造成少許文字遺失，幸而其餘文字大多尚可閱讀。 

內頁共十四葉，即二十八半葉。書前有兩篇序言，葉 1a-2b 為第一序言，葉

3a-b 為第二序言，每半葉有 9-10 行，唯全書均無提及作者的相關資訊。僅在最後

一葉的末段，有書名一行：  

𘄴 𘏲 𗏹 𘈧 𗦻 𘙰 𗏇 𘉅 𘁨 𗈪 𗴮 

tshji¹ tsjiir¹ ·ju² deej¹ mjiij² lew² dji² dza¹ bu¹ ·ja¹ djịj¹ 

要 擇 常 傳 名 同 字 [雜] 序 一 部 

此書除頁碼外全無漢文，書名《𘄴𘏲𗏹𘈧𗦻𘙰𗏇𘉅》在書中亦無漢文對譯。

初發現時，學者未見其序言以及末葉，無法定名。Andrew West 稱其為「a newly-

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10  判斷其為西夏字書。史金波則逕以拍賣會編號

「65 號拍品」名之。11 

直到含有西夏文書名《𘄴𘏲𗏹𘈧𗦻𘙰𗏇𘉅》關鍵資訊的葉面公開後，卻依然

存在問題。學者們對西夏語的解讀不同，很難定奪其書名，譯名各有偏重。

Andrew West 將其譯為「Essential Selection of Often-Transmitted Homonyms and 

Mixed Characters」，12簡稱「Homonyms」，13 麻曉芳漢譯前述論文時則選用《擇要

常傳同名雜字》作為該英文書名的漢譯名。14史金波認為該書是一種「新見西夏

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將其定為《擇要常傳同名雜字序》。15  孫穎新漢譯其名

為《擇要常傳同訓雜字》，並英譯為「Primarily Collected Characters of Synonyms 

for Usual Spread」。16 2015 年中國國家圖書館展出此書時，所出版的圖錄中則定名

 
10 Andrew West. 2015.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 [2015-08-11] (http

s://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preliminary-analysis.html). 
11 史金波，〈略論西夏文草書〉，《西夏學》2015年第0期，頁19。 
12 Andrew W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Journal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2(3), 

2018, p. 195. 
13 West, Andrew and Viacheslav Zaytsev, Investigation of Tangut Unification Issues., 14. (https://www.un

icode.org/L2/L2019/19064-tangut-n5031.pdf) 
14 〔英〕魏安著、麻曉芳譯，〈新見西夏字書初探〉，《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頁3-27。 
15 史金波，〈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文獻考釋〉，《民族語文》2017年第4-5期，頁34。 
16 孫穎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通假字書：《擇要常傳同訓雜字》〉，《寧夏社會科學》2018年

第5期，頁2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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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擇要常傳同名雜字》。17前人的譯名之間，明顯有不同的考慮與取捨。漢譯

名大致直譯自西夏書名，而兩種英譯則各有側重，凸顯了因解讀方式不同所產生

的歧異。本文依循過去學界對於無漢譯西夏文獻之命名方法，在更進一步深入研

究確認之前，暫以《擇要常傳同名雜字》指稱此書。18 

三、 研究回顧 

《擇要常傳同名雜字》於 2014 年底在拍賣場上首次亮相，為世人所知，一

開始揭露的正是具有西夏字構字部件與草寫體的對照列表（葉4），故初期學者均

特別注意其草寫現象，並迅速撰寫論文發表。如 2015 年趙天英〈西夏文社會文

書草書結體特色初探〉從此葉推測「西夏人對西夏文草書早已作了綜合性的研

究，總結出帶有規範性和代表性的草書字編入字典，以便於對草書的識別、規範

與應用。」19 

史金波 2015 年也在討論西夏文草書的綜論論文之末段，加上對此項拍品的初

步觀察，認為此書「列舉的常用草書成為實用草書的典範，說明西夏文草書流行

廣泛，已成為西夏人的常用字體，並與楷書一起進入字書，得到規範。其草書的

簡化規律與我們近些年分析研究出的規律性認識高度重合。」，並對此書中出現

刻印的草書字體，認為是「中國文字史上的一件創舉」、「或為中國最早的草書刻

本，開中國草書雕版之先河」。20史氏 2017年〈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文

獻考釋〉繼續深入討論葉 4-5 的構字部件與草書。以上研究均只處理構字部件問

題，尚未處理後方的〈同名〉部分。21 

近年致力發展西夏文 Unicode 標準的 Andrew West（魏安，1960-2025）也長

期關注新出土文獻，在 2015 年回顧了 2014 年德寶拍賣會的詳情。22並對《擇要

常傳同名雜字》已揭露之頁面（主要聚焦於葉8），整理出比較完整的細部分析，

並撰文「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以網誌形式

發表在他的 Blog「Babelstone」。23  該文之後為麻曉芳漢譯為〈新見西夏字書初

 
17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編，《冊府千華：民間珍貴典籍收藏展圖錄》（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頁82。 
18 西夏語「𗦻」[mjiij²]為典型的漢藏同源語詞，與漢語「名」（上古音*mi̯ĕŋ/ *mjing），古藏語མྱི ང (mying)同出一源，故筆者將此字對譯為漢字「名」。前人有將「𗦻」字譯為「訓」者，因缺乏
其他書證，此處不取。 
19 趙天英，〈西夏文社會文書草書結體特色初探〉，《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頁125。 
20 史金波，〈略論西夏文草書〉，頁19-20。 
21 史金波，〈新見西夏文偏旁部首和草書刻本文獻考釋〉，頁34-41。 
22 Andrew West. 2015. Tangut Texts for Sale [2015-08-03]( https://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t

angut-texts-for-sale.html) (閱讀日期2025/03/10). 
23 Andrew West. 2015.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a newly-discovered Tangut wordbook. [2015-08-11]( http



西夏文《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研究事始 319 

 

探〉。24 2018 年，魏安將前文改寫成「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一

文重新發表，25新作一樣整理了葉 4-5 的構字部件列表，並將部分文字與《孝經》

西夏文草書列表比對，其中有些字形有所對應，但也有些字的寫法差異較大。 

魏安是較早分析〈同名〉部分的研究者，他已經注意到大字與同組下小字之

間有同音或近音的關係，並提出較為大膽的假設，認為「這個文獻為《文海》或

《同音》等使用傳統語音系統的作者們展示了一種不同的党項語方言；另一種可

能是這個文獻代表了党項語發展了後期階段。」他個人更傾向於後一種解釋：

「同音字組應該是反映了《文海》或《同音》成書之後某一時期的語言面

貌。」。《擇要常傳同名雜字》此書本身內容的既有研究成果，大致如上。 

另一個切入的角度是從「西夏通假字」來觀察此書。孫穎新曾撰寫多篇關於

「西夏文通假」的論文，他認為通假字的使用是造成西夏文獻難以通讀的一個重

要原因，西夏文通假字可分為「同音通假」和「近音通假」兩大類，近音通假可

分為「平上對應」、「同一韻攝」、「松緊喉」和「平卷舌」四種。而通假現象可以

分為三種，即西夏語內部引發的通假、漢語內部引發的通假、以及與西夏語和漢

語同時相關的通假。通假以語音形式的相同或相近為基礎，多見於佛教作品，是

承襲唐宋佛經譯場形式的產物。26 

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也列舉了一些相關例子。27

孫穎新認為《擇要常傳同名雜字》一書是為 西夏佛教初學者編寫的一部通假字

彙，也可以視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甚至是唯一的一部通假字書。28 

四、 體例與內容分析 

（一） 序言  

筆者在研究新出土的《𘄴𘏲𗏹𘈧𗦻𘙰𗏇𘉅》（擇要常傳同名雜字）這種以佛

典「音義」資訊為基，前人認定為「中國最早的通假字書」的過程中，29認為必

 
s://www.babelstone.co.uk/Blog/2015/08/preliminary-analysis.html) (閱讀日期2025/4/20). 
24 〔英〕魏安著、麻曉芳譯，〈新見西夏字書初探〉，頁3-27。 
25 Andrew W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angut Homonyms”, 195–207. 
26 孫穎新，〈西夏文獻中的通假〉，《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頁152-154。孫穎新，〈再

論西夏文獻中的通假現象〉，《語言研究》2019年第3期，頁113-120。孫穎新，〈西夏文“孝”

“柔”通假考〉，《西夏研究》2020年第2期，頁118。孫穎新，〈西夏文獻中通假的類型和起

因〉，《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1年第4期，頁95-101。 
27 聶鴻音、張吉強，〈西夏佛經校譯所見的語音信息〉，《華西語文學刊》2016年第2期，頁154-

157。 
28 孫穎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通假字書：《擇要常傳同訓雜字》〉，頁211。 
29 孫穎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通假字書：《擇要常傳同訓雜字》〉，頁20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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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行分析其序言，方能掌握此書之撰述目的。除了聶鴻音曾嘗試譯出序言全文

外，30前述的孫穎新、魏安、王培培等人也曾經對此序言進行部分摘譯，最新的

研究則見於張永富等人之論文。31  

筆者整理前述研究，知目前已經解讀之序言段落，尚未及全文之半，學界尚

未全面理解、通讀此書。故重新閱讀序言原文，觀察此書涉及之內容，以及撰述

之目的。從目前較能確定內容的序言段落來看，知是書之撰述，乃因當時學習讀

誦西夏文經典的學習者總是混淆西夏文字，使得經文讀不成句，意義不清。如此

不僅無法「利他」（𘑶𘞙 tsjij¹ gjịj¹，饒益他人），更有可能因讀錯、寫錯西夏文

字而造成「𘍒𗊢」（dzwej¹ ljɨɨ¹，重罪）。32這是該書作者對西夏語使用者「語言

不規範」（Grammatical deviation）提出的嚴正警告，將語言誤用（misuse of 

language）或錯讀佛經之結果等同於「造作罪業」。 

此種將容易誤讀、誤識的文字分類、匯總的詞書，相當於「佛經音義」和

「佛教蒙書」的綜合體，在中國文獻史上相對少見。因佛經浩如煙海，中原傳統

上佛教的「音義」、「蒙書」多會設定合適的經典作為收錄對象，有固定的「出

題」範圍。33  筆者非常好奇，當西夏人想要運用佛經來訓蒙、掃盲，或者打算增

進讀經者的語言能力時，會選擇以什麼佛教經典為分析對象呢？幸而，該書序言

中已經敘明其收錄的誤字之出處，來自： 

𗤻 𗵽 𗥃 𗴮 𗴮 𗀹 𘆄 𘂤 𗏇 𗫂 

wjạ¹ ljuu² ljɨɨr¹ djịj¹ djịj¹ zji¹ njɨ² kha¹ dji² tja¹ 

華 嚴 四 部 部 小 等 中 字 者-TOPIC 

華嚴四部小部等 其中的字…… 

 
30 聶鴻音，《西夏詩文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頁349-352。 
31 張永富、索朗旺青、高藝鵬、姬越，〈西夏字書《擇要常傳同名雜字》序言考述〉，《中古中

國研究》2023年第1期，頁169-184。 
32 「𘍒」[dzwej¹]（罪）字應為漢語借詞。另有「𘕋」[dźjị²]（М. В. Софронов將其誤歸於上聲74

韻，故《夏漢字典》擬音為[dźjar²]）、「𗖡」[tjạ¹]二字在西夏語文獻中也經常對譯漢語之
「罪」。 
33 如唐代玄應、慧琳《一切經音義》等書，及黑水城出土的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都是為

了讀解佛經中的漢字，而編寫的教材或參考書，均標明所收錄字詞之佛典出處。又如佛教蒙書

《釋氏蒙求》則集慧皎、澄照、通慧等三本《高僧傳》中事，使「後進童孺，誦而明其文、究其

理」，所收錄者皆出自選定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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𗏹 𘈧 𗏇 𘉅 𗦻 𘙰 𘁨 𘘥 𗈪 𗺉 𘙌 𗰖 

·ju² deej¹ dji² dza¹ mjiij² lew² bu¹ ·jɨ¹ ·ja¹ tśhji² kjɨ¹ śioo¹ 

「常 傳 字 雜 名 同 序」 曰 一 本 ▽ 集 

集成《常傳同名雜字序》一本。 

「𗴮」字作「部、類」（type, group, set）解。此序言中所謂「華嚴四部小部」，尚

不明其所指。華嚴經門下之部類，若參照唐代開元寺沙門志寧在《華嚴經合論》

卷一中，引用華嚴宗三祖法藏《華嚴經纂靈記》所述「小本《華嚴》」： 

大本《華嚴》，非佛不能知見；中本《華嚴》，住地菩薩乃能知之；小本《華

嚴》，即十萬之偈。今之所傳，只獲四萬五千餘偈，即八十卷經是也。34 

「小部」可能指佛教神話中大乘論師龍樹（नागार्जनुः，又名龍猛）至龍宮取回人

間的小本《華嚴》，特指流傳至今的八十卷《華嚴》大經。35「小部」亦有可能指

《華嚴》大經之下特定品，36或小品經，或者將各品單獨印抄的單行經。37  無論

其定義為何，以西夏佛經參考的漢、藏大藏經（བཀའ་བསྟན་འགྱུར）分類來看，「華

嚴」（ཕལ་ཆེན∕Avataṃsaka）一乘都是獨一部類，項下經目單純，均與《華嚴》大

經有密不可分的關連。可以合理推斷《𘄴𘏲𗏹𘈧𗦻𘙰𗏇𘉅》書中之內容，應有相

當部分出自《大方廣佛華嚴經》大經，及相關小品經之中。38 

《華嚴經》以其篇幅宏大，體系浩瀚廣大無邊，建構出大乘佛教恢弘的宇宙

觀而著名於世。經中所涵蓋四大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

礙法界」，悉由佛心幻化。宇宙萬法，一心含攝。可以說《華嚴經》中牽涉之佛

 
34 〔唐〕志寧，《華嚴經合論》，CBETA 2024.R3, X04, no. 223, p. 6a22-24。 
35 小本《華嚴經》今存三種漢譯本（唐般若譯四十卷、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六十卷、唐代于闐實叉

難陀譯八十卷），其中黑水城出土者有四十卷本及八十卷本。四十《華嚴》又名〈普賢行願

品〉，對應另外兩種《華嚴經》之〈入法界品〉，在黑水城亦曾出土多種單行本。 
36 如有將經常讀誦的〈淨行品〉、〈梵行品〉、〈初發心功德品〉、〈普賢行願品〉四品合稱

《華嚴四品》。 
37 另外如《華嚴小部集》則收錄與華嚴相關的經疏。 
38 西夏人有自行定義，不見於印藏漢佛教體系的佛經分類，如將《守護大千國土經》、《大孔雀

明王經》、《大寒林經》、《大隨求陀羅尼經》和《大真言隨持經》五經統稱為「𗏁𗴮𗖰𗚩」

（五部契經），見高山杉，〈一張紙片引起的思考—記賀蘭山出土的西夏文《五部經》印本封

簽〉《南方都市報•閱讀週刊》2017年7月2日。故此處所謂「華嚴四部小部」可能也是某種我們

目前尚未能得知的經典系列之統稱。筆者已發現有些詞語似乎未見於現存西夏語《華嚴》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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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名相與原理，是經藏（sūtra piṭaka）裡多元豐富的寶庫，更是人類智慧與哲學

思想高度精煉之傑作。簡言之，在眾佛經之中，《華嚴經》收羅了十分多元的佛

教用語和理論框架，一如佛教的百科全書，非常適合用來編寫教材，接引初機。

因此，利用《華嚴經》的語彙作為指導語言的基礎語料，是相當合適的選擇。 

在黑水城出土之西夏語文獻中，另可見《𘜶𗣼𗾟𗢳𗤻𗵽𗖰𗚩𗦻𗎹》（大方廣

佛華嚴經名略），39亦為西夏人化約、條理化《華嚴經》，俾利閱讀的一種嘗試。40

西夏國華嚴著作，無論漢文本或及西夏文本均相當豐富，是般若、淨土、密教之

外最大的宗派。從西夏語《華嚴經》切入，不僅能兼顧西夏時代的佛學脈絡，同

時可以與《擇要常傳同名雜字》這部字集對話，是值得深入探討的研究對象。 

（二） 部件分類對照表 

卷首的兩個序言之後是內文。內文分為兩部分，葉 4-5（第一部分）是與西

夏文字的「筆畫」、「偏旁」，或曰「構字部件」有關的列表。本段列舉一系列西

夏文印刷體的構字部件，並將具有該部件的例字，及該例字的草書寫法置於其

後。西夏文獻中，以木版印刷草書文字者，目前以此書為僅見。 

雖然本書並未完整收錄所有西夏文構字部件，41仍不失為一批難得的材料，

對我們分析西夏文草書有所助益。這部分文字之形體與寫法的分析，從史金波到

魏安已有相對完整的研究，參見本文「三、研究回顧」。本書草體字和其他西夏

文草書的比較，則可參見趙天英《西夏文草書研究》下編中的對照表。42 

（三） 同名雜字 

此書剩下的篇幅（葉 6a-14b）屬於內文之第二部分，是本書最重要的段落，

應即書名中之「𗦻𘙰𗏇𘉅」（同名雜字）。過去以魏安對此部分研究最為深入，張

永富對詞語的排列和來源提出了一些推測，43王培培、孫穎新等人也有初步分

析。迄今絕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此部分為西夏語通假字的列表，其固定體例為：先

揭示特定西夏詞語，以大字作為詞條。而大字之中有部分文字，其下方添附雙排

小字，作為該字之附注。 

 
39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中國社科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俄

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黑水城文獻 23 西夏文佛教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1-39。 
40 西夏語《天盛律令》在繁複的法律條文之末，也有一卷〈名略〉說明其綱要。 
41 以Unicode 9.0所收錄的西夏文構字部件（Tangut components）為例，共有755個碼位。而《擇要

常傳同名雜字》本部分僅有不到兩百組的例字。 
42 趙天英，《西夏文草書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22年），頁139-449。 
43 張永富，〈西夏文字書《擇要常傳同名雜字》探析〉，《西夏研究》2020年第2期，頁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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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大字為「𗻶」者，下面列出五個小字「𘆊、𗰩、𗎈、𘆋、𘇧」。

茲將本組大、小字一併列表如下： 

西夏字 擬音 字義 聲 調 韻 

𗻶 xọ² 災 VIII 2 62 

𘆊 ɣjow¹ 源 VIII44 1 56 

𗰩 ·wo¹ 枕 VIII 1 70 

𗎈 ·wo¹ 霜 VIII45 1 70 

𘆋 ·wọ¹ 粗 VIII 1 70 

𘇧 ·jow² 灰46 VIII 2 49 

表中主要詞條為大字「𗻶」，而小字為與大字發音相同或相近，因而容易誤用

者。同時「𗻶、𘆊、𗰩」三個字都具有偏旁「𘧈」。「𘆊、𗰩」二字甚至共同具備

兩個構字部件「𘦏」、「𘧈」。有可能在發音相近之外，字形彼此之間近似也是造

成誤用的原因。 

若從西夏擬音來看，無論聲母或韻母，這六個字間都有明顯的差異。上述西

夏字的語音在《文海》或《同音》體系中，確定不屬於同一類。但在此書中，小

字「𘆊、𗰩、𗎈、𘆋、𘇧」卻是西夏人寫「𗻶」時會弄錯而寫成的字。不只聲

母、韻母，甚至連聲調不同的字之間都能誤用，表示在該西夏作者的語言知識

中，這些西夏字的語音差異可能已經到了連母語使用者都會不慎誤用，甚至相似

到會誤為「同音字」的程度。 

         這種近音誤用的文字組合，西夏作者以「𗦻𘙰」（同名）命名之。全書所有

「同名」組合一共有 577 組以上，涉及大字約九百個，小字超過兩千個，數量約

佔已知西夏文字之半。 

 
44 「𘆊」字於《同音》（IOM Tang. 18/1俄藏甲種本）位於45B62，IOM Tang. 18/3俄藏乙種本）位

於46A53，皆列於第八品喉音。Софронов М. В,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нига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383中，「  」聲類作IX，有誤。 

45 「𗎈」字於《同音》甲種本位於43B15，乙種本位於46B56，皆屬第八品喉音。Софронов М. В,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нига 2, 292中，「 」聲類作III，有誤。 
46 此字《文海》無徵，見於《同義》16A7.12，《同音》甲種本45B51，乙種本46A42，從上下文

判斷，意思可能與「灰（色）」有關，見李範文、韓小忙，《同義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05年），頁293。Кычанов解釋此語為「руководить」（領導／ lead），漢譯為

「領」，未提供出處，根據不明。Кычанов, Е. И., С Аракава(荒川慎太郎 ). 2006.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Си Ся) Языка: Тангутско-Русско-Англ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Киото: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617. 



324 2025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此書中之案例，現階段依然不易分析。除了因為原書破損，造成文字無法辨

識之外，部分文字的刻寫筆畫亦相當難以識讀。而可以辨認的文字，又因選擇詞

條和用語的標準尚未明白，以致迄今仍然缺乏有效的解析。 

舉例來說，下表中這組「同名」，以「𗾔」[be²]為詞條，註釋為「𘌥」[bej¹]

與「𘏛」[bej²]。由此，可以得出韻母[e²~ej²]是一組會產生誤用的語音組合。另

外，就連韻母[ej¹~ej²]這樣具有不同聲調的字，也有可能相互誤用。至於「𘌥」

[bej¹]與「𘏛」[bej²]的誤用除了來自聲音（音調）相近，是否有來自語意「捆～

綁」的相似，或者兩者兼具，是後續研究中需要討論的事項。 

西夏字 擬音 字義 聲 調 韻 

𗾔 be² 日 I 2 7 

𘌥 bej¹ 縛 I 1 33 

𘏛 bej² 綁 I 2 30 

在「𗦻𘙰」總表中還能再找出許多與上組有關的「同名組合」，例如下表之

中大字「𗣫」[tsəj¹]與小字「𘜞」[tsej²]、「𘂝」[dzəj¹]的搭配，可見韻母[ej²~əj¹]的

誤用案例，由此可以探討書中其他地方是否還有[e~ə]的混淆詞例。不僅是韻母，

[dzəj¹~ tsəj¹]顯示聲母間也具有[dz~ts]之交替。若將上下兩組的韻母相繫聯，可以

整理出一個基於「同名雜字」音系的同音∕近音圈[ej²~ej¹~e²~əj¹]。 

西夏字 擬音 字義 聲 調 韻 

𗣫 tsəj¹ 小 VI 1 40 

𘜞 tsej² 暫 VI 2 30 

𘂝 dzəj¹ 減 VI 1 40 

若把眼光擴大到其他具有相近韻母的「同音」群組，會發現更複雜的對應模

式，例如大字「𗑉」（眼）項下共有九個附註小字： 

𗑉 𗁲 𗎽 𗒾 𗅗 𗱧 𗢻 𗿗 𗜧 𗃶 

mej¹ mej² me² me² mej¹ meej² me² mej² mej¹ mee² 

眼 毛 塵、埃 寐(借詞) 跪 思 族姓 鵄 怱 病 

仔細觀察，這十個西夏字的聲母均為[m]，無一例外。然而韻母卻有五種近似的

組合，若與前一段提到的各種韻母誤用例兩相配合，可歸納出當時的人容易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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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組六個韻母[ej²~ej¹~e²~eej²~ee²~əj¹]。當我們觀察這些西夏語「擬音」時，會

發現這些韻母不僅在元音的音質、長短，還有介音韻尾的有無，甚至是聲調都有

很大的差異。47因此，運用這批新出的西夏語資料重新檢視過去的擬音方案，對

我們理解西夏語音很可能有所助益。 

至於聲調，在這部文獻中，不只一次出現平聲、上聲混合在同一組「同名」

之中的情形，以下舉兩個例子： 

𗳘 𗱆   𗆈 𘉫 

ŋwe¹ ŋwe²   gjị² gjị¹ 

樂 母牛   隔 呻吟 

西夏語作為一種聲調語言，聲調是重要的辨義資訊。而這些弄錯的詞，為什麼會

以另一個聲調的字來「誤用」呢？背後的原因可能很複雜。上面的「𗳘」字，其

實是西夏語中唯一讀[ŋwe¹]的字，所以如果要「誤寫」，也沒有其他同音字可以取

代，書中的例子只有讀上聲的「𗱆」[ŋwe²]。而讀為[gjị²]的「𗆈」，在西夏語中只

有「𘆑」、「𘘢」等兩個字同音[gjị²]，但不同聲調，讀為[gjị¹]的字則還有另外九個

字。附註小字不取讀為[gjị²]的字，卻只引用了一個讀成[gjị¹]的字。從前面的例子

來看，韻母[e]是有可能和[ej~eej~ee~əj]等組合產生誤用的。如果以這些其他韻母

的誤用字，再加上「轉用其他聲調」，實際上能列舉的字就會更多，現階段吾人

還不清楚作者選擇附註這些誤用字的標準為何。 

總而言之，收錄「同名雜字」的這個段落，是本書最複雜的部分。這些附註

的小字是在發音上（在部分案例中，可能意義上也是）容易與大字混淆的「錯

字」。在這部書的西夏作者眼中，這些小字很可能是他本人認知中，或者是他從

當時的人的實際書寫中，所收集的「錯別字組」之集成。 

此書所收錄的西夏文字，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現存西夏諸韻書所描述的西

夏語音，是否真的貼合實際發音，抑或是學者們長年懷疑的「模仿漢語韻書、韻

圖的翻版」。同時我們還需要檢討這部書背後的西夏語音系，重新觀察這些混用

的狀況，與過去的西夏擬音有多少距離，看看這些過去未知的「同名」組合究竟

是怎麼一回事。 

 
47 對於西夏語的實際發音，我們不知道實際的音值是什麼。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假設，此處僅就

龔煌城擬音分析。事實上，龔先生擬音的特色是將韻書內部分類以代號標明，使之有所差異，並

不影響日後關於音值的研究。不同的學者大可將龔氏擬音代換為其他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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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研究到了此一階段，要進一步探討的關鍵是：必須釐清產生這些混用、誤用

的原因，必須深究相似字形、近音、類義等容易造成類同作用的因素。從書中序

言初步來看，《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的作者也認為西夏文字相當難學習，容易寫

錯或誤用。他編纂這部書的目的是為了提醒大家不要用錯字，所以此書應該是一

部「西夏人眼中的訛誤字典」，即「錯別字字典」之屬。研究「錯字」比討論是

否為「正字」，難度更高。必須得有文本證據，而現存可用的西夏語料數量有

線，必須費心找尋，細心判斷。考證每一則正∕訛字詞條的實際應用案例，並嘗

試從文獻勘同比對中，重建其編纂過程。 

除了「同名」組合，這些大字本身可能來自一種「雜字」文獻。書中絕大部

分的大字及其所屬的語詞都屬於佛教用語，其內容與其所從出的原典有關。此後

還必須觀察《擇要常傳同名雜字》的撰寫方式，考慮著述這部書的目的與目標對

象為何，並從中探討西夏人編纂「字書」、「雜字」類文獻的理念與方法。該書西

夏文字讀音與《同音》、《文海》的差異，亦需於本文獻的研究基礎上，與其他文

獻比較，觀察其他西夏文獻中所見「同名」組合的現象，並且繼續分析是否有不

同音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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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始儒道思想論圭峰宗密大師對儒道二家的批評與

會通──以《原人論》為中心的考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退休副教授 

羅慎平 

摘 要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西元 802 年），宗密二十二歲，李翱（西元 774 年―836

年）完成了他一生思想的代表作──《復性書》，發揮其儒家心性論的學說。元和

十四年（西元 819年）正月，韓愈（西元 768年―824年）上《諫迎佛骨表》引起

朝野極大風潮，幾乎獲罪而死，宗密時年約四十歲。此兩件大事雖然相隔將近二

十年，然而李翱與韓愈皆為中唐時期主張復興儒學的先驅人物，對於世出世

間的學問有著敏銳觸角的宗密而言不會不無所感，可能為日後寫作《華嚴原人

論》（簡稱《原人論》），對儒釋道三家從批判到會通的論述立下基礎。 

宗密（西元 780 年―841 年）所撰《原人論》除自序之外，另有裴休的序

言，作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 841 年），可知應該是宗密晚年思想圓融成熟的

作品。本文從中國哲學史的發展線索，探討宗密批判會通儒道二家的理論問題。

宗密批判儒道時，直接涉及了與此二者本體論與宇宙論的爭議，也與儒道二家之

「終極關懷」密切相關。但是，他所批評的儒道思想是否只是世俗化和官學化的

儒道思想？這是學術上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認為，原始儒道二家在由「終

極關懷」所展開之「實存主體」、「生死解脫」及「終極存在」的追求，各自有其

充分自足的理據，也因此而隱含了《原人論》中儒道釋三教會通的根本難題。 

關鍵詞：宗密、《華嚴原人論》（簡稱《原人論》）、原始儒家、原始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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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圭峰宗密大師為華嚴宗五祖，少學儒道，繼而學法禪門，再歸依華嚴，其智

識廣博，思辯敏銳，且善於從批判進而融合諸家之長，其所作《華嚴原人論》

（簡稱《原人論》）正是顯露出其思想的廣大包容。 

歷來對《原人論》的討論較少關注宗密對儒道思想的批評上，尤其是他

所批評的儒道二家是否為原始的儒道思想，更少有人去探討。本文根據中國

哲學史的發展線索，探討宗密批判儒道，進而企圖會通儒釋道三家的理論問題。

在內因方面，從宗密生平修學可知，基本上他是出自於對人之「終極關懷」，為

了安身立命，出入儒釋道三家思想，最後皈依釋家；而在外緣方面，則是對當時

儒釋道三家思想發展的一種檢視和轉化（說是『反動』也未嘗不可）。宗密批判

儒道時，直接涉及了與此二者本體論與宇宙論的爭議，也與儒道二家之「終極關

懷」密切相關。但是，他所批評的儒道思想是否只是世俗化和官學化甚至參雜了

宗教色彩（道教）的儒道思想？這是學術上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文即是從原

始儒家和原始道家的思想來檢視宗密對此二家的批評。本文以為，原始儒道二家1

在由「終極關懷」所展開之「實存主體」、「生死解脫」及「終極存在」的追求，

各自有其充分自足的理據，也因此隱含了《原人論》中三教會通的根本難題。 

二、 宗密時代之政治文化與思想學術概觀 

（一） 宗密自述其由儒入佛之因緣 

宗密於唐德宗建中元年（西元 780 年）出生在果州西充縣（今四川省西充

縣），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 841 年）去世，世壽六十二歲2。俗姓何，名炯，世

代豪門，與當時普通讀書人一樣，以參加科舉考試為入仕之途，實現經世濟民的

理想。故在七歲至十八歲前的十年之間，研讀儒家經典，旁及道家之說。宗密

「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3。然而「自韶年洎

 
1  依照當代中國哲學家如方東美、牟宗三、勞思光、羅光、王邦雄等人的看法，此處所謂的原始

儒道二家，主要是指先秦時代的儒道二家而言。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主要經典

有《尚書》、《易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和《荀子》等；原始道家則指的是老子

和莊子，而《老子（道德經）》與《莊子（南華真經）》則是吾人依之探討的經典。參見：方東

美，2005；牟宗三，2005；勞思光，2005；羅光，1982；王邦雄等，1995。 
2  有關宗密的生平與著作的詳細考證，請參考：冉雲華，2015；徐湘靈則以生動活潑的小說筆法

敘述有關宗密的生平事蹟，見：徐湘靈，2019。 
3 《宋高僧傳•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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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冠，雖則詩書是業，每覺無歸。」4裴休在《圭峰禪師碑銘并序》中亦說「大師

本豪家，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活生靈」5，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中曾記其少年

時代修習儒學的歷程：「實而言之，即七歲乃至十六、七為儒學，十八、九、二

十一、二之間，素服莊居，聽習經論，二十三又卻全功，專於儒學，乃至二十五

歲，過禪門方出家矣。」6宗密對於儒學之教，深感不足，故十八歲時，停止學習

儒學，旁求佛典，但未遇善知識的指點，所得有限。經過了四、五年的徘徊，宗

密於二十三歲時，又重新專於儒學，並至另一所著名的學院繼續讀書，做為即將

趕赴科舉考試的準備。 

然而當時的教育制度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面對科舉考試的壓力，使得宗

密更加深對儒學的厭倦，最終由於因緣的偶合走入佛家。宗密曾經向澄觀7自述其

由儒入佛的的心路歷程，說其： 

本巴江一賤士，志好道而不好藝，縱遊藝而必欲根乎道。自齠年洎弱冠，

雖則詩書是業，每覺無歸。而復傍求釋宗，薄似有寄。決知業緣之報，如

影響應乎形聲，遂止葷茹，考經論，親禅德，狎名僧。莊居屢置法筵，素

服濫嘗覆講，但以學虧極教，悟匪圓宗，不造心源，惑情宛在。後遇遂州

大雲寺圓和尚法門，即荷澤之裔也。言下相契師資道合，一心皎如萬德斯

備。既知世業事藝本不相關，方始落髮披缁服勤敬事。習氣損之又損，覺

智百煉百精。然于身心因果，猶懷漠漠，色空之理，未即于心。8 

由上可知，宗密出生在一個富豪家庭，幼小便勤讀儒書，為了求取世間的功名，

就必須經過國家層層的考試。但是他懷有悲天憫人的救世精神，不甘只作尋常書

吏，縱使為了科舉考試而日夜攻讀詩書，但總是覺得茫然無歸。而且宗密的本願

是在「道」而非「藝」，亦即是志在追求知識和宇宙人生的真理，這是他年輕時

期就已經立下的「終極關懷」。後來宗密決定棄儒從佛，此時感覺似有所寄，並

止葷茹素，親近禪門的高僧大德，在自家莊園，設置法筵，禮請高僧說法，並以

俗家身份擔任覆講的任務，這是宗密由儒入佛的因緣，直到二十五歲出家（一說

是二十七歲或二十八歲）9，正式皈依佛門為止。 

 
4 《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 
5 裴休，〈圭峰禪師碑銘并序〉。 
6 轉引自釋天演，1998，頁 2。 
7 清涼澄觀，生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 年），唐文宗開成三年（838 年）三月圓寂，享年一百

零二歲。後世尊為華嚴宗四祖。 
8 《圭峰定慧禅師遙禀清涼國師書》。 
9 參見釋天演所整理的資料，釋天演，199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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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宗密出家皈依佛門之前的歷史，有兩點值得注意的事項，而且跟他出家

有極為密切的關係。第一，宗密原本是攻讀儒書以參加科舉考試，進而希望取得

功名，能夠造福人群社會，這是他說「欲干世以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的意

思。第二，他本身則是一個尋根問底，而且是追求終極答案的性格，誠如他所說

「志好道而不好藝，縱遊藝而必欲根乎道。自齠年洎弱冠，雖則詩書是業，每覺

無歸。」因此，我們要問的是：當時唐代的科舉制度是怎樣實施的？要考些甚麼

科目？考試的標準教材是甚麼？是不是他當時所研讀的教材不能夠滿足他追求人

生問題解答的需要？從更高的層次來說，中國哲學從先秦經過兩漢魏晉南北朝到

隋唐時代一千多年的發展，他所讀的儒學經典（以及對經典義理的詮釋）是不是

在當時已經走入了思想的黃昏，已經失去其原始的面貌，無法給予知識與人生問

題的終極解答？而宗密他所關心的問題又是甚麼？ 

（二） 唐代之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是中國自隋唐到清朝末年一千三百多年以來的一項重要政治制

度，也是一種文化和社會制度，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直接催生

了不論士族門第，而憑國家考試產生的「士大夫」階層。開皇七年（587 年），

隋文帝廢除了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度，實行國家考試以選拔人才，奠定科

舉制度的基礎。科舉制度在唐朝發展成型，直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

被廢除，持續了一千三百多年。 

國學生是參加科舉的重要力量，因為他們在各級官學學習，考試合格後被送

至尚書省參加科舉，因此被稱為「生徒」；自學成才繼而向地方政府投牒自舉，

經考試合格後被送入京參加科舉者，謂之「鄉貢」，「生徒」和「鄉貢」這二種人

是科舉考生的主要來源。 

唐代的科舉分「常舉」、「制舉」兩種。所謂「常舉」是指每年分科舉行的科

舉；「制舉」是指由皇帝臨時下詔舉行的科舉。在考試內容、考生來源、考試方

法上常舉和制舉有很大區別，而常舉以其長期性、固定性的優點成為了科舉中最

重要的部分。常舉的主要類型包含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

史、三史、開元禮、道舉、童子等。其中最受人重視的是「明經」和「進士」二

科。明經科主要考儒、道經義，唐朝將經書分為正經和雜經，其中正經共九部，

根據重要程度和難易程度，又分為大、中、小三個等級，其中《禮記》、《左氏春

秋》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

秋》、《穀梁春秋》為小經。除了必考的九部正經之外，偶爾還會加試《孝經》、

《論語》、《老子》等其他雜經。唐朝的明經科又分為五經、三經、二經、學究一

經等級別，例如通二經者，必須是大經、小經各一部或中經兩部；通三經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A%8B%E6%96%87%E5%B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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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經各一部；通五經者，大經、小經皆須通。具體考哪一種，則由考生

自己決定，由於考試相對寬鬆，因此錄取人數最多。進士科考試內容主要有三部

分，一是「帖經」，有點類似于現代的默寫、填空題，主要考察對經書的熟悉程

度；二是「雜文」，類似于作文題，主要考察詩、賦等題材的寫作水準；三是

「策問」，通常為時務策五道，考察對國家政策的瞭解和時政事務的對策。進士

科中除試策非常重要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詩賦。由於明經注重的是死記

硬背，考試的內容相對容易一些，而進士科最關鍵的是則是難度較大的詩賦，社

會上也更重視考取進士科的學子。能考取進士者一般都是有真才實學的才子，許

多人窮其一生精力，也不能得中。所以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

法（出自《全唐詩》八七六卷：「明經進士語：『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言其艱難也。」）10 

起初的科舉考試並沒有甚麼標準讀物，考生可能是依據當時通行的儒道經典

研讀準備，至於對經典意義的註解詮釋可能因為各家立場不同而有分岐。追溯中

國經學的發展歷史可知，經學自鄭玄（東漢順帝永建二年―東漢獻帝建安五年，

即西元 127年―200年。）注釋群經，折衷異同之後，原本講究之「博士家法」遂

被世人逐漸廢棄。中間經過長期戰亂，經學由於各種偽證、虛說、曲說、或如王

弼（曹魏文帝黃初六年―曹魏少帝正始十年，西元 226 年—249 年）以老莊注易

等，混入經學，遂有種種奇談怪論，經學日漸失其本來面目。「自後南北對峙，

學風互異。北人守舊，猶重樸學，理晚漢之墜續。南人趨新，多尚清談，有兩晉

之遺風。」11儒學日漸失去其本來面目，進而分為南北兩派經學，互為對峙，學

風各異12。及至隋代，北宗漸亡，南宗獨盛。 

隋唐時代為了統一的政權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設之需要，亟需整頓混亂的

經學，並由朝廷出面撰修、頒布統一經義的經書。至唐太宗李世民，天下日漸安

定，文治武功日益強盛。唐太宗有鑑於前代衰亡的前例，特別講求治道，尤重儒

學。貞觀四年（630 年）命前中書侍郎顏師古（隋文帝開皇元年―唐太宗貞觀十

九年，西元 581―645 年）考定五經，頒行全國，作為天下學子共同研讀的標準

本。後命國子監祭酒孔穎達（北齊後主武平五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西元

574―648 年）率諸多儒生編撰五經正義，於唐高宗永徽四年（西元 653 年）頒行

天下並交付國學使用，國家考試亦以此為標準13。從此自唐至宋，明經取士，都

是遵照此本，期間雖然有所增益（例如《十三經注疏》），但是基本上沒有重大變

 
10 有關唐代科舉制度的說明，主要參見《唐六典》、《新唐書•選舉志》。 
11 錢穆（上），1931，頁 173。 
12 錢穆（上），1931：頁 173。 
13 見駢宇騫譯注，2011：頁 481；錢穆（上），1931：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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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然而，士子們苦讀此本其目的在於通過科舉考試，謀求仕宦晉身而已，鮮有

能夠真正深入其中義理，更不能預期學術思想之流變矣14。 

我們有理由相信，宗密在年輕時候為了參加科舉考試而埋頭苦讀的儒學經典

應該就是孔穎達的《五經正義》，這是國家考試的標準教科書，而且自唐高宗永

徽四年（西元 653 年）頒行天下，遲至宗密出生之唐德宗建中元年（西元 780

年）經過了一百三、四十年之久。再者，唐代除了佛教思想之外，在儒道哲學方

面並沒有明確的哲學思想或理論出現，僅有零星的言論，即使如韓愈、李翱等

人，其言論大概只在呼籲重新振興儒學，並未能開出如之後的宋明諸大儒般的哲

學系統，開創了宋明理學與心學的所謂「新儒學」的境界。因此，隋唐時代並沒

有真正足以與佛教思想相抗衡的儒道思想家，宗密無以親近當代大儒也是可想而

知了。 

（三） 李翱與韓愈 

宗密在寫作《原人論》之前，中國學術界已經出現了日後成為宋明理學的先

鋒人物及他們的著作―韓愈（唐代宗大曆三年―唐穆宗長慶四年，西元 768 年

―824 年）與李翱（唐代宗大曆七年―唐文宗開成元年，西元 774 年―836 年）。 

自東漢魏晉以來，由於佛教的傳入，以及道教的創立傳播，在文化思想的領

域上，逐漸形成儒、釋、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不過唐代的道家已經不是原始的道

家老莊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一般把道家的發展階段分為先秦時代的老莊道家 

（原始道家）、秦漢之際的黃老道家（依託黃帝與老子，主要是在實際治術方

面）、以及魏晉玄學道家（倡言《易經》、《老子》和《莊子》，號稱「三玄」）。魏

晉以後，道家實際上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不復存在，道家被道教取而代之。人

們所說的道家，除了明確指出是先秦或魏晉道家以外，多指的是道教。 

原始儒學的發展到了秦漢之後發生了變化。勞思光指出：漢儒的理論乃是雜

取了陰陽五行，是一個「宇宙論中心的哲學」，以「天」為一切存在、關係與價

值的根源，與先秦孔孟之「心性論中心的哲學」有著極為顯著的差異。以宇宙論

的觀念為基礎而建立的任何價值理論，不僅是背離了原始孔孟的心性論思想，也

因其最終無法成立，而引發後世儒者為之抗拒改造的要求15。從哲學方面來說，

隋唐時代之佛教哲學其所擅場之處正是在其與孔孟不同之「心性論的哲學」所開

 
14 見錢穆（上），1931：頁 176。這並不是說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毫無價值，研究中國經學史的

學者認為孔穎達等人所表達的以民為本與士大夫的主體意識乃《五經正義》最為鮮明的時代內

涵，其中所流露出的儒學實踐性品格也有別於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參見：鄭偉，2022。外國學

者的觀點可參見：野間文史著，金培懿譯，2005。 
15 勞思光，2005，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三卷，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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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來之價值理論，因此唐末之中國學者如韓愈、李翱等人，乃以崇儒拒佛的立

場，他們吸取傳統儒家的心性理論，構建出具有時代特點的獨特的人性理論，自

覺地做出了脫離漢儒，回歸孔孟原始儒學的初步嘗試16。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 803 年），監察御史韓愈因揭穿權貴隱瞞災情而得罪

當道，被貶至連州。貞元二十一年（西元 805 年），德宗死後，韓愈遇赦而被任命

為江陵法曹參軍，於是韓愈寫了一封自薦書給當時的兵部侍郎李巽17，希望獲得

重用，以施展抱負。在這封書信中，韓愈提到「舊文一卷，扶樹教道」，其中就

是他為了重新恢復儒家性命之學的「五原」作品―《原道》、《原性》、《原毁》、

《原人》和《原鬼》，尤以《原性》和《原道》最為重要。至於這「五原」作品

究竟是在何時完成，則是眾說紛紜，較新的說法是應該是在貞元十九年（西元

803）貶陽山的第二年，即貞元二十年（西元 804 年），開始撰稿，至貞元二十一

年（西元 805 年，也即永貞元年）在郴州候命的三個多月期間完成的18。 

其中《原性》一文對唐朝以前各家人性論作了總結，認為孟子、荀子、揚雄

三家的人性論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繼承並發揮了董仲舒的人性論思想。第一

次明確提出「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

焉者，惡焉而已矣。」他認為人性的具體內容是仁義禮智信五種道德品質，它們

在性之三品中的比重各不相同。上品之性具有仁而行于其餘四者；中品之性裡仁

的成份多少不同，其餘四者混雜不純；下品之性反於仁而違背其餘者。同時還認

為人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情，與性相對應，亦有三品：上品之

情，是七情「動而處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動「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

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動「亡與甚直情而行」。認為性「與生俱生」，即先天

就有的，並認為它們是人類普遍的本性；情是「接與物而生」，即後天才有的；

他既反對任情縱欲，也反對佛教的滅情見性主張，在當時具有積極的意義19。 

韓愈在《答李翊書》中自言其「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

存」20，其生平除其文學成就之外，尚且是一位以積極承接儒家傳統，反對佛教

崇拜為己任的儒者。元和十四年（819 年）唐憲宗派人到鳳翔法門寺，將佛陀的

 
16 勞思光，2005，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三卷，頁 3。 
17 《上兵部李侍郎書》，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4%B8%8A%E5%85%B5%E9%83

%A8%E6%9D%8E%E4%BE%8D%E9%83%8E%E6%9B%B8，2025/1/15 瀏覽。 
18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414/13/26561818_745564457.shtml，2025/1/16 瀏覽。 
19  〈原性〉《全唐文卷五五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5%8E%9F%E6%80%A7_(%E9%9

F%93%E6%84%88) 

2025/02/13 瀏覽。 
20 〈答李翊書〉，《昌黎先生集‧卷十六》，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7%AD%94%E6%

9D%8E%E7%BF%8A%E6%9B%B8，2025/1/10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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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骨迎至宮中，供奉三日，長安百官民眾，傾城而出。韓愈時任刑部侍郎，為了

維護「先王之道」，竭力反對事佛，寫《論佛骨表》21呈上，進諫憲宗。結果觸犯

憲宗忌諱，將處以極刑，幸得裴度、崔羣等一班大臣說情相救，才被貶為潮州刺

史保存性命。《資治通鑑》記云：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

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郞韓愈上表切諫，…

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

於忠懇，宜寬以開言路。」……貶愈爲潮州刺史。22 

在《論佛骨表》中，韓愈列舉史實認為「佛不足事」。他主張佛法原為「夷

狄」之一法，東漢時才傳入中國。在此以前的中國歷代帝王在位時間長，年壽

高，顯然「非因事佛而致然也」。自東漢明帝時始傳入佛法，但此後「亂亡相

繼，運祚不長」，甚至「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今迎佛骨，會導引百姓事佛，以

致「傷風敗俗，傳笑四方」。他還把佛骨稱做「朽穢之物」，要求朝廷把它「投諸

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同時指責「群臣不言其非，御史

不舉其失」，自己甘受殃咎，亦不怨悔。 

錢穆先生在評論韓愈時有言： 

其排釋老而返之儒，倡言師道，確立道統，則皆宋儒之所濫觴也。嘗試論

之，唐之學者，治詩賦取進士第，得高官，卑者漁獵富貴，上者建樹功

名，是謂入世之士。其遯跡山林、棲心玄寂，求神仙，溺虛無，歸依釋

老，則為出世之士……獨昌黎韓愈氏，進不願為富貴功名，退不願為神仙

虛無，而倡言乎古之道……此皆宋學精神也，治宋學者首昌黎，則可不昧

乎其所入矣。23 

李翱是另一位在中晚唐時期與韓愈共同企圖恢復儒學，排斥佛老的著名人

物。李翱（唐代宗大曆七年―唐文宗開成元年，西元 774 年―836 年），是韓愈的

高足弟子，也是韓愈的侄女婿，受韓愈的影響很深，後世多以「韓、李」並稱二

人。他在儒學方面最大的貢獻，便是試圖重建儒家學說的心性理論。從時代背景

與交往情形來看，李翱或多或少受到了儒、佛、道各方思想的影響。但他仍以儒

 
21 〈論佛骨表〉，收於《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8%AB%96

%E4%BD%9B%E9%AA%A8%E8%A1%A8，2025/1/10 瀏覽。 
22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元和十四年》條。 
23 錢穆，1997，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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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作為自己學問的主軸，並將振興儒學一事，視為己任。德宗貞元十八年

（802）時，李翱完成了足以堪稱其思想的代表之作―《復性書》24。全文分成三

個部份，上篇總論「性情」及聖人的關係，中篇談修養成聖的方法路徑，下篇勉

勵世人應努力進行修養。他以《周易》、《中庸》、《大學》、《孟子》為立論之根

據，提出了「性善情惡」與「去情復性」的說法，並舉「開誠明，致中和」為終

極意義。而人之所以無法成為聖人，是因為被後天的情欲所干擾、浸染、扭曲，

甚至破壞，使先天即具備的善性，無法得到擴充並蓬勃地發展。為了恢復我們先

天純潔的善良本性，勢必得先去除情欲，故稱「去情復性」。從「去情復性」作

為旨歸，以「弗慮弗思」、「齋戒其心」、「寂然不動」、「誠明」等步驟為達到復性

的方法，以「虛明變化」、「感而遂通天下」、「與天地參」為用。李翱的心性論，

無非是將其原始的心性學說，自簡樸的道德實踐層面，拉升至本體論的層次。他

的人性論思想既是唐代反佛、道運動在文化思想領域的產物，有其深刻的思想淵

源；又是儒家人性論思想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李翱繼承和發展了孟子的性善

論，提取和發揮佛、道心性論的思想，提出了「性善情惡」和「滅情復性」的說

法。對後來北宋，甚至到南宋的理學，都有很大的影響。歐陽修在《讀李翱文》

中曾經推崇說：「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性其

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25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自始即遭受到儒道二教的排斥與論難，佛教的生存，經

常受到來自儒道二教的威脅，特別是在宗密的時代，佛教已即將面臨唐武宗的

「會昌法難」26，失去政治權力的保護，加上當時佛教界的內部，對立與混亂的

局面也日益嚴重，所以他完成了思想體系完全一致的兩部著作，那便是《原人

論》及《禪源諸詮集都序》。尤其是《原人論》，目的是要將佛教適應儒道二教的

中國文化環境，並且企圖提昇儒道二教。 

三、 《原人論》之內容 

據考證，宗密之《原人論》撰於唐文宗太和五年（西元 831 年），宗密 52

歲。宗密於是年上書皇帝，請求歸山退隱。在歸山之前可能回鄉掃墓，與雙親訣

 
24  李翱，《復性書》，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5%BE%A9%E6%80%A7%E6%9B%

B8，2025/1/10 瀏覽。 
25  歐陽修《讀李翱文》，文見：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8%AE%80%E6%9D%8E%E7%B

F%B1%E6%96%87，2025/1/15 瀏覽。 
26 會昌（840 年-846 年）是唐武宗在位的年號，他推行一系列的「毀佛」（滅佛）政策，除了保留

的極少數之外，其餘佛教寺院財產被剝奪，僧尼還俗，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佛教宗派因也由極

盛而走向衰微。以會昌五年（845 年）七月頒布的敕令為高峰，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國受到嚴重

打擊，而會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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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並寫下《盂蘭盆經疏》二卷，比較儒家孝道與佛家孝道的異同。之後退居終

南山，寫下一批晚年時期的著作，包括《原人論》、《禪源諸詮集》（全書約一百

卷，已佚，僅存總序《禪源諸詮集都序》，簡稱《都序》至今。為禪宗重要史料

之一，也開創禪教合一的理論。）27 

《原人論》之「原」字在此處，是探索、窮究、考察的意思，「原人」則意

謂探究宇宙人生之根本。宗密出入儒釋道三家，深入義海，撰著不輟，希望教

內外正確而全盤地彼此認識各自的主張，不因誤解而互相詆毀。對佛教而言，

他不僅主張佛教是整體的，也主張外教是可以會通佛教的。所撰《原人論》除

自序之外，另有裴休的序言，作於唐武宗會昌元年（西元 841 年），應該是宗密

晚年思想圓融成熟的作品28。此論依《華嚴》的宗旨，推究人的本源。首先點破

儒道二教的妄執（第一、「斥迷執」），繼而評析佛教的人天善法、小乘法、大乘

的法相宗、中觀學派之不足（第二、「斥偏淺」），最後攝歸於直顯一乘的佛性如

來藏，以此為人類的終極理想（第三、「直顯真原」）。宗密雖然以判教方式對儒

道暨佛教四個派別有所批評，但又以「會通」的方式給予包容，希冀達到三教圓

融的境地（第四、「會通本末」）。由於宗密修學諸家教義時，不是簡單的棄舊

從新，而是經過淬煉再綜合創新，因此《原人論》會通三教的思想，對日後

宋明理學的形成和儒學之哲學化有相當大的啟發作用。  

宗密自述其撰著《原人論》的目的有云： 

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況三

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我稟得人身而不

自知所從來，曷能知他世所趣乎？曷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故數十

年中學無常師，博攷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  

然今習儒道者，秖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

一氣，剖為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為

本。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遠則業

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為身根本。」皆謂已窮，而實未也。  

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

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

 
27  參見：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AD%E5%B3%B0%E5%AE%97%E5%AF%86/32228

09，2025/1/7 瀏覽。 
28  此論的卷首，除自序外，有裴休序，作於唐武宗會昌元年 (841)。註疏有宗密的自注及宋

淨源的《華嚴原人論發微錄》三卷，元圓覺的《華嚴原人論解》三卷，明楊嘉祚刪合的

《華嚴原人論合解》二卷等，現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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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

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  

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

源。余今還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

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起之義，會偏令圓而至於末（末即天地人

物）文有四篇，名原人也。 

宗密使用了《老子》與《易經》的思想，從「歸根」、「三才」來說明萬物皆有本

源，何況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然後，依《老子》言之「知人者智，自知者

明」，作為窮究人類本源的根本動力。吾人既然已經得此人身，作為萬物之靈，

豈能不進而推求人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又如何能夠不去理解知道古今人事的

變遷？為了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在數十年間遍訪眾位知識大德，而且廣博地

研究包括佛教經論在內的其他思想論著，如此不斷求索而得知曉人的本原。 

其次，宗密認為儒道兩家近則只知祖父至自已的傳體相續，遠則歸於「混沌

一氣」的解釋，認為萬物與人都是元氣化生；至於一般修學佛法的人士，只說近

的源頭是由於前生造業，今生隨業受報，而得此人身；遠的源頭，則推究此業的

發生，是從煩惱的惑，輾轉乃至以阿賴耶識為身的根本源頭。他們但說「前生造

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的不了義的粗淺名相，遠則是由惑造業的輾轉與阿賴

耶識為身之根本，認為已窮盡人之本源，實際上是並未徹底通透了知，都未能知

道人的根源。其三，然而宗密並不否定這三家也有其道理，三家可以會通而利益

眾生。孔子、老子、釋迦，皆是至極的聖人，只是為了因應各種不同時代環境和

各人的根器，而做出因時制宜、因人制宜的教化設施，所謂「隨時應物，設教

殊塗。」或內或外、相輔相成，都是為了利益眾生，策勵修行一切善行，明瞭善

惡因果，知道人之本源始終，以之推敲探究宇宙萬象，以明萬物生起的根本和枝

末。他指出：「孔老釋迦，皆是至聖，內外相資，共利群庶。」對於儒道及習佛

不了義者，可以「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對於習佛了義者，可以「推究萬

法，彰生起本末。」因此，宗密先在序言之中就先做出了結論：「雖皆聖意而有

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

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儒家及道家，僅

是權巧之說，釋家則兼權兼實。若就策勵萬行、懲惡勸善而同歸於治世之道

而言，則儒道釋三教皆可遵行，若為推究萬法、窮理盡性、以至於最根本源

頭者，那就唯有佛教才能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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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人論》中對儒道二家思想之批評與吾人的回應 

《原人論》第一篇〈斥迷執〉專對儒道兩家作批評。其言曰： 

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

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

命。故死後卻歸天地，復其虛無。 

宗密批評曰： 

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吉兇禍福之基。

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兇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

耶？又道育虎狼，胎桀紂，夭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又言萬物皆是自

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應生草，草或生人，

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神仙不藉丹藥，太平不藉賢良，仁義

不藉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為軌則乎？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歘生

之神未曾習慮，豈得嬰孩便能愛惡驕恣焉？若言歘有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

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歘

有，死是氣散而歘無，則誰為鬼神乎？……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

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刺亂政，書贊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風，豈

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宗密在此處似乎將大道之宇宙生成論與大道之價值論混為一談。「大道」從

儒家思想來說，亦可以說是「天」或「天道」。「天」有其自然義，如《荀子‧天

論篇》中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

凶。」天下之治亂則與天地時空無關，如荀子繼言道「治亂，天邪？曰：日月星

辰瑞厤，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啟蕃長

於春夏，畜積收臧於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

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

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這樣

的「天」有類於宇宙自然的運行，不因草木鳥獸堯舜桀紂而有所偏愛或變動。 

「大道」之宇宙生成之義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德經‧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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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鼓應在其《老子譯注及評介》一書中，將道的基本特點歸結為：一、道是物的

自然法則。二、道永遠存在，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是無限的。三、道是萬物的本

質。四、作為本質來說，道是世界的物質基礎「氣」及其變化的自然法則的統

一。五、道是物質世界中不可破滅的必然性，萬物都從屬於道的法則。六、道的

基本法則是：萬物與一切現象，處於經常的運動與變化中，在變化的過程中，萬

物與一切現象都轉化為自身的對立物。七、萬物與一切現象，都處於相互聯繫的

狀態中，這種聯繫通過統一的道而完成。八、道是我們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但

在邏輯思維中，它是可以認識的。由是觀之，道在天地生成以前就存在於浩瀚的

宇宙中，當天地生成以後，道就在萬事萬物中發揮著自身的作用，貫穿萬物的生

成、生長、發展、消亡的始終，作為一種自然規律客觀地存在著29。 

「天地之大德曰生」（易傳‧繫辭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

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易傳‧乾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傳‧坤文言）天地是一切價值美善的根源，「天地有

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遊》儒家

的美善則是在於道德人格的完成，此正如孟子所說：「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

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孟子‧盡心下） 

始儒家基本上都是性善論者，即便是一般認為主張「性惡」的荀子，其實本

身也是一位主張性善的儒者。荀子說：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

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

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

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

善者偽也。」（荀子‧性惡篇） 

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聖人化性而起

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

也。」（荀子‧性惡篇） 

 
29 陳鼓應，19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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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

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

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

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論篇） 

《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這個「性」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世人與

其他萬物各個區別的本質，這個本質不會因為堯舜桀紂顏冉夷齊而有所差別。人

性由天道而來，天理內在人的心性中，古人今人心同理同，人類的本性就是

「善」，都有為善的潛能，所以荀子所主張之師法禮義教化才有實現的可能性。

當然，這也意味著人的主觀能動性，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

矣。」（論語‧述而篇），又說「為仁由己」（論語‧顏淵篇）。孟子一書中也提

到「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

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禁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在討論討伐

桀紂是否為「弒君」的問題時，孟子直接了當地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

下）所有這些及其他經典中的言論不勝枚舉，都是主張自己要承擔起是否為堯舜

桀紂的道德責任，委諸他人或是所謂「天命」，都是不負責任的。對儒家而言，

太平必藉賢良，五德六藝需藉教習，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以及生死鬼神之

事，儒家皆有深入闡發，宗密似乎未見及此30。 

宗密認為世人推循其祖先只知近則父祖，往上追溯代代相傳而有此身，並不

能夠真正了知人之本原。然對儒家而言，其中正有極深的意思存在。論語中記

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

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

篇）孟子則進一步提出「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從人倫關係

和人倫次序來說，「孝」一般是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孝敬，指的是上下兩代人的縱

向人倫關係，「悌」（同「弟」）指的則是兄弟姐妹間的橫向人倫關係，「孝弟」無

疑是中國人倫關係的重要結構。依儒家的看法，雖然「孝弟」並舉，但其實講

「孝」就包含了「弟」在內。《孝經》是儒家十三經中篇幅最短者，但依然

為一本獨立的經書。《孝經》之所以稱經，實為教化以感化人心，其作百行

之本，強調德行之實踐，可作人生活行為的準則。人人皆當行孝，故「自天

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經‧庶人章》）可

見儒家對孝道的重視程度，視之為神聖的經典。《孝經》深受歷代君主推

崇，大率倡言以「孝」治天下。《孝經》肯定了「孝」是上天所訂的規範，

 
30 錢穆，19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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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孝是一個人品性的根本，國君可以用孝道治國，臣民可以用孝安身立

家。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

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

治。」《中庸》記載「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

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

命。」再者，世人行「孝」，可以感通天地鬼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

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

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

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以上

所引皆《孝經》經文） 

宗密曾云：「始於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貫貴賤，儒釋皆宗之，其唯孝道

矣。應孝子之懇誠、救二親之苦厄，酬昊天恩德，其唯盂蘭盆之教焉。……累劫

報親恩，積因成正覺。」31講求「孝」就可以推知人之本原，由今世上溯至無窮

之前世，下推及無盡之來世，否則「孝」字成為戲論，亦無有著落。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

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

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即是「三不朽」，是中國人文思想領域的一個價值命題，對於

中國人的思想和人生追求有著重要的影響。因緣果報之說，雖原始儒家未得而

聞，即便知曉恐亦認為杳冥難解，反不如以三不朽結合孝道的精義，則是成就了

中國儒家思想以「三世傳承」來取代「三世兩重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

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31 宗密，《佛說盂蘭盆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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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斥責道家老莊之教，錢穆先生不以為然，認為宗密所說只是「屬於常識

範圍」32。作者以為老莊（尤其是老子）的「道」，具有本體論和宇宙論的意義。

從本體論來說，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道德經‧第一章）又說「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莊子

亦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

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依

此，「道」乃是最高也是最根本的存有，「道」乃是一客觀實有的「超經驗」與

「超自然」的形上實體。 

其次，「道」在宇宙論上的意義，則如老子所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道德經‧第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

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道德經‧第四十五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

萬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德經‧第四章），

又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衣養萬物而不為

主……。」（道德經‧第三十四章）。「道」根本是自存自生、自本自根、自然而

然與無待於外的。也正因如此，所以「道」才能具有無限的動能與作用，來生成

天地萬物。「道」的自身與內容雖是沖虛的，但其作用卻是無窮無盡的；它雖淵

深幽微，但卻能不斷地化生萬物，而宛若是天地萬物的宗主與始祖。因此「道」

衣養天地萬物，乃是世上一切存在與活動的最高依據、原理、規範或動力。它是

真實且客觀的存有，是獨立自存的。綜合一般學者和哲學史家的看法，包含了將

「道」視為客觀實有的形上「原理」、「根據」、「法則」、「根源」、「動力」、「精

神」與「規範」等在內；也包含了用「存有」與「價值」的本源，「應然」與

「實然」的根據，來說「道」的義涵在內33。 

老莊哲學是針對人生立論的，「道」既然是「價值」的本源與「應然」的根

據，吾人就應該體道而行，致虛守靜，歸根復命，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

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

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沒身不殆。」（道德經‧第十六章）所有的禍亂凶惡愚眛都出於「不知

常」的緣故！人生應該擺脫夸奢慕外、跌宕馳放、機巧識辨、與偏執固取之心、

 
32 錢穆，1976：6。 
33 參看：陳立驤，2007；陳鼓應，198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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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心知與欲望的負累，與道合一，達到消遙無待的至人、神人、真人的境界。

莊子還提出「心齋」的修養功夫。他借孔子之口告誡顏回道：「若壹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

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人間世）為使心靈得到自

由，進而領悟物我一體、天人合一的道理，達到忘我的境界，莊子提出了「坐

忘」的修為工夫：「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莊

子．大宗師）事實上，莊子書中對於人心的種種迷失與誤用，比起老子的《道德

經》有著更多的觀察和對治。 

先秦原始儒家除了講「道」之外，最常說的就是「天」。不過孔子甚少談論

這方面的問題。《論語‧公冶長》中記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為孔門四科十哲34之一，而有此說

法，可見「性」與「天道」還有與之相關的課題如鬼神和宗教等，可能不是孔子

平日教導學生的重點，只因為這類課題極為深奧悠遠，不是一般弟子或當時人所

能理解，但是從孔子對易經的深度探索來說35，不可說孔子不了解其中的義理。

但是「天」這個觀念也有豐富且多樣的內涵。馮友蘭曾經指出36，在中國文字

中，「天」有五重含義，即物質之天（與地相對）、主宰之天（類似有意志的人格

神）、運命之天（人生中無可奈何者）、自然之天（如《荀子‧天論篇》所說之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和義理之天（如中庸所說「天命之謂

性」）。「天」也是價值的根源，例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詩經‧大雅‧烝民）而且，既然是「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那麼就是說

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以至人類萬物各有各的「理」，也就是本質，豈能相混？所以

石本來就不應該生草，草不應該生人，人不應該生畜，這豈不就是當然之理？且

人之初生，方其在嬰孩襁褓之中，誰能預知誰為堯舜桀紂顏冉夷齊，這豈非是後

天師法禮義教化與個人的心志行為所決定？與「天」何干？如果說「天」已然早

就預知其事，則不啻落入宿命論中，人在道德上之主觀能動性豈非空談？ 

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出發點是從人的生命進入，只是彼此對生命的看法有所不

同。道家是從自然生命的情慾和心知的有限出發老子說：「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道德經‧第十三章）「有

 
34 孔門四科十哲的說法來自孔子自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篇）。 
35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述而篇）。《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

記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而且孔子與「易傳」（或稱「十翼」）的關係十分密切，亦有稱孔子作

「易傳」以解釋易經（《隋書•經籍志》說：……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

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 
36 馮友蘭，1961：52。另參見，韋政通，1993：85-89；勞思光，2005：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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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大患實在是植根在自然生命的情慾，由此乃知「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道德

經‧第十二章）。其次，心知的負累也是令人疲倦，「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莊子‧養生主）莊子在內篇

《人間世》中，提出「心齋」的修養功夫。為使心靈得到自由，進而領悟物我一

體、天人合一的道理，達到忘我的境界，在《大宗師》裡，稱這樣的修為工夫為

「坐忘」：「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至於佛教也

是從生命的負面進入。佛教之「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法」等基本

教義，宣說苦空無常無我，亦說世人恆在無明業識中流轉。佛教從釋迦牟尼佛目

睹人生之生老病死苦出發，即走上「斷舍離」的道路，產生了解脫出世的思想
37。 

五、 儒道的終極關懷 

當代中國哲學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文化的開端是著眼在人的生命，因為重視

生命，不僅重視關懷自家個人的生命，更包括了人類群體的生命，所以重視德

行。德行這個觀念只有在關懷我們生命問題的時候才會出現。我們說關心我們的

生命並不是關心我們是如何生出來的，或者我們的細胞和生理機能為什麼是這樣

的安排這一類的問題，而是從知識的態度跳出來提高到心靈精神生命這一層。這

種對生命的關懷，並不只是物質層面上的。物質層面上的飲食男女固然重要，但

是中國哲學並不專注在這個方面，而是在生命的安頓―也就是關注在人之真實存

在的問題之上。這樣的注意與關心可以稱之為對人之「終極關懷」。 

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原是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的用語。

田立克是一位德裔美國基督教存在主義哲學家、路德教派的神學家，他是二十世

紀最有影響力的神學家之中的一位。所謂終極關懷，依照田立克的解釋，是有關

我們的「存在」(being)，這個「存在」不是吾人的物質生命或是情慾生命，也不

是指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存在，而是指整個人類的存在目的和意義。人類全心全意

關注的是其真實存在的整體，而這整體在時間和空間中被打亂了。人類無條件地

關心決定其存在的一切因素，而不僅僅關注自身及其周圍的一切條件。人類最終

關心的是那些超越一切初步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而決定其最終命運的事物38。 

傅偉勳教授是中國哲學界首先使用「終極關懷」一詞來界定「宗教」的學

者。他認為宗教的成立有四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即包括終極關懷(ultimate 

 
37 參見：牟宗三，1986：13-18。 
38 Tillich, 196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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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終極真實 (ultimate reality/truth)、終極目的 (ultimate goal)、終極承諾

(ultimate commitment)等相互關聯的四項39。雖然，後來他又提出了構成宗教的十

項要素說（十項要素，還包含開創人格、基本聖典、解脫進路、世界觀、人生

觀、精神共同體等），實際上還是以前四項為核心所展開，其他要素可以納入到

這四項要素之中40。因此「終極關懷」一詞，乃是用來指稱信仰活動是終極關懷

的狀態，積極地對終極生死問題的凝視與關注，經由高度精神力量無限超拔，獲

得生命的轉迷開悟，體會了生死智慧。各個宗教與哲學都有其自成理路與實踐的

終極關懷，帶出了「終極真實」的義理系統。「終極真實」具有永恆、絕對等性

質，對於終極真實的主體性體認，乃是保證每一單獨實體能在精神上超克死亡，

或徹底解決生死問題的真正理據或根據。 

儒家作為一兼具超越意義的思想系統，雖然是以哲學為主，但對生命的終極

意義也有其一貫的陳述。依儒家的義理，生命之終極意義是表現人之為人的價

值，這即是道德的表現。但人之生命與現實的環境也有相逆相順的情況，而常不

能如人之所願，對於人之道德實踐，現實之回報也常不如理，有德者不一定有

福，有福者更不一定有德，此所謂德福不一致的遺憾和問題。例如《論語‧雍也

篇》所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又如同樣見於《論語‧雍也篇》所載：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冉伯牛與顏回同列於孔門德行之列，然而一個身患不治之疾，另一位則是短命而

死，聖人亦無可奈何，只能歸諸非人力所能為力的限制，與人之賢愚不肖無關。

人所能為力者是其自律道德的表現，但生命之順逆卻不在自力的範圍之內，因而

有「命」的概念。儒家言命有二義：義理之命與命限之命。義理之命即天命，是

指人之天職，即人之道德上所應為之份內事。這也是孔子所說「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篇）的精義。命限之命是統指外在之限制，此指

人類在氣命上的遭遇，而這卻常是人類所不能掌握的。因此，在道德實踐之中乃

有命限之問題。人如何在與命限相順相逆中使一己之生命不遭橫逆，固然可以有

 
39 傅偉勳，1996：1-23。 
40 傅偉勳，1993：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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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的思考，但由於宇宙變化之複雜性，不是人力所能了知和自主，因此，幸福

成為一超乎人類能力之外的事。這一命限常引向宗教的祈願，但儒家不向宗教意

義的天走，反而落在人的生命自身而面對之，這即是人類如何在有限生命的一生

之中安身立命的課題。 

《莊子‧養生主》當中，亦有類似的思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

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對於原始儒家和道家來說，由於宇宙人生的複雜多變，有吾人無法瞭解且也無可

奈何者，對儒家而言，那是一種「命」，對道家則是一種「時（或說是『時

命』)」。浪費自家生命而去緊緊糾結在此，實在是沒有必要。莊子也說：「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

而不辯。」（莊子‧齊物論）。人生宇宙之間是否應該有上天給予公平公正的待

遇，並不是儒道二家關心的重點。他們關切的是如何在人為造作的不公不義環境

中，給予每一個人恰如其分地生活的安排與生命的安頓，那些非人力所能掌握的

富貴壽夭死生窮達，只能以「缺憾還諸天地」的態度，將之看破放下而已！追問

天道是否真的「福善禍淫」，人的生命之中是否真有「因果業報」，這都是不能與

儒道二家的關懷相切合的！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特別強烈，但是憂患並非杞人憂天，亦非患得患失。最早

討論憂患意識作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是徐復觀先生。「憂患意識」一詞是

徐復觀先生在《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首先提出，而且他認為主要是受《易

傳》所啟發。《周易‧繫辭下》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

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

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

易之道也。」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可見《易傳》作者很可能處於離亂艱難之世，因此產生出強烈的憂患意

識。徐復觀先生特別將它標舉出來，視為我國古代文化的重大特質：「希臘哲

學，發生於對自然的驚異；各種宗教，發生於對天災人禍的恐怖；而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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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發生於對人生責任感的憂患。」牟宗三先生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中也提

出：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坦蕩蕩，並非君子無憂無懼，君子

憂的不是個人財貨的不足，而是德之不修、學之未講，他的憂患是終生無已，沒

有停止的境界41。聖人的憂患意識，是由萬物生育不得其所而產生，進而引發

「臨事而懼」的認真負責的態度，從認真負責的態度再引發戒慎恐懼的「敬」的

觀念，擴充成悲天憫人的情懷。 

徐復觀將中國文化的動力概括為「憂患意識」，在中國思想界產生了深刻的

影響。他將「憂患意識」當作對困難的責任感，一種自我意識，不同於恐懼帶來

的對外在力量的依賴，是自我覺醒的表現。同時，「憂患意識」的自我意識首先

來自對社會的責任感，是個人意識到要承擔社會的責任，在社會中實現個人價

值。徐復觀說： 

憂患意識，不同於作為原始宗教動機的恐怖、絕望。……憂患與恐怖、絕

望的最大不同之點，在於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

思熟考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

密切關係，及當事者在行為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由這種責任感來的

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

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

現。42 

由此，「憂患意識」超越了個人對生存的恐懼，憂患中的個人命運從一開始就同

族群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它促使個人把自我的價值同整個族群價值聯繫在一起。

徐復觀推重「憂患意識」，強調其具有的理性自覺和人的主體意識的張揚，將其

作為中國人現代意識的原發之所。 

六、 結論：《原人論》在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的影響與價值 

佛教自東漢明帝時期傳入中國至宗密時代歷經了七、八百年之久，佛教雖然

來自印度，但其成熟和發展是在中國完成的，它既吸收了中國傳統文化，又豐富

了中國傳統文化。從東漢經過南北朝時期，佛教發展迅速，寺院林立，唐代詩人

杜牧（公元 803－852 年）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足見當時

佛教的盛況。隋唐時期，佛學成熟，信徒日眾，宗派林立，直到天臺、華嚴和禪

宗三個中國本土宗派次第成立，中國佛教步入鼎盛時期，但也達到了巔峰，難以

 
41 牟宗三，1986，頁 14。 
42 徐復觀，2001，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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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所創新突破。另外從中國思想史的發展來看，除佛學（教）之外，隋唐時代

的中國傳統哲學並無明確有系統的理論出現，而李翱和韓愈有關儒學的作品對比

先秦儒學亦非是特具有原創性，大抵可視為儒學思想企圖振作逐漸復興的嘗試，

直到之後的兩宋才有「理學」（新儒學）的出現。 

宗密自謂：「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致內外，以原自身」43。他治學廣博，

兼通儒釋（所謂內外之學）思想進而發掘自我、完善自我、拯救世人為最終目

的。雖然如此，宗密他基本的精神依然是佛教的，是「捨離」導向的，是以振興

發揚全部佛教為己任的44，與儒家積極入世的思想有了根本上的區別。儒學不是

憑空玄想的形而上學，而是與現實世界互動的思想系統。儒家思想，乃從人類現

實生活的正面來對人類負責的思想。他不能逃向自然，不能逃向虛無空寂，也不

能沉浸於觀念的遊戲，更沒有任何其他勢力的庇護可走可逃，而只能硬挺挺的站

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以擔當人類現實生存發展的命運。 

從前面的討論得知，宗密的《原人論》專據佛教教義立論，對儒道二家的評

論由於三者之「終極關懷」不同，而且有儒家之「憂患意識」、道家之「遯世意

識」與佛家之「苦業意識」之差異，致使宗密對儒道之批評顯得不夠有力，其對

習儒道者斥之為「迷執」未免太過。尤其對儒家來說，面對人生的種種苦難畢竟

是無可迴避之事，因此如何使人與萬物「各正性命」，使其都能夠獲得自己特有

的性命、存在的價值和應有的位置，因此儒者自有其治國平天下的想像和藍圖，

所謂「內聖外王」或「尊德行，道問學」（中庸），亦即是孔子所說「下學上達」

的功夫（論語・憲問篇），這些恐怕是宗密難以體會者。中國自秦漢以來即是一

個大一統的廣土眾民的國家，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必須有賴於一個龐大的、基本上

是由儒家士人支撐起的行政官僚體系維持其運作，而其治國理政的邏輯思維在歷

史上並非道釋二家所能為力。宗密嚴格批評當時佛教界的爭論，同時也將儒道二

教也會通於自己的思想之內，其目的恐怕在於統合即將失去國家政權保護之混亂

的佛教界，以確立日後中國佛教的新方向45。由中國哲學發展的歷程來說，中國

傳統儒道哲學到了唐代已然走到了剝極而復，貞下起元的機運，李翱與韓愈首開

其端，宗密的《原人論》接踵其後，下開宋明儒學的先聲46，宋明儒學廣泛吸取

儒道二家的思想精粹，開出心性之學，繼而成為當代我國「新儒家」如牟宗三先

生等之道德形上學之嚆矢47。 

 
43 宗密《原人論序》。 
44 見：魏道儒，2009，頁 181。 
45 參閱：木村清孝 著，李惠英 譯，2022，頁 217-223。 
46  論者有言曰：「《華嚴原人論》會通儒道，堪稱宋代道學之先聲。」見：賴永海主編，2010，有

關「華嚴五祖宗密及其思想」一節的討論。 
47 錢穆，1976：10。有關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學」相關問題參見：吳啟超，2016；廖曉煒，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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